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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C
赵 一 凡《 中 国 与 美 国 》 专 栏

美国魔力，聚散之际

☉☉ 赵一凡

内容提要：2008 年，挪威作家约翰·加尔通出版了《美帝国的崩溃》。该书宣称美国与罗马帝国一
样，自有一股神奇“魔力”。但是，正如罗马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只要美帝国的“魔力”消失，
它就注定会崩溃。加尔通教授关于“魔力”的预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马克思、韦伯、本雅明等
早期学者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让我们听听他们美国帝国为什么以及如何从辉煌走向黑暗，
这是一个真正的明显命运。

关键词：魔力  幻象  祛魅  光晕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2023）02-0001-012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2.001

Title: American Magic: From Brilliance to Darkness

Abstract: Johan Galtung, a Norwegian writer published in 2008 a book entitled The Fall of the US 
Empire . This book declares the USA enjoys its “magic” Power, just as the Roman Empire did before. 
But the US Empire is bound to collapse, so long as its “magic” Power is gone, as the Roman history tells 
us. Professor Galtung’s prediction about “magic” Power is not something new. Earlier scholars like Karl 
Marx, Max Weber and Walter Benjamin, have talked over this topic one after another. Let’s listen to them 
why and how the US Empire went from Brilliance to Darkness, as its true manifest destiny.

Keywords: magic, illusion, Entzauberung der Welt, aura

Author: Zhao Yifan,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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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的现代化故事

读书向导：霍布斯鲍姆、沃勒斯坦

作者按：2009 年，挪威政治学教授加尔通（Johan Galtung），发表《美帝国的崩溃》。

他说美国与罗马帝国一样，自有一股神奇“魔力”（magic）。其共同特征，是确信自己

道德优越，武功盖世，故而要向外扩张，主宰人类发展。然而历史证明：一旦魔力消散，

帝国随之灭亡。［1］

加尔通所说的魔力，与马克思的“幻象”（illusion）、韦伯（Max Weber）的“祛魅”

（Entzauberung der Welt）、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光晕”（aura）一脉相承。若以“魔

力”为纽带，我们便不难窥见美帝国的兴衰逻辑。

1788 年，德国诗人席勒写下《希腊的众神》，称神迹消退，人类迷茫，美丽世界从此变

得粗鲁无情。［2］席勒启发了韦伯。1904 年韦伯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称现代社

会带来科学昌明，宗教式微，我们目睹“世界的祛魅”。［3］

韦伯生命的转折点

1883 年马克思在伦敦去世，韦伯正在德国服兵役。1884 年小韦考入柏林大学。赵按：

马克思与韦伯都是犹太人，同为柏大博士。1841 年卡尔拿到博士学位，很想留在柏大教书。

不料反动势力猖獗，进步讲师多遭驱逐，卡尔被迫走上流亡之路。

韦伯的家庭悲剧  韦伯儿时，目睹德意志帝国崛起。韦伯读博，正值俾斯麦对外出兵镇

压巴黎公社，对内封杀社会党人。有专家称，“韦伯的生活就是一部弗洛伊德情节剧”。此话

怎讲？原来韦伯的父亲是国会议员，典型的普鲁士政客。他专横跋扈，贪图享乐。母亲却是

虔诚新教徒。她勤俭持家，好善乐施。

1897 年夏，母亲跑去海德堡大学看儿子，父亲尾追而来。小韦护着母亲，将父亲赶出家门。

其后老爸猝死，小韦继承大笔遗产。此事让他患上失眠症，继而面部抽搐，无法上课。［4］

马克思留下一道难题：资本主义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韦伯与桑巴特，都想回应马克

思。1902 年老桑发表《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称它来自个人贪欲。老

桑让韦伯写书评，韦伯拖着不写。直到 1904 年春，他才写下《新教伦理》第一部分。［5］

韦伯访问新大陆  1904 年秋，韦伯访美 3 个月。据其夫人回忆，他们先后游历了纽约、

芝加哥、费城、圣路易斯， 以及新奥尔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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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灯火辉煌的海湾，自由女神像。纽约庞大而壮观，粗鄙又野蛮。摩天大楼簇拥着

城堡一般的曼哈顿，那里聚集了银行和股票交易所，其中的金钱和资本统治着无数臣民。

芝加哥：丑陋的移民城市，可怕的大杂烩。欧洲穷人在此疯狂竞争，迸发出巨大活力。

凶杀、纵火、抢劫，吓着了夫人。韦伯却在肉联厂目睹无数头生猪，通过屠宰线，变成肉罐头。

圣路易斯： 韦伯来到圣路易斯，观摩世界博览会，赴西北大学讲演，又住进德国移民的

豪宅，体验中西部的富饶。不料某日在报社，编辑与人拔枪相对。这让韦伯大惊失色，迅速

逃离。

韦伯回到德国，发表《新教伦理》第二部分。围绕他的美国之旅，英美专家啧啧称奇。

譬如科林斯称：《新教伦理》是韦伯生命的转折点。为此他酝酿了整整七年。当他转向美国时，

这个命题便呼之欲出了。他治愈了神经疾病，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6］

韦伯：资本主义起源

在韦伯眼里，美国是“最资本主义的国家”，新教伦理则在暗中支配美国的成功。［7］众

所周知，梵蒂冈垄断《圣经》解释权，教皇与主教骄奢淫逸，欺压信众。马丁·路德钻研《圣

经》，忽有顿悟，于是鼓吹“自主信教，因信得救”。

从新教，到清教  新教教义引爆尼德兰革命。英国教会也脱离梵蒂冈，自称新教

（Protestantism），却有清教徒（Puritans）要求清除腐败。他们惨遭镇压，一部分流亡北美。

赵按：上述宗教改革，展示了一条罗马天主教的裂变轨迹。而韦伯所谓“祛魅”，即不

断破除迷信、消解魔力，直至在北美殖民地，萌生出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资本主义精神。

清教徒的荒野使命  第五章第二讲，曾讨论米勒与摩根。他们的清教思想研究，佐证了

韦伯的见解。譬如米勒承认，清教徒在荒野中形成了严密组织、虔诚信仰。韦伯也说，殖民

地铁一般的集体主义，说明加尔文教对民众实施一种无法忍受的掌控。［8］

由于殖民地人口倍增，长老们被迫实行“半契约制”，即允许青年入教，但不得领受圣餐。

大批年轻人要求分家产、去西部。长老又发明哀诉布道，即谴责腐败、集中忏悔。这又让韦

伯确认：清教领袖拥有掌控经济生活的强大能力。［9］

1684 年，英国在北美设立总督府，清教领袖下野。年轻牧师爱德华兹，发起宗教复兴，

清教徒转而鼓吹“发财为公”。波士顿富商霍尔，因向教堂捐献财产，竟被封为圣徒。米勒

嘲笑道：霍尔以钱财买得拯救，清教徒深知他们在背弃祖先。

富兰克林的世俗箴言  1732—1758 年，富兰克林以“穷理查”为名，接连发表 27 本年历。

这套历书自带日历、气象、菜谱，还有励志格言，譬如“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

韦伯说：当务之急是要寻找理性主义的独特性。而富兰克林，为他提供了完美范本。［10］

天职，苦行与获救  宗教复兴后，清教徒陷入普遍焦虑：即我将如何获救？答案是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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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天职，勤奋劳作。韦伯分析说，宗教改革将神父的天职（calling），变作芸芸众生的责任。

加尔文提倡禁欲苦行，又将一股道德动力，注入清教徒的日常生活。至 1900 年，资本主义

有了机器和工人，就不再需要宗教动力了。［11］

赵按：美国人祛除了宗教魅力，开始迷恋资本的魔力。

美国资本主义精神

桑巴特认定，资本主义来自贪欲。韦伯却说它源于一种针对工商业的理性化操作。他相

信人类渴求财富，自古有之，从巴比伦到古埃及，再到欧洲。这种贪欲导致非理性，例如罗

马帝国穷兵黩武，西班牙海盗挥霍无度，路易十四极尽奢华。直到 18 世纪，资本主义才将

工业机器、雇佣劳动，升级为一整套“理性组织”。［12］

清教徒的工作伦理  加尔文鼓吹选民获救。韦伯说这给清教徒带来“一种空前的内心

孤独感”。［13］于是他们自称选民，然后多多行善，又将禁欲苦行视为天职及其获救的途径。

韦伯下结论：清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经营者提供了道德活力与动力”。［14］

韦伯承认，中国明清两代经济发达，但儒教提倡万物和谐，故而无法产生西方人的精神

动力。现代资本主义却对贪欲“加以约束”：进而将传统商人导入一种条理化轨道。［15］

美国 vs 欧洲  马克思从未去过美国，韦伯却有幸目睹其工业化成就。20 世纪初，美国

生产力成功登顶。它在钢铁、铁路、石油化工、电话电报诸领域形成了一批工业巨头，从中

产生了证券交易、股市融资、托拉斯垄断、泰勒制管理。韦伯感慨：欧洲人因循守旧，美国

的穷理查，却在残酷环境中白手起家。他们出身微贱，敢于反抗贵族秩序。他们集腋成裘，

成了资本主义暴发户。［16］

有专家称，韦伯一生都在同《资本论》（Das Kapital）对话。晚年的他，陆续写下几千页手稿，

题名《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理论》。1920 年韦伯去世，夫人整理其手稿，出版时改称《经济

与社会》。其中包括两大核心概念：理性主义、现代官僚机构。

何谓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  即不单单以奢侈消费为目标，而是采取系统规划、纪律

约束，并以科技为动力，将赢利手段与官僚体制结合为一。其中包含两大要素：1. 有纪律的

劳动力；2. 有规则的资本投入。韦伯指出传统商人只想赚钱，过上好日子。美国资本家则相

信规模制胜、技术领先，故而持续投资、做大做强。［17］

何谓现代官僚机构  韦伯将权力分为三类。首先是帝王与酋长的传统权力，他们讲血统，

重世袭。其次是超凡权力，即少数极富个人魅力（Charisma）的宗教领袖。上述两种权力，

属于非理性权力。最后，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的权力应该是理性权力，其特征为：

1.一切权力都要合法，并受法律制约。韦伯指出，罗马法典作为基础，为资本主义提供

了复式簿记、成本核算、工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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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破世袭与裙带关系，设置现代机构（institution）或一种基于理性的官僚系统，以便

兼顾经济与社会。

3.新官僚制强调专业能力，注重职业素养（professionalism），目的是优胜劣汰，大幅提

高效率。

4.现代机构囊括学校、军队、公司与法庭。它们都要由上到下，设置科层化的等级、职位、

权限与薪酬。

19 世纪欧洲贵族当道，任人唯亲。美国内战后，北方企业家压倒南方贵族。他们蔑视

血统与头衔，看重才干和业绩。韦伯深知德国人的迂腐，所以大声疾呼：美国已为人类展示

一种高效管理体系。而合法合理的权力，正是提升效率的不二法门。［18］

美国成功，理性变异  美式资本主义优势明显，韦伯却一再悲叹：世界已被祛魅，那些

高贵的终极价值，也会销声匿迹。”1914 年大战爆发，韦伯又称工具理性暗藏一套唯利是图

的商业程序，一种机械刻板的生活规律。其制度化特征，即专家分工、严密核算、非人化管

理。韦伯警告：那将是一座囚禁精神的铁笼。［19］谁也没料到，韦伯死前的各种吐槽，几乎

都在美国应验了。

本雅明：光晕与附魔

韦伯死后，美国博士生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来到海德堡大学。他征得韦伯遗孀的同意，

开始翻译《新教伦理》。小帕 1927 年回哈佛，1930 年出版《新教伦理》英译本，由此暴得大名，

成为美国现代化理论大师。小帕强调韦伯看重美国，尤其赞赏美国资本主义的合理合法。赵

按：误读严重啊。

韦伯在德国，一直处境尴尬。1908 年他邀集胡塞尔（Edmund Husserl）、西美尔（Georg 

Simmel），创立《逻各斯》学刊，培养社会学人才。众多弟子中，韦伯最赏识卢卡奇。不料“一

战”爆发，小卢加入德共。韦伯敦促小卢申请海大教职，惨遭校方拒绝。小卢愤而投身匈牙

利革命。

革命失败，小卢被捕。韦伯出面斡旋，免其一死。小卢逃去苏联，苦读马列，成为西马

理论大家。他在《理性的毁灭》（Destruction of Rationaliy）中，痛批理性主义，并指责韦伯

掩饰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精神异化。［20］赵按：卢卡奇象征那一代犹太精英的宿命。布洛赫、

布莱希特、马尔库塞等人紧随其后，集体哗变，加入左翼。

犹太神童本雅明  1920 年韦伯去世，又有一个犹太神童本雅明，申请海大教职失败。

小本跑去巴黎卖文为生，继而钻研马克思手稿，写下《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此文称古典文艺来自神话，故

而带有“光晕”。现代机器大批复制赝品，摧毁了神秘“光晕”。1924 年，小本阅读阿拉贡（Lo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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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gon）的《巴黎乡下人》，赫然发现，巴黎歌剧院的拱廊街，也有神奇“光晕”！

马克思说过，劳动变商品，形成现代拜物教，其中“充满神学的怪诞，体现物与物关系

的虚幻形式”。他又说，资产阶级建立一套上层建筑，它“由各种幻象、思想方式和世界观

所构成”。但“这种遮蔽阶级斗争与时代本质的幻象”，并非一无破绽。［21］

如何打破资本幻象  法国作家布勒东（André Breton），也在现代派小说中描绘资本主义

的渎神本质：阴暗酒吧、熙攘人群、闪烁信号灯、疯狂旋转门。这一派五光十色，魔力四射，

反复提示小本：它们在扫荡传统光晕之际，也在制造资本幻象！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催生了现代政党。而政党的孕育，又同巴黎游民有关：其中有趁

乱夺权的波拿巴，也有策划工人起义的布朗基。马恩说“正是他们筑起第一批街垒，并进行

指挥”。小本捧读至此，血脉贲张。然而在他眼前，没有工人暴动，只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Les Fleurs du mal）。这个巴黎纨绔子弟，大张旗鼓地描写妓女、酒鬼、革命党。小本总结：

笼罩巴黎的商品光晕，成全了老波的讽喻想象。［22］

从祛魅，到附魅  小本抨击韦伯，指其偏爱理性的冷峻务实，忽略其阴险、油滑与狡

诈。小本力挺马克思，称资本主义打着理性的幌子，炮制诱人幻象，目的是为资本重新附

魅（reenchantment）。在他看来，西方上层建筑已落入商品的掌控。其整体文化价值表现为

一种怪诞幻象（phantasmagoria）。赵按：1940 年本雅明自杀。后人整理“拱廊街计划”，发

现他利用辩证法，揭示西方社会矛盾：一面是醉生梦死的浮华之都，一面是地火穿行的革

命中心。［23］

从拱廊街，到费尔蒙  如前述，小本目睹第一条商业步行街：巴黎拱廊街。街上声色犬马、

极尽奢华。可叹小本死得早，未及欣赏旧金山的费尔蒙（Fairmont）大饭店。1967年，黑利（Arthur 

Hailey）《大饭店》（Hotel）被搬上银幕。费尔蒙作为取景地，为亿万观众提供一个梦幻世界。

1995 年 9 月 27 日，费尔蒙迎来一场高层研讨会，资助方是华尔街，主办方是戈尔巴乔

夫基金会。会议邀请了 500 名全球精英，其中有老布什、布莱尔、撒切尔夫人，以及索罗斯、

比尔·盖茨。

赵按：费尔蒙雄踞美国西海岸，俯视欧亚大陆。各国代表登上观光电梯，徐徐升至楼

顶套房。宽大玻璃窗外，一面是蓝色海湾、金门大桥、美军航母，另一面是硅谷、伯克利、

斯坦福。

全球化的陷阱  研讨三天，都说了什么？外界一片茫然。1996 年，德国《明镜周刊》的

两位记者，发表《全球化的陷阱》。其中披露的会议内容，远超韦伯、帕森斯的各种预期！

1.全球化刮起一场飓风。首先是高科技挤压实体，制造业大量外迁。岗位流失，工资冻结，

加剧了失业与犯罪。其次是激烈的跨国竞争，加速资本流动，刺激风险投资。IT产业全线飘

红之际，政府债台高筑，社会福利锐减，中产阶层朝不保夕。

2.到会代表一致同意：全球化与民主双双掉入陷阱。而当下的最大难题，是人口过剩、

贫富对立。占比 20％的全球精英，足以生产全人类所需的商品。其余八成人，贫困、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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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用处。如何处理社会“垃圾”？代表们提议如下。

方案一是以高技术手段消灭“垃圾”。赵按：这不是开玩笑。方案二是布热津斯基发明

的奶头乐（tittytainment）。其中 titty是塑胶奶嘴，entertainment是消遣，诸如大麻、赌场、好

莱坞大片、迪士尼乐园等，以便让民众沉浸其中，安于现状。［24］

赵按：拱廊街与费尔蒙，作为象征性地标，双双提示我们：资本主义从它的自身附魅，

到势不可当的全球扩张，再到魔力消散，迅速祛魅，只用了短短 55 年。其间发生了什么？

米尔斯：美国权力精英

1821 年黑格尔发表《法哲学》，青年马克思写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指出三大错误：

1.漠视经济，迷恋精神；2.市民社会催生了国家，但老黑吹嘘理念与法治，打压市民社会；3.资

产阶级国家并非以人为本，而是“完成了的异化”。［25］

马克思的丰功伟绩  韦伯尾随黑格尔，迷恋理性，肯定西方国家的合理合法。相反，马

克思从商品入手，破解资本秘密。具体说，商品作为细胞，包含经济与社会的一切内因。由

于资产阶级将雇佣劳动偷换成了特殊商品，《资本论》第 1 卷，即遵照商品—劳动—资本—

剩余价值的逻辑顺序，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

《资本论》第 2 卷，改为以资本为中心，区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化资本，进而

针对其内部循环，厘清资本主义生产、交换与流通关系。提醒大家：此乃一个封闭循环圈，

即从商品、货币、商品交换，再到资本形成、原始积累、持续再生产。

第 3 卷没写完，可它锁定剩余价值的形态变化，即从利息、地租、企业利润，演变为债

券、抵押品、控股权。恩格斯明白，最大困难在于物与物的交换背后，隐藏一种二重性，即

商品生产的所有权，如何膨胀为资本主义鲸吞天下的历史趋势？［26］

马克思的英明洞见，迄今散发真理的光辉。比方说，桑巴特受其影响，强调资本主义来

自贪婪牟利。皮凯蒂发表《21 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公然将矛

头指向欧美国家的非理性、非人道。

韦伯身后评价  1990 年，华盛顿德国研究所举办研讨会，评估韦伯遗产。专家们承认，

韦伯的命题已经过时。他从观念类型入手，论证清教徒的禁欲苦行，也导致不少争议。［27］赵按：

尽管欧美分歧严重，韦伯有关美国资本主义的诸多预见依然延续下来，成为西马、新马的理

论爆发点。其中包含影响深远的 4 个问题，即精英统治、理性变异、科技强权、世界体系。

依次评点如下。

美国官僚机构  我们已知，韦伯围绕美国工业化组织，作出精细的机构分析。1959 年，

纽约哥大社会学教授米尔斯（Charles W. Mills）出版《权力精英》。新左派学生提问：美国

是民主社会，人人享有自由，岂可由权贵操纵？米老师称关键不在于个人或社会，而在于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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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二者联系的新式官僚机构。如今在美国，一座由政府、企业、军队构成的金字塔，已成为

国家权力中枢。而少数上层精英，得以在民主自由大旗下，主宰国家、支配全球。

美国精英来自何方？早期美国治理，仰仗殖民地乡绅。内战后，工商寡头挤入上层社会，

其财富、教育与人脉关系，合成权力精英的渊薮。“二战”前罗斯福推动军改，将美军打造

成高效战争机器。“二战”后，美国扮演世界领袖，又形成政、军、经三足鼎立的权力中枢。

这个新帝国规模庞大，支配近四成的国家财富。

何谓权力精英  第二次工业革命，优化美国的企业管理，促进其金融创新、科技进步。

韦伯对此高度关切，并在《经济与社会》中缜密考察官僚机构、经济系统。“二战”后，欧

美学界发展出一门机构研究（institutional study），又称制度研究。

作为制度研究的急先锋，米尔斯锁定的“权力精英”（power elite），即政府、军队、银

行的决策人。他们的权势与财富，取决于各自在机构中的位置和能力。由于利害攸关，精英

团结协作。又因决策程序交错，他们建立协商机制，以期消除摩擦，强化统治。米尔斯确认，

精英统治令国家高度集权，日趋帝国化。而三大机构效益高超，组织严密，既能支配毁灭性

武力，亦可控制舆论、钳制异议。

理性战士，疯子专家  2008 年美国出版《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指 1947 年美军审讯

日本 731 部队专家，并以 25 万美元交换日本细菌战的全套数据，继而在德特里克堡组建陆

军传染病研究所。此事引起米尔斯的关注。他着手调查帝国化、极权化倾向，痛斥美国精英

的道德沦丧。米老师的结论，即部分美国学者已从“理性战士”（sodiers of reason），变成性

格扭曲的“疯子专家”。［28］

赵按：韦伯怎么说？他在《新教伦理》结尾处，引用歌德名言，称“专家已没有精神，

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29］

马尔库塞：美国科技强权

1962 年米尔斯猝死，西马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随之发表《单向度的人》，

震撼美国高校。小马遭解聘，新左派学生攻占校园。此书为何震撼？ 因为马克思说过：资

本主义凭借先进技术，能显著提升生产力，造成某种“生存缓和”。小马据此宣布：美国普

及了专家管理，淘汰了血汗工场，又将残暴的工资奴役，转化为体面的白领生涯。一旦美国

能以技术而非恐怖征服社会，技术理性也就膨胀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

理性蜕变，单面思维  战后美国学界，吹捧科技万能。小马却说启蒙理性丧失了批判功能，

蜕变为单面思维。美国人成为巨婴般的单向度人：他们思想肤浅，拒不反思。其生产力越先

进，破坏力就越大。而美国的繁荣昌盛，需要持续不断的战争来维持。［30］

赵按：1979 年，马尔库塞突发中风去世。新左派翻检遗物，发现他频繁征引韦伯，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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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裂为价值与技术。其中的技术理性精打细算，效率惊人，足以让人利令智昏、否定传统

价值。

美国科技强权  韦伯赞赏美国科技，但美国人笃信实用主义。“二战”中美国大批接

纳欧洲难民。爱因斯坦、费米、奥本海默等，争相投入曼哈顿工程。1945 年原子弹炸响，

曼哈顿大总管布什（Vannevar Bush）发表《科学，无尽的前沿》。此书描绘科学蓝图，明

确科技政策，其要点：1.科技进步乃强国之本；2.政府务必重视科技；3.要确保基础科学的

自由探索。

1957 年苏联卫星上天，美国惊恐万状，国防部奉命组建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1958 年又成立国家宇航局（NASA）。军工体制一经确立，便开始周密部署，广开财源，罗

致英才。艾森豪威尔时期，军工复合体急遽膨胀。然而依照布什设定的科技重点，第一是信

息技术，第二为生物技术。［31］

美国信息产业起步较早。它在电脑、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方面，全面领先苏联。冷

战结束，老布什发布“生物技术国家战略”。克林顿上台，硅谷爆发 IT革命，虹吸大量资本。

互联网泡沫破灭，资本反向回流。至 2006 年，美国十大科技突破中，生物科技独占七席。［32］

赵按：作为既定国策，生物科技涉及生命科学、医药健康、生化武器，还有孟山都高度垄断

的种子、化肥与农药。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中的霸主

米尔斯与马尔库塞，不敌主流学派。1960 年帕森斯发表《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推

出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他们看来，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不料亚非拉爆发反帝运动，欧美涌现

一批新马学者，其中有埃及的阿明（Samir Amin）、智利的弗兰克（Andre G. Frank）、巴西的

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美国的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

赵按：他们都是帝国罪行的目击者，例如德国青年弗兰克，曾在芝加哥大学读博。他

与导师弗里德曼发生冲突，后去智利，经历血腥政变，继而写出《白银资本》（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阿明：第三世界代言人  与小弗相似，阿明生于开罗，父亲是埃及医生，母亲是法国女

郎。阿明成了经济学博士，一面为埃及政府工作，一面加入法共。苏伊士运河危机中，阿明

遭清洗。他逃回巴黎，在大学教书，继而当上联合国非洲经济所所长。1973 年，阿明推出《不

平等发展》，1976 年英文版面世。

此书指控美国联合西欧与日本，施展五大优势，即高科技、大众传媒、金融霸权、资源

垄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针对欧美现代化，阿明指控资本主义乃一全球系统：它以富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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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穷国为边缘。这种中心 /边缘结构，实质是“统治与依附”。

发达与欠发达  欧美自由派习惯将穷国的不发达，归咎于基础残缺、民众愚昧、政治不

民主。阿明却指发达与不发达，构成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一体两面。援引各国数据，阿明披

露实情如下：

1. 富国主导国际分工，逼迫穷国提供资源与劳力；2. 富国制定贸易规则，掌握分配权、

制裁权，这导致不平等交换，民族资本肥水外流；3. 富国向穷国提供援助，但援助条件苛刻。

穷国要么社会冲突、内乱不止，要么负债累累，成为朝贡国。

1980 年阿明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非洲战略局。他发现，资本主义天生就是帝国

主义。其扩张意志、掠夺本性，与全球化并驾齐驱。故此，第三世界必须放弃依附，转而抵

制帝国剥削。［33］

阿明在纽约结识许多朋友，其中就有沃勒斯坦。沃老师是新马权威，纽约州立大学教授。

他费时 30 年，完成 4 卷本《现代世界体系》。何谓世界体系（Global System）？ 这同韦伯有关。

韦伯视美国工业化为一种“经济系统整合”。［34］受韦伯影响，沃老师也很看重系统论。

比方说，阿明提出依附论，注重民族国家的定性和分类。老沃更进一步称：1. 穷国富国，千

差万别，它们之间不存在普世价值，也没有统一发展模式；2. 帝国体系天网恢恢，不仅支配

各国命运，也决定其生死荣辱。

资本主义与世界体系  在沃老师看来，资本主义从 16 世纪开始，逐步形成一个覆盖全

球的经济体系。500 年来，该体系共产生 3 个霸主国，即 16 世纪的荷兰，十七、十八世纪

的英国，20 世纪的美国。

赵按：沃老师的世界体系，包含马克思的革命总体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说，也有阿明

的依附论、法国年鉴派的长时段。如此大手笔、全覆盖，令欧美学界耳目一新，继而热议如下：

1.民族国家标志资本主义体系形成。工业革命催生一批欧洲强国。强国竞争，推动海外

殖民，形成霸主国与依附国。

2. 阿明区分核心（core）与边缘（periphery）。沃老师提出一个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

所谓半边缘，是指澳大利亚一类仆从国。它们受美国霸主支配，也会狐假虎威、欺压穷国。

3. 帕森斯突出结构功能，沃老师却看重革命运动。他指责资本全球扩张，导致贫富悬殊，

两极分化。弱国对强国的不满，一再引发反体系斗争。每隔 40—50年，世界体系就会破裂一次。

破裂来源于革命、战争、大萧条，也会受气候、瘟疫、高科技的影响。

1991 年苏联解体。美国也从自由资本、垄断资本升级为全球帝国。沃老师据此认定：

美国猛烈扩张 30 年，现已进入停滞期，这为全球体系的重组与改造，提供了动力与机遇。［35］

最后回到加尔通。他说“一旦魔力消散，帝国随之灭亡”。看来他与沃老师不谋而合，

都在眺望那一天。

第七章第二讲修订版，2022 年 12 月 20 日于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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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玛丽·雅戈斯（Annamarie Jagose）是出生于新西兰的学者型作家，目前在澳大利

亚悉尼大学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任教。除了在酷儿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学术成果之外，

雅戈斯迄今为止创作了三部小说，《缓流》（Slow Water）无疑是其中最成功的一部。该小说

出版翌年即获得蒙大拿新西兰图书奖（Montana New Zealand Book Awards）和澳大利亚的

维多利亚州总理文学奖（Victorian Premier’s Literary Award），被认为是由新西兰最优秀的小

说家所创作的一部不同寻常的作品。

《缓流》取材于英国在新西兰殖民史上的真实事件。1836 年，英国传教士耶特（William 

Yate）在前往新西兰旅途中，被指控与船上其他男性发生“不当行为”，继而在没有经过合

法调查和法庭判决的情况下，被英国圣公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解除教职。根

据亚马逊和好读网等读书社区的读者评论，小说在普通读者中引起了一定反响，但目前关

于该小说的研究成果不多，或许是因为雅戈斯集小说家和学者于一身，其作为小说家的一

面因其出色的酷儿理论研究而遭到遮蔽。目前，关于《缓流》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献，

其中凯利（Frances Kelly）从“新维多利亚文学”框架分析该小说，认为“对耶特故事的重

写，突出了与帝国史和殖民史相交织的性史”（45），但对于帝国殖民史如何与性史交织没

有进行深入探讨；穆雷（Alistair Murray）认为，既然《缓流》回顾的是白人定居者到达新

西兰之前的历史，那么小说呈现的是历史档案的乌托邦（45），因此遑论对其进行后殖民批

判。笔者认为，考虑到故事的殖民历史背景与作者雅戈斯作为酷儿理论研究专家之间的联系，

该小说为后殖民文学研究者洞察性别认同与帝国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适合的文本。雅戈

斯在《酷儿理论简介》（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中表达了身份认同和性别认同受到

政治干预的观点，认为“酷儿理论，作为一种思想模式，并非单纯地产生于同性关系的性

别政治理论，而是受到构成 20 世纪晚期思想的某些历史知识的影响。这种转变也见诸女性

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和实践［……］性别运动也致力于身份政治的理念，认为身份是有效干

预政治的必要前提”（web）。

基于雅戈斯对酷儿理论的阐述，并从凯利的论点受到启发，本文拟从后殖民理论视角

解读《缓流》，探讨帝国性别政治与殖民事业的同谋关系。本文通过分析小说对维多利亚时

代女性形象的颠覆和重构、“超男性气质”（hyper-masculinity）对帝国殖民事业的干预，解

读帝国如何借助性别政治让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不论性别、阶级、种族差异，共同服膺于帝

国内部社会秩序的构建和海外殖民地的扩张，以此论证帝国殖民文化通过性别政治重塑殖

民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给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双方造成了不可治愈的心理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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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家庭”到“帝国家庭”：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形象的重构

本文赞同凯利从“新维多利亚文学”框架出发分析《缓流》。沙特尔沃斯（Sally 

Shuttleworth）等评论家将“新维多利亚小说”分为三类，该小说属于其中第二类，即“以

女权主义、后殖民等新视角对 19 世纪某部特定作品的改写或重写，从而将‘声音’重新赋

予那些在宏大叙事中被剥夺了话语权的边缘人群”（金冰 123）。《缓流》对历史人物耶特故

事的重写，是对维多利亚历史和文化思潮的反思性再现，折射出当代观察者的观点和思考。

维多利亚的时代精神和宏大叙事体现在彼时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和宗教观中，其中以中产阶

级女性道德为核心形成的意识形态力量不可小觑。“屋子里的天使”是维多利亚传统叙述中

不可或缺的固化面孔，正是通过这种对性别角色的限定，帝国社会内部的秩序化和道德化

得到保证，帝国外部的“勤勉、节制、严谨”的维多利亚社会形象得到宣传。《缓流》的叙

述表层似乎在复现这种主流文化面貌，但通过细读我们发现，文本中多处隐匿着针对维多

利亚性别观的颠覆性话语。本部分拟从小说主人公耶特的妹妹萨拉对两性角色的评论为切

入点展开分析。

叙述者以自由间接引语形式转述了萨拉对两性特点的观察：

女性不为其他事瞎操心，而是更精通于处理社交事务。在摆着杯盘碗盏和三

明治的桌子后面，她们就已不动声色地摆平了一切事情。但可怜的男人们，除了

聊具体事务、牲口、天气、法国革命，他们彼此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在这

一点上，威廉［耶特］不像他们，但他是她哥哥，他和其他男人的共性模糊了她

对他的特别看法。（Jagose, Slow Water  191）

萨拉的话语似在重复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安于家庭，甘当“屋子里的天使”的刻板印象。

不过，这些话语却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叙述者对主流话语的质疑和颠覆，因为萨拉所说的

女性“在摆着杯盘碗盏和三明治的桌子后面，她们就已不动声色地摆平了一切事情”中的“一

切事情”当然不只是家务，而是对大英帝国海外殖民事业“不动声色”的参与。

有学者对新西兰早期殖民地岛屿湾（the Bay of Island）的圣公会传教站（真实历史和

小说《缓流》中耶特在新西兰的传教驻点）进行考古学调查，结果证明英国女性在 19 世纪

对帝国殖民事业发挥过重要作用。基于此，米德尔顿（Angela Middleton）的两篇论文论证

了以下观点：家庭文化是构建不列颠帝国身份的中心。米德尔顿引用多位学者的观点，认

为“虽然一般认为妇女不适合参加公共事务，但在社会改革和基督教事业上，女性是能在

公共领域发挥一定作用的。‘家庭’成为延伸至传教站，或超越家庭本身而进入‘帝国家庭’

的转喻”（“Missionization” 173）。从后殖民视角细读《缓流》，我们发现该小说中的女性形



016 第7卷 第2期
2023年6月

外国语言与文化

象是对传统的维多利亚女性刻板形象的戏仿，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揭示“温柔贤良的女性形象”

所包含的悖论。小说开篇介绍耶特从英国将妹妹萨拉接往新西兰的原因是希望“妹妹在新

西兰能增添一些女性特质”（Middleton, “Silent Voices” 4）。为何要在新西兰培养女性特质？

新西兰殖民地果真是培养女性特质的地方吗？

马斯登（Samuel Marsden）是 19 世纪早期英国圣公会在新西兰的传教先驱。小说中，

马斯登的三个女儿作为随行女眷一同移居新西兰，并对她们做了如下描述：“伊丽莎白·马

斯登小姐像是个老姑娘，名随其母；玛丽·马斯登小姐一股紫罗兰爽身粉的味道；玛莎·马

斯登小姐像个男孩一样瘦削，手臂上肌肉粗壮。”（Jagose, Slow Water  113）“老姑娘”“男孩

一样瘦削”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对维多利亚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虽然雅戈斯在小说“致谢”

中提到“《缓流》的创作基于大量历史材料，包括档案和出版物”（341），但此处的人物形

象塑造无疑是作者的想象和虚构，暗示海外殖民地并非培养名媛淑女之所。

那么女性在殖民地传教站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小说中有清楚的阐述：“在崴梅特，当

地女孩肯定得上学，克拉克夫人教她们阅读、写字、算数、教义和缝纫。”（66）如果这些

只是帝国世俗生活和文化的输出，那么叙述者通过传教士泰勒之妻的心理独白，则表现了

米德尔顿所说的女性殖民者将“家庭”延伸至“传教站”，或超越家庭本身而成为“帝国家

庭”的转喻：“我在前往锡安山，永生的上帝之城，天朝般的耶路撒冷，那儿有无数天使成

为我们的陪伴。”（218）接着叙述从自由直接引语滑入自由间接引语“如果她不能管住自己

的孩子们，她就别想能和新西兰人相处成功”（218）。自由间接引语既保留人物角色主体者

的意识以保持故事的连贯性和生动性，同时也流露出叙述者作为旁观者的态度和评论，意

在揭露：在殖民地定居者潜意识中，殖民地土著就如同孩子，而殖民者则是家长，帝国的“家

庭文化”通过帝国女性在殖民地进行构建和传播，以将殖民地纳入“帝国家庭”。泰勒夫人

的心理活动和萨拉所说的女性“在摆满杯盘碗盏和三明治的桌子后面，她们就已不动声色

地摆平了一切事情”，皆体现了维多利亚女性卷入帝国性别政治的事实，彰显其与帝国男性

共同致力于殖民事业的野心。 

小说以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特征的历史事件为切入点，从后现代视角将“声音”重新赋

予被宏大叙事边缘化的女性人物，使女性形象从传统的“天使”与“恶魔”的二元对立中

解放出来，但是不同于女性主义对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解构，雅戈斯对维多利亚女性形象

的重塑，旨在揭示殖民者通过性别政治将女性纳入殖民事业并使其发挥重大作用的奥秘。

二、“超男性气质”：帝国性别政治的本质

《缓流》中对维多利亚性别观的挑战和颠覆不仅体现在女性经典形象的解构上，也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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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帝国男性气质的揭露、批判和颠覆上。上文提到，萨拉认为耶特在性别气质上不像船

上其他男性，但仍然具有“男人的共性”，那我们该如何理解耶特身上这种矛盾的统一？这

个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帝国性别政治编码的思考。

印度政治心理分析学家南迪（Ashis Nandy）在其专著《亲密的敌人》（The Intimate 

Enemy）中引入了“超男性气质”的说法，认为殖民者将前殖民地社会原本赖以运行的文

化符号（家庭、教育、医疗等）从其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移出，而代之以殖民者的文化符

码（剥夺、创造财富等），而殖民者强加于人的这套新符码的本质就是“超男性气质”。南

迪对其定义是“超男性气质是文化的同谋，它对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力量予以象征化表现，

描述了男性和男性气质对女性、儿童、老人，以及一切被认为带有女性气质的事物的支配

性统治”（转引自Hamman 810）。当“超男性气质”成为帝国性别政治赖以运行的规则时，

男性殖民者由此获得性别认同，这就是萨拉所说的耶特“和其他男人的共性”。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开往新西兰殖民地的“摄政王号”上，男人们都有共同的

爱好：带有帝国色彩的博物学。“这种热情激发了竞争意识，在科学的范围内，这种竞争意

识具体表现为对地理地貌和动植物优先发现荣誉的争夺活动、以命名的方式对其进行‘占领’

的活动以及相关博物学实作高效的生产活动”（刘炫松 314）。小说开篇便介绍耶特携带一

个大箱子登上轮船，里面有“番红花的根、雪花莲、郁金香、虎皮百合、孤挺花、金凤花，

以及一切他父亲能为他收集来的球茎”（Jagose, Slow Water  3），更重要的是他带了一箱蜜蜂，

幻想着像马斯登先生为新西兰引入第一匹马那样，成为在新西兰引入蜜蜂的第一人。而小

说中其他人物也都体现了这种博物学爱好。苏格兰绅士戈登先生带了 12 只金丝雀，传教士

泰勒先生在船上用望远镜观察岩石，佛尔思医生捕杀并解剖信天翁。在热爱科学的表象下，

这些殖民者追逐的是在殖民事业中为自己扬名立万的荣光。小说叙事者采用自由间接引语，

保留主人公耶特的主体意识，对这种热情进行反省：“他为了在崴梅特建立一座以耶特先生

命名的教堂而拼命筹款，甚至不顾教会总委会的反对，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

还是为了上帝。”（114）这段话与其说是在呈现一段维多利亚时代人物的内心独白，不如说

是折射一种来自人物之外的旁观者的眼光，批判充满恶性竞争的殖民活动和传教事业的自

私性和虚伪性。

在殖民者内部为个体名誉而激烈竞争的背景下，耶特的命运悲剧与帝国性别政治宣扬

的“超男性气质”息息相关。耶特的人生悲剧不仅是由 19 世纪不正当同性关系引发的悲剧，

更是被“超男性气质”所鼓动的男性殖民者之间的竞争悲剧。宾利（Judith Binney）在其研

究中就提到克拉克（George Clark）对耶特的行为很愤恨，因为以耶特署名的著作《新西兰

概述》（An Account of New Zealand）中“汇集着许多默默无闻的教会兄弟们的成果，（耶特）

却以一己之名博世人眼球”。宾利接着解释道：“殖民定居者们总是为自己的名声和成就而彼

此忌恨，这样的评论不足为怪。”（120）既然雅戈斯在“致谢”中提到该小说创作参考了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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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上述论文，不难理解作者为耶特的指控者阿米斯泰德设计这样的心理独白：“嫉妒是一

种罪恶，但不构成犯罪。”（Jagose, Slow Water  313）

耶特被驱逐出定居者殖民地，不仅是被“超男性气质”驱动的殖民者内部相互竞争的

结果，也是耶特对“超男性气质”所定义的帝国殖民体系挑战失败而导致个体毁灭的悲剧。

哈曼（Jaco J. Hamman）描述了“超男性气质”男子的一系列表征：“不流露情感、害怕亲

密关系、排斥非男子气的依恋和认同、尚争、好斗、强壮、独立、强大、理性、性感、对

同性依恋者的惧怕。”（799）小说中，不仅萨拉发现耶特具有矛盾的性别特质，耶特的教会

同行、“摄政王号”上的旅行同伴泰勒先生对耶特的表现也疑窦丛生：“耶特先生对所有人都

冷冰冰。如果真是这样倒好，但他竟然与一个船员三副关系亲密，那家伙根本不配当耶特

的朋友啊！”（Jagose, Slow Water  288）泰勒的质疑一方面证明耶特身上具有冷漠的“超男

性气质”，但另一方面也揭露了耶特对“超男性气质”的颠覆与挑战：漠视阶级区别、表现

出非男子气的依恋，甚至发展成同性吸引。对同性的依恋尤其为帝国性别政治所不容。据

美国女性主义心理学者裘德洛（Nancy Chodorow）分析，女性从事生育是帝国劳动分工的

中心，因为这样才能有男性气质的再生，由母亲养育的男孩由于与父亲保持疏离，更加激

发了对男性角色和父亲的男子气想象（转引自Hamman 804）。《缓流》中“摄政王号”上的

男孩虽然由母亲照料起居，但作者不惜笔墨描述他们观看成年男性们捕鲸、猎杀鲨鱼、解

剖海鸟的经过。不以生育和男性气质再生为目的的同性依恋显然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政治，

被主流社会视为瘟疫和毒瘤。

临近故事结尾，作者发挥小说家的想象，让不畏流言蜚语的耶特与绯闻恋人丹尼森及

妹妹萨拉在等待被遣返回国时组成了一个短暂的乌托邦共同体，但这毕竟是小说家的虚

构。作者在故事结束后加上“历史附注”（“Historical Note”），揭示真实历史中的耶特回

国后几乎失业、孤独而终的悲惨结局。但无论是乌托邦想象，还是真实历史的揭露，耶特

皆因其与同性的不当行为而成为帝国文化的“他者”。人们把他用过的物品烧毁，将他骑

过的马匹射杀，社会也拒绝给他任何职位，此即强烈的“恐同”。根据斯卢特马克斯（Koen 

Slootmaeckers）等学者的观点，“恐同”不是个体对同性依恋者的偏见，而是一种政治工具，

目的是为了强调一种“集体身份政治”。同时，“恐同”也是一种“他者化技术”，让人们

惧怕与同性依恋者产生联系，以此来组织和维系国家内部的性别等级，确保国家的生物性

延续（Slootmaeckers 242）。正如斯卢特马克斯论文标题《国家主义是一种充满竞争的男

子气质》（“Nationalism as Competing Masculinities”）所示，性别政治与国家政治相互交织，

通过运用“他者化技术”，进行彼此重构。在《缓流》中，帝国以“超男性气质”为中心

建立帝国性别政治，在征服殖民地人民的同时，也在殖民者内部进行规训，让同属殖民者

的耶特“被夹在了他发誓效忠的历史铰链中，在具体生活和狭隘文化中，他自己也受到了

创伤，成为受害者的一员”（Hamman 809）。性别政治如此便成为殖民事业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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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伤叙事：性暴力和殖民暴力的后殖民书写

创伤记忆成为连接定居者殖民经验和新西兰当代多族群文化共存现状的纽带，而创伤

叙事则成为解构殖民历史的后殖民书写策略。陶家俊将创伤的当代核心内涵描述为，“人

对自然灾害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

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受创主体无力建

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117），并认为其具有“入侵、后延和强制重复”三大特征。

但汉松也强调了创伤理论“体现在心理分析中所说的‘延后性’（belatedness）”（33）。虽然

《缓流》取材于前殖民时代的历史，但通过反复呈现关于性别、种族、阶级的暴力体验，“通

过殖民主体抗争性的自我表述”（阿希克洛夫特 196）对 19 世纪早期英国在新西兰的殖民

经验进行了后殖民重现。本部分以被殖民者托西和殖民者耶特对种族暴力和性别暴力记忆

的重复闪回为分析对象，探讨该小说如何通过创伤叙事对维多利亚历史和维多利亚时代边

缘人的隐秘性史进行想象和重构，以挑战和颠覆前殖民话语。

小说开篇是新西兰毛利人托西 1836 年 11 月从新西兰崴梅特的英国圣公会传教站写给

耶特的信件，写信时间是耶特被指控与同性发生“不端行为”，被解除教会职务，并被遣返

回国之时。与之呼应，小说结尾是托西在 1840 年 11 月从崴梅特写给隐居英国乡间的耶特

的信件。这两封信件时隔四年，是托西所代表的“被殖民他者”仅有的两次正式发声。信

件的表层话语洋溢着毛利人对殖民者的“感恩”，但细读文本，我们发现殖民创伤叙事才是

小说叙事的深层。托西的信件充斥着一种矛盾张力——对殖民传教士的“感恩”和对殖民

者文化施暴的“恐惧”，后者才是小说叙事的真实意图。

英国殖民者在新西兰发动的殖民战争、对毛利人的种族屠杀、耶特对托西的性侵犯，

都隐藏在托西对疾病和死亡的指涉中。不仅如此，书信中的内容与小说的某些情节出现了

明显矛盾，托西在前一章充当了遭受耶特性侵的证人，而在书信中却屡表“感恩”。这种叙

事的不一致性，表面上是耶特传教成功、受殖者被成功洗脑的结果，实质上暴露的是在遭

受帝国宗教、政治、军事、文化殖民暴行后，殖民地人们已失去了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

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的结果。托西在书信结尾和众多给

耶特写信的毛利土著一样，都称呼自己为“您的孩子”，称呼耶特为“父亲”。这也是帝国

性别政治和宗教政治产生合力对殖民地人民的个人和种族身份进行摧毁的结果。

殖民传教的后果是土著语言的式微、土著文化的消亡和土著集体文化身份的遗失，这

体现了帝国文明的暴力本质。在小说结尾的信中，当托西用殖民者的语言稚嫩地表达出对

维多利亚女王的感恩时，叙述者以被殖民者的视角还原了最初签订《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的历史现场：“威廉酋长死了，但是维多利亚女王给威廉姆斯先生和巴斯比

先生写了本书，说她愿意成为新西兰人的朋友。所有的酋长参加了在怀唐伊举行的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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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上签了名，并三次欢呼。”（Jagose, Slow Water  338）信中指涉签订《怀唐伊条约》的

历史事件是有深刻后殖民寓意的。首先，作者采用不可靠叙事策略有力揭开了被殖民者创

伤记忆的面纱。且看作为殖民受害者的托西在信中的表达：“耶特先生，听听我的想法吧！

我认为维多利亚女王是我们的朋友和保护者，克拉克先生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现在住在伦

敦，那是女王住的地方，请向女王表达我的问候，告诉她我们这儿很和平。”（338）该叙

述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史实证明，当时在缔结条约过程中双方地位极不平等，因为一

些关键术语的释义差异导致英国人与毛利人的战争不断。这样的不可靠叙事反而强化了

定居者殖民地人们的历史创伤记忆。其次，信件中叙述者以毛利人的口吻，用殖民者的语

言进行书写，揭露了殖民过程中语言在摧毁土著文化、建构所谓的真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托西所说的“书”实际上是指由英国驻扎官巴斯比（James Busby）草拟，由传教士威廉

姆斯（Henry Williams）将英文版本翻译成毛利语版本的《怀唐伊条约》。英国殖民者正

是利用毛利人不会纯熟地运用英语的劣势，模糊“主权”一词的翻译，使毛利酋长在条约

上欣然签字，从而为后世埋下争夺领土主权的祸根。《怀唐伊条约》既是英国在新西兰殖

民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成为新西兰独立后的立国之本，对当今新西兰社会文化和族群关

系仍有重要影响。从后殖民的视角重审相关殖民历史，了解签订《怀唐伊条约》的来龙去脉，

以唤起对各族群语言和文化的尊重，对全球化时代构建多元、和谐的多民族族群关系极为

重要。

小说另一重要创伤叙事是传教士耶特关于性史的创伤记忆。耶特与其乘坐的“摄政王

号”的三副船员丹尼森之间的同性关系是整个故事发展的主线，与这一情节主线紧密相连

的是耶特运送女囚前往殖民地的往事。小说两次以耶特的回顾性视角叙述七年前，26 岁的

耶特乘坐“君主号”轮船，以牧师身份协助将 80 位女囚运往澳大利亚的霍巴特镇（Hobart 

Town）的经历。耶特的回顾性叙事中充满了对这段经历的厌恶和恐惧。令他厌恶和恐惧的

不是她们的囚犯身份——“这些女人们虽然声名狼藉，但其实她们并没有那么坏”（209）——

而是弥漫在整个事件中的殖民暴力、阶级暴力、性暴力和资本主义暴力。

耶特隐晦地提到了女囚之间的同性性行为：“她们坐在一起，脸色粗糙，咧嘴大笑，好

像她们知道某些不能说出口的玩笑。”（209）“一开始他被这些女人们给吓坏了，比她们的

罪行，更可怕的是她们扎堆在一起时那种看上去很粗暴的女子气”（252）。他还清楚地回忆

起自己无意间撞见船上两名军官轮奸女囚波莉后将其卖给殖民地某男子为妻的过程。更为

吊诡的是，受害者波莉在被施暴过程中“以一种享受的满足盯着天花板”（253）。事后被当

成商品卖给殖民地的陌生男子时，她完全没有反对，叙述者多次使用“快活地”（cheerily）

一词描述施暴者和受害者。这里的创伤主体与其说是波莉，不如说是目击者耶特。如卡普

兰（E. Ann Kaplan）所认为的，“创伤主体不仅包括施暴者和直接遭受创伤的受害者，而且

包括旁观者”（转引自陶家俊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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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耶特的叙述，当时 26 岁的他“和艾德温［艾德温·丹尼森］现在的年龄差不多，

但在人情世俗上却不及艾德温一半”，“他还为离开伦敦而哭泣，尽管他都不知道自己爱不

爱伦敦”，“一开始他被这些女人给吓坏了”（Jagose, Slow Water  252）。如此描述下的耶特显

然具有“弱者”“受创者”的形象。从此，他目睹的性施暴经历成了他记忆深处的秘密，并

时不时从记忆密穴中冒出，体现了“创伤”具有的“入侵、后延和强制重复”三大特征。

这与其后来在性别气质和性爱取向上的畸变不无关系。文化殖民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前殖

民地社会文化造成灾难的同时，也改变了殖民者的精神世界，如陶家俊所说：

文化心理殖民［……］不仅改变被殖民者的心理图景，而且深刻影响殖民者

的精神世界，给被殖民者和殖民者都打上心理殖民的创伤烙印。从吉卜林到奥威尔，

从布鲁姆斯伯里小组到剑桥牛津才子，弥漫英国中产阶级文化精英群体的帝国感

伤情绪、思想反叛、精神异化、女性气质和同性恋癖等，都是殖民文化的创伤症候。

（122）

阿希克洛夫特在《逆写帝国》（The Empire Writes Back）中指出，“后殖民术语也许能

提供一种不同的方式去理解殖民关系：它不再是简单的两极对立，如被殖民的黑人与白人

殖民者之间的对立，或第三世界与西方的对立，而是包括定居者殖民地在内的殖民势力的

多重表现形式”（190）。《缓流》以后殖民书写方式揭开殖民文化的经典伪装，瓦解了殖民

主义的表意系统，通过透视帝国文化的性别政治本质，管窥性别政治如何成为殖民事业的

同谋，让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不论性别、阶级、种族差异，共同服膺于帝国内部社会秩序的

构建和海外殖民地的扩张。引发的思考是：小说作者雅戈斯，作为来自前定居者殖民地的

当代新西兰作家，为何继续关注帝国经验？为何在对帝国经验的虚构性重现时突出帝国史、

殖民史与性史的交叉？其内在的颠覆性潜质是否与“殖民遗产给社会肌理留下的经久创痛

有关”（谭彦纬 120）？这些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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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末，地处南太平洋的布干维尔启动历史性的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脱离巴布亚

新几内亚而获得独立。公投引起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人们不仅再次把目光投向布干维尔

分离主义运动及由此引爆的布干维尔内战（1989—2001）。布干维尔内战本来只是巴布亚新

几内亚的国事，但由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外部势力介入，各方存在利益冲突，其

和平进程和未来走向实已演变为区域性事件。布干维尔内战产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国际政

治领域，它还引起了海外作家的兴趣。新西兰作家劳埃德·琼斯（Lloyd Jones）在其 2007

年度英联邦文学奖获奖作《皮普先生》（Mister Pip）中对此表达了关切。《皮普先生》是一

部描写布干维尔内战的新西兰当代小说。小说以引发独立公投的布干维尔内战为背景，讲

述了布干维尔原住民玛蒂尔达在战争的夹缝中，经新西兰移民瓦兹的引导，通过阅读《远

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逃避战争的恐惧，实现了自我成长的故事。小说描绘了战争

和以《远大前程》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给布干维尔带来的文化断裂及三个群体各不相同的文

化身份建构历程。琼斯将被西方世界忽略的南太平洋岛国历史引介给国际社会，向读者呈

现了布干维尔岛惨绝人寰的内战场景，表达了对南太平洋地区后殖民文化的关注。这一点

能从琼斯的夫子自道之中得到证实，“《皮普先生》所关注的问题与太平洋地区的后殖民文

化有很大关系”（Norridge 71）。

迄今为止，关于该小说的研究多选择从后殖民文化的视角切入。这方面的讨论集中于

小说对《远大前程》的逆写（Butter 130），还有这部小说与传统重写小说的不同之处（Wilson 

220）。至于小说中的文化身份建构问题，已有研究倾向于传统的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观点。

例如，希勒（Dana Shiller）宣称“琼斯对原住民故事的颂扬建构了布干维尔岛的文化身份，

消解了它的边缘化地位”（95）。这种观点将布干维尔岛的文化身份理解为岛上原住民共享

的内在属性，忽略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忽视了小说中岛民间文化身

份建构多样而动态的过程。不同于里斯（Jean Rhys）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
抑或凯里（Peter Carey）的《杰克·麦格斯》（Jack Maggs），琼斯在《皮普先生》中并未侧

重颠覆帝国文本《远大前程》的中心地位，而是试图将其置于地理风俗完全不同的南太平

洋岛国，探索文化身份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合力下如何不断进行“认同或缝合”（霍尔 

212）。琼斯把对身份问题的探讨从“我们是谁”转化成了“我们将成为什么”，这与霍尔（Stuart 

Hall）关于文化身份具有可建构性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一点对于文化身份建构研究具有重要

的启示意义。

本文试图从学界并未谈透的文化身份建构入手，以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为参照，剖析

在战争和《远大前程》的影响下 ,以瓦兹为代表的白人移民，以德劳瑞丝为代表的布干维尔

老一代原住民及以玛蒂尔达为代表的新一代原住民各自建构文化身份的历程，借此揭示南

太平洋岛国文化身份建构中呈现的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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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瓦兹：外来文化的嫁接者

霍尔指出，身份由两个向量共同作用产生：相似性和连续性向量；差异和断裂的向量

（213）。第一个向量与历史的根基和延续有关，第二个向量指出断裂的经验是一种群体共

有的经验。这两个向量间的对话关系是身份构建的重要内容。面对因迁徙、战争带来的文

化断裂，小说中以瓦兹为代表的外来移民最初消极应对文化身份建构，后来主动将母国文

化精髓嫁接到本土文化的树苗上，最终建立独立于母国文化、融合了本土文化的崭新身份，

以此实现历史的延续。与罗伯特·杨（Robert Young）提出的“嫁接”和“杂交”（转引自

阿希克洛夫特 11）不同，他们的做法更倾向于实现文化间的互学互鉴。

布干维尔内战发生前，来自新西兰的白人移民瓦兹在布干维尔岛态度消极，无意构建

新的文化身份。他和妻子格雷斯常年隐居于牧师的老房子里，此处人迹罕至且灌木丛生。

小说交代了房子周围灌木丛生是因为当局因为牧师之死而忽略了传教，不过这一解释却掩

盖了瓦兹无所作为这一主要原因。瓦兹本可以自己清理灌木，却任由其肆意生长，最后遮

盖了整个房子。瓦兹的用意或许可以从他那双异常突出的眼睛里找到答案。在岛民看来，

他的眼睛“让你想到某个无法尽快夺门而逃的人”（琼斯 15）。这双眼睛透露出瓦兹身在异

乡的不安和窘迫。这种不适也许可以在灌木的遮挡中暂得缓解。可见，初入布干维尔岛的

瓦兹只一味地通过回避来掩饰自己的无所适从，未曾想过建立新的文化身份。

瓦兹的消极态度因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封锁政策而发生改变。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

为了镇压叛军而对布干维尔岛实行封锁，岛上一切都受到影响，学校因此关闭。瓦兹主动

走出灌木丛，走向原住民的房屋，要求重新开启学校课程。进入教室后，之前在岛上沉默

寡言的瓦兹提出：“我们必须把这个地方清理出来［……］把它变成一间新教室。”（15）这

与之前对灌木丛的疏于清理形成鲜明对比。瓦兹主动打破阻碍前行道路的桎梏，开始为新

文化身份的建构腾出空间。他向学生承诺“会尽最大的努力”（16）和学生们一起改变生活，

重塑自己的故事。瓦兹与本地原住民的经历从此具有了同一性。

态度发生转变后，瓦兹以传承母国文化为起点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其母国新西兰曾

经被英国殖民，即便新西兰早已实现政治独立，但新西兰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仍然与文化，

尤其是《远大前程》中 19 世纪的英国社会文化传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在地理

风貌完全不同的布干维尔岛，瓦兹潜意识中依然留存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传统和行为准则

的印记。这也是为什么瓦兹在课堂上总是穿着白色亚麻布的衣服，系着黑色领带，尽己所

能打扮得像个“绅士”。

除了在言行举止上注重翩翩风度之外，瓦兹还会在课堂中传递“绅士”这一颇具英国

特色的文化观念。在朗读《远大前程》中有关“绅士”的章节时，瓦兹告诉学生：“绅士是

指一个男人，他从来不会忘记他的行为规范，不管他的境遇如何。”（45）当学生克里斯托

弗提出穷人是否能成为绅士这一问题时，瓦兹强调，“绅士”是一种品质，与金钱或社会地



026 第7卷 第2期
2023年6月

外国语言与文化

位没有任何关系。学生们在瓦兹的指导下慢慢养成了绅士风度——不管谁的家长来课堂发

言，他们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学生们从不知道“绅士”为何物到逐渐学会绅士风度，这

表明瓦兹对英国文化进行了成功的移植。劳恩（Jennifer Lawn）认为：“瓦兹先生把皮普的

故事传递给孩子们，自己也从故事中收获了一种宽慰，他以此调和了自己与布干维尔岛之

间的摩擦碰撞。”（148）这也使得以嫁接母国文化为核心的新文化身份的构建成为可能。

在构建新文化身份的过程中，瓦兹从思想上把母国文化与原住民文化置于同等重要的

地位。为此，瓦兹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在课堂上，瓦兹从未强调《远大前程》代表的英国

文化的优越性。他坚持认为代表本土文化的“魔鬼”与代表英国文化的《远大前程》中的

皮普地位相同。面对使学生感到羞愧的本土文化，瓦兹始终抱着敬重的态度。他主动邀请

学生家长来课堂为学生讲故事。尽管学生对家长充满本土特色的故事不屑一顾，但瓦兹先

生“脸上呈现出来的还是那副恭恭敬敬的，很感兴趣的表情”（琼斯 49）。瓦兹的行为表明

了他对本土文化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瓦兹的课堂成为不同文化平等交流的平台。这样

的做法不但有利于实现舶来文化的本土化，也便于瓦兹建构新的文化身份。

在构建新文化身份时，瓦兹需要解决“建构‘本土性’的问题，并将它与续存的欧洲

传承观区别开来”（阿希克洛夫特 128）。对此，威尔森（Janet M. Wilson）曾经指出：“英国

身份和英国绅士的概念已经脱离了他们原来的阶级和社会能指，但这些基于大都市的价值

观需要新的阐释，以便重新融入新殖民语境。”（224）瓦兹弃用英国文化中心主义，以使之

更好地适应本土。在朗读《远大前程》时，他过滤了代表英国文化特色却不能为本土文化

所接受的内容，比如康皮森和麦格维奇不公平审判所体现的严苛的英国等级制度。对《远

大前程》中涉及文化差异的部分词汇，瓦兹灵活地进行“格义”处理。与此同时，瓦兹鼓

励学生运用本民族的语言解释《远大前程》的内容，借此引导他们进行跨文化交流。通过

这种方式，瓦兹引导学生理解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不同文化因相似得以交流，因差异而异

彩纷呈。这正验证了巴特（Stella Butter）的观点：琼斯在《皮普先生》中试图建立“一个

能够包容民族差异并倡导跨文化交流的理想之国”（135）。

为了更好地建构新文化身份，瓦兹格外注意文化传播的方式。根据《远大前程》、自己

的经历及当地的民间故事，他创造了“《远大前程》的太平洋版本”（琼斯 48）。这个故事

源自伦敦、惠灵顿和布干维尔岛三个地方，糅合了不同的文化。与作为书面文学的原作不同，

瓦兹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选择了口头叙述方式。布干维尔本土文化属于美拉尼西亚文化的

一个分支，有着源远流长的口头文化传统。即便在书面文化上投入大量精力，美拉尼西亚

人至今仍对口头叙述情有独钟。瓦兹采用口述方式，讲述了一个来自不同文化的“百衲被”

故事，有利于促进文化间的交流。此外，在故事叙述中，瓦兹并不凸显自己的优势，也没

有借助故事反击自己的“敌人”德劳瑞丝，而是坦然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使德劳瑞丝逐渐

放下成见，开始接受他的价值观。最终德劳瑞丝不再保持沉默，而是为谴责政府军的暴行

挺身而出。伯恩斯（Nicholas Birns）指出，瓦兹在《皮普先生》中用一种混合多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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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狄更斯，这种方式既不属于他本人，也不属于狄更斯（127）。

除此之外，瓦兹还注意引导学生在学习皮普故事时进行身份建构，从而实现嫁接文化

的本土化。当《远大前程》被政府军烧毁后，瓦兹呼吁学生在内心建一所承载自己故事的

屋子。他提醒学生，“有些东西是别人拿不走的，这也就是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想象力”（琼

斯 105）。接着以狄更斯为例，他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的天赋——自己的声音。再接下来，

瓦兹给学生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回忆《远大前程》的内容。此时，瓦兹一方面希望学

生能够承担起传承经典文学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希望学生通过讲述皮普的故事来形成自己

的故事。在瓦兹的引导下，学生沉浸于记忆碎片的寻找中，他们发现“读者会从书中的字

里行间发展出另一个类似的故事”（109）。学生逐渐意识到他们所要找寻的东西固然不能像

食物一样填饱肚子，但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正在寻找的是一种属于他们自己

的身份。对此，莱瑟姆（Monica Latham）曾犀利指出：尽管这个故事与孩子们的处境和经

历格格不入，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根植于一种外国的文化、意识形态、语言学和文学背

景中）既为人熟悉又具有普遍意义（27）。

由于最初在移居地经历了不安和窘迫，使得瓦兹在建构文化身份时表现得比较消极。

在见证了残酷的布干维尔内战后，瓦兹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建构问题。他从母国文化

的嫁接出发，结合本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身份，同时引导新一代原住民建立自己的文化

身份。瓦兹的文化身份建构历程是无数移居他乡者寻求文化身份的写照，也为外来文化的

异地生长提供借鉴。

二、德劳瑞丝：本土文化的守护者

霍尔认为：“每一个（都市）中心都以不同方式协商其经济、政治和文化从属性。而这

种区别［……］已经刻写在我们的文化身份之中。”（214）布干维尔岛位于大洋洲三大文化

区域之一的美拉尼西亚，岛上九成以上的人口是美拉尼西亚人。在美拉尼西亚人眼中，家

族的地位举足轻重，甚至道德评判都以家族的利益为标准。“‘好’就是对家族有利；‘坏’

就是对家族不利”（Dejonge web）。小说中，主人公玛蒂尔达的母亲德劳瑞丝是布干维尔岛

土生土长的老一代原住民。在布干维尔被封锁前，她奉行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道德标准，

建构了典型的本土文化守护者身份。然而在战争和英国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她的文化身份

建构经历了从固守本土文化到捍卫本土文化，再到接纳英国文化这一历程。

战争发生前，德劳瑞丝是一个十足的本土文化守护者，时刻把家族利益放在首位。她

对一味推崇白人文化的丈夫约瑟夫十分鄙夷。当丈夫在殖民文化的影响下盲目效仿白人的

行为举止时，德劳瑞丝却严厉批判这种模仿白人的行为，甚至不惜与之争吵。在她看来，

丈夫的行为是对美拉尼西亚文化的否认，对家族不利。她坚信：“我们这里［布干维尔岛］

与那里［电影里的白人世界］没什么不同。”（琼斯 7）即便在约瑟夫跟着白人前往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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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过上向往的白人生活之后，德劳瑞丝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留在家乡布干维尔。于她而

言，美拉尼西亚人只有在家族中才能获得安全感，而布干维尔是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德

劳瑞丝对家乡的坚守和对丈夫崇尚白人文化的排斥，不仅表现了她对美拉尼西亚文化的坚

守，而且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她对外来文化的拒绝。

在布干维尔被封锁的前期，德劳瑞丝对美拉尼西亚文化的坚守表现为对外来文化冲击

的忽视。当女儿玛蒂尔达向德劳瑞丝说起瓦兹会在下一节课介绍狄更斯时，她没有表现出

任何反感，而是希望那个叫狄更斯的白人可以帮他们修理发电机。其他的岛民也持类似态度。

因此，学生们第二天带上家长们的需求清单回到课堂。清单中提到的物件有“治疟疾的药片、

阿司匹林、发电机燃油、啤酒、煤油、蜡烛”（琼斯 17）。这些都只能用来解决因封锁而产

生的生活问题。显而易见，包括德劳瑞丝在内的学生家长，只是单纯地认为这个白人的到

来能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便利，而没有意识到这可能会对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带

来冲击。

战争带来的文化断裂是瓦兹和德劳瑞丝的共同经历，但它并不能构成共同的文化源头。

出于对本土文化的延续，德劳瑞丝向瓦兹发起了美拉尼西亚文化保卫战。随着瓦兹课程的

进行，德劳瑞丝对他的教学方式产生不同看法：“‘泡泡眼’应该把正确的行为教给你们这些

孩子。”（24）引文中“正确的行为”在美拉尼西亚文化体系中就是对家族有利的行为，但

瓦兹在阅读《远大前程》时没有强调这些。所以，德劳瑞丝不同意瓦兹的教育理念。自此，

德劳瑞丝不再称瓦兹为“瓦兹先生”，而是换成充满讽刺意味的“泡泡眼”。这种称呼变更

无疑表明了德劳瑞丝态度的转变：她不再把瓦兹视为教师，而将其看成“他者”。她用富有

本土气息的“金鹃的子孙”（41）来形容瓦兹，这暗示了她对瓦兹在布干维尔岛宣扬英国文

化的批判——既表现了不满，又宣扬了她的主体地位。据此可以看出，瓦兹对英国文化的

移植引发了德劳瑞丝的焦虑，也提醒她要向下一代传递本土文化。

为了捍卫本土文化，夺回属于自己的文化地位，德劳瑞丝开始对女儿实施专制：强迫

玛蒂尔达做她不喜欢的事情，例如要求她记住家族谱系上所有祖先的名字，并不断测试她

是否记牢。于美拉尼西亚人而言，“每个美拉尼西亚人都在自己的家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

身份，并对整个家族有责任感”（Dejonge web）。因此，记住家谱上所有祖先的名字可以看

成是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此外，祖先的名字既包含美拉尼西亚人有关人类起源的传说，

也记录了祖先的生活，有着独特的文化和精神价值。家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族的历史，

记住家族所有人的名字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本土文化的传承。

德劳瑞丝对本土文化的捍卫也体现在对瓦兹的报复上。玛蒂尔达在家谱姓名记忆测试

中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挫败，同时却把“皮普”写在家谱人名的旁边。此时，德劳瑞丝知道

那个发生在遥远伦敦的故事在孩子心中已然根深蒂固，这意味着自己对本土文化的守护终

以失败收场，于是便与瓦兹结仇。“对一个美拉尼西亚人来说，任何一个其他部落的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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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他村落的居民，都是他的敌人”（托卡列夫和托尔斯托夫 596），更何况这个来自异乡

的白人。为了摧毁瓦兹在女儿玛蒂尔达心中的地位，她偷走了课堂上使用的《远大前程》，

让课堂再无与英国有关的故事。巧合的是，玛蒂尔达写在沙滩上的“皮普”被政府军误认

为是真实村民的名字。此刻，《远大前程》是能够证明“皮普”为虚拟人物的唯一证据。就

在政府军声称要见到这本书、否则就烧掉全村人的财产时，德劳瑞丝始终保持缄默。从表

面上看，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胜利。《远大前程》的失踪致使村里人的所有财产被焚毁殆尽。

村里人把这一切归结于无辜的瓦兹，并将其所有财产付之一炬。但是，德劳瑞丝的行为产

生了严重的后果：村民未能躲过政府军进一步的暴力：烧毁所有村民的房屋。更加得不偿

失的是，德劳瑞丝的做法令她彻底失去自己在女儿心中的位置，她在这场本土文化捍卫之

战中一无所获。

德劳瑞丝虽然排斥外来文化，但她却无法完全摆脱外来文化的渗透，逐渐成为能接纳

英国文化的守护者。在新一轮争夺地位的游戏中，她继续用各种话语贬低瓦兹并用“泡泡

眼”表达自己的蔑视。相较之前，德劳瑞丝这一阶段的怨恨似乎有所减少。当瓦兹先生对

兰博叙述自己的故事时，她虽然总是迟到，但却从未缺席。聆听瓦兹的故事时，德劳瑞丝

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产生瓦兹是否在嘲笑她的质疑，相反开始尊重瓦兹并逐渐理解他所强调

的用不同方式描绘世界的价值。小说结尾部分，德劳瑞丝为自己先前的过激行为懊悔不已，

并决定做出补偿。对此，莱茨科夫斯基（Rafal Łyczkowski）指出：“她似乎明白了自己之前

的行为没有任何效果，于是她接受了之前全然排斥的瓦兹（狄更斯）和玛蒂尔达的价值观，

开始如瓦兹一样变成了一个有道德的人。”（425）

德劳瑞丝真正成为能接纳外来文化的本土文化守护者，拐点是她为证明政府军有罪而

选择慷慨赴义的时候。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政府军要求目击瓦兹被杀害过程的所有人员

保持沉默。此时，德劳瑞丝明知违抗政府军的意愿会有性命之忧，却仍然勇敢地站出来告

诉政府军的指挥官：“长官，我看见你的人把那个白人剁成了碎块。他是个好人，我在这里，

做上帝的证人。”（琼斯 174）她的这种反抗精神及随后为保护女儿而甘愿牺牲自己的英勇

行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人类共同文化守护者的形象。同时，德劳瑞丝的行为也为年幼的女

儿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树立了榜样。

德劳瑞丝的文化身份建构历经固守本土文化、捍卫本土文化和接纳外来文化三个不同

阶段。尽管她为捍卫本土文化一度采用了较为偏激的方式，但最终还是成为一位人类共同

文化的守护者，展现了布干维尔原住民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坚定和包容。这也是琼斯

对新时期文化发展的见解：文化的发展不是在中心位置此消彼长，而是不同文化的互学互

鉴，彼此相长，呈“同心圆”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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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玛蒂尔达：两种文化的杂糅者

霍尔认为，文化身份“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

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211）。长期受外来统治的影响，布干维尔已形成本土文化与外

来文化交融杂糅的态势。对新一代的布干维尔原住民而言，在杂糅中建构文化身份，需要

首先考虑两个问题：文化传承的天平倾向外来文化还是本土文化？文化建构最终要回归本

土还是溯源外来文化？在《皮普先生》这部小说中，与生长于美拉尼西亚文化中的德劳瑞

丝或者生长于维多利亚文化光影下的瓦兹不同，玛蒂尔达作为新一代原住民，在杂糅文化

的熏陶下长大。在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时，她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不断摇摆，并经

历了三个时期的变化。从小说的结局来看，她传承了两种文化，并最终回归本土文化。

玛蒂尔达建构文化身份的初期表现为崇拜英国文化。这种崇拜源自英国更为先进的经

济发展水平。早在玛蒂尔达祖父时期，已有白人登陆布干维尔岛。通过第一个上岸的白人

与玛蒂尔达祖父的交流可以看出，两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在同一层次。白人上岸后

向玛蒂尔达祖父索要指南针和地图，并询问最近的商店。这些白人心目中的寻常物件对玛

蒂尔达的祖父而言却是奇珍异宝。此后，登陆的白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岛上担任重要职位

的同时，带来了发电机、冰箱、电扇、医药用品等代表先进技术的物品，给岛民的生活提

供了便利。显然，这些便利影响了尚未成熟的玛蒂尔达对白人的认知。她曾一度相信：“重

要的东西都是白色的。”（琼斯 4）因此，玛蒂尔达对当时岛上唯一的白人瓦兹及其带来的《远

大前程》这一文化产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玛蒂尔达期望从《远大前程》中找寻文化认同感，这显示了她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

化的崇拜。自从读了《远大前程》，玛蒂尔达便开始不断地找寻自己与主人公皮普之间的

共同点。玛蒂尔达最先找到的共同点是对父亲的了解比较模糊。她模仿皮普，通过父亲的

笔迹猜测父亲的形象。她还从生活中找到了皮普姐姐般的人物——自己的母亲，以此来说

明自己遭遇了与皮普类似——家人的管制。玛蒂尔达的这些行为表现了她对 19 世纪的伦

敦——一个不受战争影响的地方的痴迷，她甚至希望不断从中找寻文化认同感以获得某种

精神慰藉。这种做法也证实了瓦都科斯（Charlotte Wadoux）的观点：“这所学校让布干维尔

的孩子们通过把《远大期望》转变为一本关于文化和生存的教科书，以此来解读难以理解

的暴力局势。”（12）

除了对英国文化的崇拜，玛蒂尔达在这一阶段的身份建构还表现为对本土文化的鄙夷。

她开始对瓦兹的话深信不疑，却并未对自己熟悉的世界表现得如此兴致勃勃。每次母亲来

到教室讲课，玛蒂尔达总想躲起来。其他家长来讲课时，她也表现得不屑一顾。对于母亲

熟记祖先谱系的叮嘱，她总是充耳不闻。她能记住《远大前程》中所有人物的名字，却在

母亲关于祖先谱系的记忆测试中屡屡受挫。她对母亲的考验提出质疑：“既然认识了皮普这

样一个虚构之人，再要了解已经过世亲属的那些鸡零狗碎、不可信的事情还有什么意义？”



031刘略昌  吴乐  布干维尔内战在异域的文学映射——新西兰小说《皮普先生》中的文化身份建构 外国语言与文化

（琼斯 65）与祖先相比，玛蒂尔达甚至认为自己与皮普的关系更为紧密。她甚至开始嫌弃

身边熟悉的一切。这一点可从她对皮普和对自己熟悉之人或物的鲜明反差态度中得到证明。

她把自己生活的热带地区的黑夜比作“单人牢房”（20），而把皮普的世界视为一个自由的

世界，尝试在其中体验皮普的喜怒哀乐。显然，在代表美拉尼西亚文化的祖先谱系与代表

英国文化的皮普之间，玛蒂尔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到了中期，玛蒂尔达内心的天平逐渐向本土文化倾斜，开始接受本土文化，质疑英国

文化。读完《远大前程》后，她对皮普所做的事情产生了很多疑惑，比如皮普“为什么要

把名字改成汉德尔”（59）。瓦兹先生给出的解释是：皮普改名有助于开启新的生活。然而

玛蒂尔达并不理解这个理由。事实上她之所以对皮普改名表示质疑，是因为无法接受与人

名相关的外来文化。对美拉尼西亚人来说，改名意味着对家族的背叛，因为名字关乎家族

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就此，希勒认为：“依据霍米·巴巴的论点，《皮普先生》展示的不是

殖民主体对帝国主义叙事不加批判的吸收，他所揭示的是岛民与文本的相互接触，以保持

文本的鲜活可变。”（98）

与此同时，玛蒂尔达逐渐接受本土文化，并对代表本土文化的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相

应的转变。得知母亲私藏《远大前程》时，曾经嫌弃母亲的玛蒂尔达放下了之前的芥蒂，

暗自保守秘密。在瓦兹劝说自己离开海岛时，玛蒂尔达态度极为坚定，她表示要与母亲共

进退。最后，当母亲因不惧政府军威胁说出自己是暴行见证人而遭到侮辱、接着为保护玛

蒂尔达而惨死时，玛蒂尔达对母亲的怨言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莫大的敬意。从母亲的

行为中，她领悟到“绅士”与性别无关，应该用“中性的‘有道德的人’”（Uggla 14）来代

替专门用于形容男性的“绅士”。玛蒂尔达为此前的行为懊悔不已。此后，她总是不时想起

母亲。在父亲的新女友提及母亲时，玛蒂尔达这样说道：“她这个女人非常勇敢，最为勇敢。”

（琼斯 195）

在文化身份建构后期，尤其在她前往英国搜寻关于狄更斯的资料之后，玛蒂尔达的内

心完全偏离英国文化。在研读了关于狄更斯的资料、得知对孤儿心怀怜悯的狄更斯曾无情

地把亲生子女赶出家门这一情况后，她一方面为自己心中“美好英国世界”的崩塌而伤心

不已，另一方面又为孤儿的悲惨命运而哀叹连连。令她更加难以接受的是孤儿博物馆之行，

她在那里看到了许多母亲排队把孩子送往孤儿院的照片及一些用来让孤儿记住母亲的毫无

意义的纪念品。这些令人心寒的画面真切地发生在她曾心驰神往的伦敦。她不禁想到曾被

自己鄙夷的母亲临死前的场景：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女儿的安危，叮嘱其对所见

之事保持沉默。这一鲜明对比，让她深刻意识到自己之前崇拜的英国文化不是最终归属。

小说最后，玛蒂尔达前往英国拜访了《远大前程》提及的地点格雷夫森德，表达了对自己

作为《远大前程》传承者身份的肯定，但与此同时也表示此后不再喜爱《远大前程》中的

人物。在了解关于瓦兹的更多细节之后，玛蒂尔达发现这个白人教师对她而言依然扑朔迷离。

至此，英国文化的魔力被祛除殆尽，本土文化的魅力则愈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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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蒂尔达最终决定回归本土文化，其回归首先表现为对母亲的思念。在远离布干维尔

的日子里，玛蒂尔达把母亲放进自己头脑中的一间小屋子。这间小屋子不仅装满了对母亲

的记忆与思念，而且还承载着对本土文化的特殊情感。她最终放弃狄更斯研究，转而书写

母女两人的海岛经历。威尔森认为：“这个转变意味着她将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变为一种重

建——也就是书写自己的人生故事。”（230）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经过一场狄更斯文化之

旅后，玛蒂尔达做出返回家乡的决定。她的“回家”意愿隐喻了新一代文化身份建构者最

终的文化选择：回归本土。关于这一点，劳恩（Jennifer Lawn）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见解：“玛

蒂尔达的空间循环旅程（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干维尔岛经由澳大利亚汤斯维尔到新西兰惠

灵顿，再到英国伦敦，最后又返回家乡布干维尔）展示了她的情感循环（从付出到回报），

在这种循环中，她的心智得到发育并逐渐走向成熟。”（157）除了心智的成熟，玛蒂尔达的

回归还标志着新的杂糅文化身份得到成功建构。

通过对玛蒂尔达在不同文化间的取舍游离进行书写，琼斯暗示新一代美拉尼西亚人建

构文化身份时会遇到的矛盾与迷茫。当然，琼斯塑造的玛蒂尔达传承多元文化后回归本土，

这也是作者为新时期文化身份建构绘制的一幅蓝图。希勒指出：“玛蒂尔达表现的杂糅性象

征着西蒙·基坎迪追求的一种新后殖民主义。这种后殖民主义回避了殖民地与中心，家园

和流亡之间的传统对抗，转而支持一种更加全球化的身份认同。”（98）

进入 21 世纪后，新西兰文学发生了重大的转向，“文学不再眷恋‘本土’，而大步走向

世界，拥抱全球化”（虞建华 2）。许多新西兰作家不再把自己局限在后殖民概念框定的创作

领域之内，而是尝试书写全球文学，彰显新西兰人对全球治理和南半球太平洋岛国事务的

关注。琼斯的《皮普先生》正是新西兰文学从后殖民时期跨入全球化时期后涌现的一部杰作。

通过瓦兹、德劳瑞丝和玛蒂尔达这三个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物在共同空间中找寻自己身份的

故事，《皮普先生》回应了在文化进一步走向多元的全球化时代应该如何确立认同、建构

身份的问题。虽然视线投向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布干维尔内战，但作为新西兰作家的琼斯

显然并非单纯地讲述一个与新西兰毫不相干的异国故事。“身在布干维尔岛的琼斯密切关注

着太平洋的其他地域，严肃地思索它们与新西兰的经历有何相似和相异之处”（Birns 126）。

诚哉斯言！南太平洋布干维尔岛原住民从捍卫本土文化到走向多元化的发展历程与新西兰

的社会变迁存在一定相似之处。《皮普先生》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新西兰的文化发展，并为

全球化时代新西兰不同族群的文化身份建构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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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艾略特早在 1910 年哈佛大学读书时便开始创作《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

歌》（以下简称《情歌》）。该诗大约完成于 1911 年，首次公开发表于 1915 年，主要讲述了

一个名叫普鲁弗洛克的中年男人意欲求爱却反复犹豫的心理过程。这首风格怪异的诗歌也

成为艾略特的代表作之一。根据“《情歌》的手稿显示它在出版前还有一个副标题，《女人

们中间的普鲁弗洛克》，这个副标题似乎点明了诗歌的主题是关于两性关系的”（赵晶 71），

这首诗也应当要讲述关于主人公普鲁弗洛克和女人之间的种种。然而该诗名为情歌，实则

奇特，一经发表，外界也褒贬不一。1915 年该诗发表后，辛克莱（May Sinclair）即尖锐指出：“艾

略特所描述的现实是剥离了所有溢美之词，所有粉饰，所有古怪的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联想

（的现实）。”（转引自赵晶 67）辛克莱认为该诗仅为联想的现实，也即认为诗中事件可能并

未真实发生。的确，情歌的接收者“女人”的真实在场性和真实身份迷雾重重，情歌发出

者普鲁弗洛克很可能并未付出任何实际行动，情歌似乎是一个不可言明的秘密，这份情爱

也似乎难以被社会接受。可见求爱发生的真实性可疑，所有事件的发生地都在普鲁弗洛克

的想象中。

作为该诗的作者，艾略特虽然极力提倡“非个性化”的文学创作论，认为“诗歌并非

个性的表达，而是个性的摆脱”（Selden et al. 16），但是艾略特本人似乎与自己的文学创作

思想存在自相矛盾之处，难以在作品中实现自我个性的超脱。1962 年，艾略特在《花岗岩

评论》（Granite Review）的采访中谈及普鲁弗洛克：“一方面，作为被创作的诗歌人物，普

鲁弗洛克是个大约年近 40 岁的中年人［……］另一方面，他也是我个人情感的发言人［……］

我总认为被创作人物的生活境遇和创作者本人有共同之处。”（转引自Miller 154）由此可知，

艾略特在该诗中保留了丰富的个人情感色彩和个人经验，并直接选取普鲁弗洛克作为个人

情感的发言人。通过普鲁弗洛克的身心，艾略特间接传达他本人的真实心路历程。同样地，

普鲁弗洛克的性欲望与道德碰撞的心理活动也真实映射了艾略特的心理现实。

一、女性的身份叵测与不在场

作为本应献给女性的求爱诗，《情歌》中的女性形象却凌乱无序，身份不明，缺乏真实

存在性。针对诗中被求爱的女性身份，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英国艾略特专家平克尼（Tony 

Pinkney）认为，《情歌》中女人们穿透式的眼睛与站在角落里的妓女的眼神遥遥和应（30），

意指《情歌》中女性的身份难为社会接纳与尊重。 国内学者北塔通过“women”的用词玩

味和艾略特选词的审慎态度，提出：“艾略特没有用‘the ladies’。而用‘the women’，可

能就是为了表明她们并非具有比较高的社会身份［……］在 1910 年代，尤其是在比较保守

的艾略特的文字中，他不会随便弄混这两个概念。”（79）与此相反，有些学者认为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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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意指得体的中产阶级的女士（赵晶 83）。其实，这些“谈着画家米开朗琪罗”的女人

们附庸高雅文化，言行轻佻，外在选择标准挑剔，内在道德底线松懈，似乎难称风雅。她

们即便身处富足的中产阶级，其行为表现也昭示着其不可言说的欲望中冲破道德壁垒的心

理渴望。

诗歌第一节中提到的“手术台上”“人声嗡嗡然的投宿处”“只住一晚的旅舍”“满地铺

满锯木屑的小饭馆”（《诗选》 2），这些或隐蔽无闻或脏乱差的空间形象，既呼应着女性内

心空间中的灰暗现实，也应和着艾略特本人对诗中女性身份的某种认知和个人判断，而这

种现象的出现也极其对应后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存在现状：

妓院和诊所都是这种宽容之所：娼妓、嫖客、拉皮条的、精神病医师和他的

歇斯底里病人［……］只有在这里，放荡的性才有权以各种真实的、但又孤立的

方式出现［……］现代主义清教主义还到处强迫人们遵守它的三项律令：即禁止、

否认不正当的性活动，对性活动本身也要默不作声。（福柯 4）

总结可见，无论是诗中女性可能的妓女身份，还是社会对性欲望的公开规避，都似乎说明

了女性的真实在场性并不明朗和女性的身份扑朔迷离。性欲望与社会道德间矛盾重重，关

系紧张，一触即发，对立而成无形的悖论张力。

从诗题来看，作为被求爱的女性本应占据中心在场位置，然而全诗中“women”仅出

现过两次，意指“women”的代词“they”“them”“one”也只出现过八次。更有甚者，全

诗直接提及女性的场景仅有两处：“在屋里妇女们来来去去，谈论着米开朗琪罗。”（《诗选》 2，

3）这两句诗来回共出现两次，经过重复性的对女性信息的直接告知，似乎准确指认了女性

的在场，营造出女性的真实在场感。从始至终女性多以暗指或侧指的闪现方式出场，极少

被正面聚焦、着墨和停笔，很难构成女性的真实在场。即便女性形象的短暂描述在全诗中

占比寥寥，屈指可数，却总能在诗中嗅寻到女性的踪迹。作为情歌接收者的“女性”始终

是个身份不明的人物幻影，她的侧面化形象呈现出非主体化的状态。这种对女性模糊的边

缘化、侧面化叙述已经使女人在场的中心位置和事实性被替换和迁移，并暗中置换了读者

的阅读焦点，造成阅读外观上的梦幻感，导致真实的女人沦为“女人”外观的存在幻觉。

平克尼也认为《情歌》存在中心缺失的现象，然而艾略特却巧妙地借助自我的狂放想象填

补了诗歌中心的空白（31）。本应作为中心人物的女人，却被普鲁弗洛克的自我想象替换在场。

这种女人的在场方式实质上只是一场存在幻觉，既表明求爱对象的实质空位，也说明普鲁

弗洛克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典型人物。

女性为什么无法真实在场呢？这其中究竟有何缘由？身为男性，普鲁弗洛克的性欲望

明明已经欲盖弥彰，他对真实女性的欲望幻想也伺伏已久：“被纤长的手指安抚过，/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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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它在装病，/卧倒在地板上，在你我身旁，”“假如这人把枕头枕好或脱掉披肩。” 

（《诗选》 6，8）诗句自然披露出柔弱无骨、温柔暧昧的女性形象，却从未正面聚焦女性的样貌、

品性等具体的私人化特征，只是以意指女性的方式切割女性形象的完整性，非自然地迫使

女性形象无序又不间断地错落出场，生硬地推动女性形象混同于普鲁弗洛克流动的心理狂

想中的自由移位，着力营造出女性的存在幻觉，制造出如假包换的女性在场错觉。

这种含混不清的表达方式似乎确有深意。普鲁弗洛克着装得体、知识渊博，却羞耻于

自己别扭的身体：“我早上穿的外套，我的硬领笔挺地托住下巴，/我的领带华丽又绝不刺眼，

但为一只朴素的别针固定住——”（4）他对自己身体的不自信，一方面体现出他的身体焦虑，

另一方面表明了普鲁弗洛克在以外在的社会地位与知识修养为掩体，来紧张不安地遮饰道

德束缚下蠢蠢欲动的欲望。女人的存在幻觉意味着普鲁弗洛克只是意淫女人身体的形象外

观，而非实在地侵犯真实的女性身体，从而避免侵犯的事实发生，极其隐匿地摆脱社会的

道德污名。因为在西方文化中，性是个人的私事，普鲁弗洛克作为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

的人物化身（Hidayat 315），根本没有勇气突破这层文化防线。尤其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到来

之后，“性经验被小心翼翼地贴上封条［……］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的事情［……］

性只存在于父母的卧室里，它既实用，又丰富。除此之外，其余的人对性都不甚了了”（福

柯 3）。虽然性在现实中被真实需求，却因为集约性地避讳不提成为社会性的灰色话题，可

随意想象而不可任意获取。因此，普鲁弗洛克即使有强烈的身体欲望，但是为了逃避来自

现实中他人真实的道德批判，选择沉浸在自我的幻想中 ,并在心理道德的拷问下策略性地选

择规避。西格（Eric Sigg）也认为普鲁弗洛克为了阻断置身于毁灭性批判的现实可能性之中，

选择继续停留于自己古怪的自我欺骗中，并通过戏仿式反讽和自我沉浸式幻想这两种方式

逃避现实（95）。

二、女性身体的缺失

除却女性的不在场，关于女性属下身体描述的缺失同样引人注目。纵瞰全诗，不难发

现诗中展现的女性只有其属上身体的指涉：手指、 胳膊 、茸毛、嘴巴（“她们说”）、眼睛：

“我已经熟悉了这些胳膊，都熟悉了——/戴镯子的，雪白的，赤裸的胳膊，/［但是在灯光下，

一层浅褐色的茸毛！］/是衣裙上的香味 /使我说走了题？ /放在桌上或是裹在披肩里的胳

膊。”（《诗选》 5）从戴着镯子的胳膊到微细的体毛，从胳膊雪白的肤色到干净的肌底，诗歌

对女性的属上身体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画，呈现出不可详述的想象画面。然而，诗人停笔

至此，戛然而止，不敢继续深入幻想。如此公然坦露的暗示，却只敢把笔触停留在女人的

属上身体，女性属下身体仿佛不存在一样。“同时我们注意到普鲁弗洛克意识中的女性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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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形象。他所描述的女性总是以支离破碎的形象出现，他关注的似乎只是女性的部分

躯体，对完整的女性缺乏认识”（赵晶 76）。普鲁弗洛克的头脑中只有女性的属上身体，没

有女性的属下身体，这种行为不仅进一步遮蔽了女性的实质性存在，而且还以男性自我膨

胀的欲望窃据了女性的身体，抹杀了女性自主的身体话语，消除了不依附男性视角存在的

女性身体的独立性。他对女性身体的不完整表述，似乎是对女性身体认知的残缺不足，这

背后也应渗透着男性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别样认知。

普鲁弗洛克对女性身体的残缺认知大致表明了以作者艾略特为代表的知识男性对女性

的身体认知。据考证，女性身体的污名化由来已久，“在古代许多民族的文化中，女人和性

欲、罪恶、令人致命的深渊紧紧地联系起来了，并且从本能的对魔法的恐惧转化为伦理标准，

影响着所有的西方文明”（刘达临 183）。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精神错乱的李尔王

疯狂地吐露内心积郁的愤怒：“她们的上半身虽然是女人，下半身却是淫荡的妖怪；腰带以

上是属于天神的，腰带以下全是属于魔鬼的；那儿是地狱，那儿是黑暗，那儿是火坑——

吐着熊熊的烈焰，发出熏人的恶臭，把一切烧成了灰；啐！啐！啐！呸！呸！”（525）比

起李尔王对女性身体大胆直白的激言烈语式批判，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独白显得懦弱畏缩且

隐晦暧昧。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鲁弗洛克小心翼翼的情歌独白中，女性的属下身体同样受

到男性目光的直白审视和男性视角的恶俗看待。两片式的“牡蛎壳”（oyster-shells）、“排水

沟的潭潭”（the pools that stands in drains）和“大海”（the ocean）意指女性的属下身体器官。

引人深思的是，这些属下身体的描述通常出现在脏乱差的低劣环境中，且只能以意指的方

式隐晦表达；而属上身体的描述却通常出现在体面气派的高雅环境中，却能以大胆的目光

进行细节性的仔细刻画。其中寓意，值得深思。

女性的属下身体本是男性欲望的源泉，却遭到男性的恶俗看待，这种既冷漠贬斥又无

比渴望的矛盾态度不仅拧巴痛苦而且又在无形拉扯着道德意识浓厚的男性知识分子的内在

空间。别有深意的是，对女性属下身体的渴望背后可能藏有男性为自我的男性气质和社会

性别正名的意图。在男性主导的性话语权视阈下，作为被意淫对象的女性只能是被动的接

受者，这种以男性为主的性文化是男性企图用性把女性占为既有财产的表现，是西方古代

社会的遗留物。在古希腊时期，

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公民地位都极端低下，因此男性渴望通过建立和维护性别

分界来稳固自己的男性气质。男性的性别身份是脆弱的，男性气质不是建立在男

性身体的基础上（因为认为男性的身体是不稳定的，有随时滑向女性气质的危险），

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体现男性气质的侵略行为来实现，其中也包括性行为。为了

维护男性气质不被侵犯，男性在性关系中的表现是最关键的，他的性欲望则不那

么重要。性能力低下常常被认为是男性气质的耻辱丧失，也常常被小说和戏剧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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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作为笑料。（莫捷 8）

简言之，男性性别身份的确认需要其性能力的证明，这也是其社会身份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普鲁弗洛克任由自己的男性气质滑向女性气质，就会加剧他的身体羞耻感，也会危及

他在社会公众视野下的性别身份认知。

普鲁弗洛克对女性的属下身体存在典型的男性认知，这种认知自有的矛盾是他身体痛

苦的根源所在。性所遭到的集体消极认知和公开禁忌给他造成隐形的心理道德焦虑，令他

无法直面现实。库伯（John Cooper）就认为，《情歌》和《一位女士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一样属于心理道德（psychoethical）的领域，但前者指涉更为深刻久远（48）。

作为艾略特情感的发言人，普鲁弗洛克承受着社会道德与个体责任的双重考验，并在自我

的身体情欲与社会道德的反复周旋中陷入了道德焦虑的困境。这种矛盾的境地正如国内知

名的艾略特研究学者张剑所言：

普鲁弗洛克是在一种道德的选择中挣扎，他的清教思想使他把男女关系视为

一种罪恶，他的肉体又偏偏迫使他去追求这种关系。［……］实际上，恋爱对他来

说已经不再是一个感情上的问题，而上升为一个宗教和伦理的问题，一个使他不

知所措的“重大的问题”。（《诗歌和戏剧的解读》 37）

然而，这个问题既无法开口倾诉，也难以被实际解决。《情歌》从普鲁弗洛克的心理层面反

映了艾略特本人的现实。作为艾略特的代理人，普鲁弗洛克表达的应该是艾略特的内心现实。

1914 年，在写给好友艾肯（Conrad Aiken）的信中，艾略特明确地表示自己很想与一些女

性有亲密交往（59）。这不仅与他当时的学习环境缺乏女性有关，也是他个人需求的真实表达。

可是艾略特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从未迈出任何实质性的一步。事实上，“如果艾略特

想满足自己的欲望，‘机会显然是有的’。但是艾略特本人的家庭教养和个人性格显然又不

可能允许他如此放纵自己，因此，他就不得不忍受自己欲望的折磨，以至于连他的字体都

发生了改变”（ 赵晶 35）。

除却个人因素，艾略特家族对于两性关系的态度也深深影响了艾略特对女性身体的态

度（85）。艾略特曾写道：“文化的首要载体是家庭，没有人能完全摆脱早年的教养，也没

有什么能超越它给人的影响。”（转引自戈登 19）艾略特对女性的认知的确离不开个人家庭

环境的影响。

亨利·韦尔·艾略特（艾略特的父亲）深受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艾略特的祖父）

宗教思想的影响，把性看成是一种罪，在给自己的兄长托马斯·兰姆·艾略特的一封信中

他甚至说：“任何性病都无法唤起我的一丝同情，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道德衰退。我不赞同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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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众的性交指导，我希望人们永远找不到治疗梅毒的方法，因为那是上帝对不道德的两

性关系的惩罚。”（Miller 16）威廉·艾略特对整个艾略特家庭的精神影响深远，对此艾略

特也认同：“他在我们的成长中无处不在，我们的行为标准是祖父定下的：他为我们立下道

德准绳，在责任和自我放纵之间早为我们做好抉择，祖父就好像把刻在石板上的律法传承

下来的摩西，任何对他的违背都是犯罪。”（转引自戈登 15）这种来自美国家庭的精神渊源

对艾略特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本人也承认，自己的诗歌从情感起源来看，更为美

国而非英国（何宁 121）。然而与此同时，这种类似严苛的美国清教徒式的性观念也成为艾

略特家传承的道德枷锁，他在“一种道德的选择中挣扎，他的清教思想使他把男女关系视

为一种罪恶，他的肉体又偏偏迫使他去追求这种关系。他的灵魂渴望一种更高尚、更纯洁

的满足”（张剑，《充满喜剧效果的悲剧》 81）。

三、女性的真实身份探究

《情歌》中女性的身份叵测与不在场和女性属下身体的缺失意味着女性真实身份的不被

接受， 同时代表着在男性的话语场内，女性被抹去了性能力，被贴上了消极的性标签，被置

换为男性天然的附属品。可是普鲁弗洛克所意欲求爱的女性真的只是内在的幻想吗？这首

求爱歌真的只是诗人自恋式的内在自我博弈吗？“女性”真实身份的完全遮掩意味着其身

份的无法言明，而普鲁弗洛克的道德规避和心理道德焦虑更加说明其身份的神秘叵测。

从整首诗中主人公犹豫延宕的心理活动来看，艾略特具有典型的女性气质，他自身也

产生了男性气质滑落的危机意识。荣格将这种男性身上体现的女性气质称为“阿尼玛原型”。

诗中的“女性”可能是艾略特自身女性气质的外在投射，也可能是艾略特在文化沙龙中见

过的那些谈论米开朗琪罗的女士们（张剑，《充满喜剧效果的悲剧》 77），但更有可能是他

自身“俄狄浦斯情结”的隐喻，即艾略特本人对母亲的性渴望的隐匿外化。据考证，艾略

特与母亲斯特恩斯（Charlotte Champe Stearns）的感情颇深，从小与母亲关系十分紧密，并

在远离美国时仍然与母亲保持书信来往。“现有资料里，艾略特最热烈的情感表达来自一本

《联邦群像》的扉页，他将这本书‘连同无穷的爱’送给他的母亲”（转引自戈登 8）。因为

患有先天双疝，相较家里其他的孩子，年纪最小的艾略特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备受母亲的关

心和呵护，成年后的艾略特最初对女人的想象大多来自母亲夏洛特。而在艾略特完成《情歌》

全诗的过程中，“艾略特不但思想逐渐成形，而且性意识逐渐苏醒”（张剑，《诗歌和戏剧的

解读》 28）。可能正是这种大逆不道的性渴望才使普鲁弗洛克发出疑问“我有无勇气 /敢打

扰这个宇宙？”（《诗选》 4） 同时，作为被求爱对象的女性的事实性不在场，也反向证明一

般社会认知对他欲求爱的女性身份的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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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意识到自己在情感上十分依赖母亲夏洛特，他“在皈依之际曾告诉母亲：‘我坚

信我们之间了解与相像的程度之深，或许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我也坚信我们（在来生）

一定还会相见’”（转引自戈登 11）。这种母子情深的无意识情感依恋，构成了艾略特早期个

人情感的主要来源。而在母亲的女性形象面前，艾略特是一个沉湎于母怀的儿童。拉康认为，

“儿童的能指符号中，男性生殖器（phallus）是‘共相’（universal）超验能指；它指的不是

性器官，而是‘转喻存在’，表明或缺与不在场，即欲望的永不可达”（转引自朱刚 151）。 

在艾略特儿童式欲望的误投认知中，其欲望所指是注定被终生压抑的。因而，他注定沦陷

在内心不断的思想斗争中，而“这种内心的思想斗争通过演变、上升，最终转化成为一种

道德的选择，一种宗教和世界观的取舍，一个使他不知所措的‘重大的问题’”（张剑，《诗

歌和戏剧的解读》 27）。

作为艾略特的代言人，普鲁弗洛克做出的其实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也缺乏功用性的道

德良知，更不知道如何将这种道德良知应用在现实和重大情况中去解决实际问题。 他问自

己敢不敢扰乱整个宇宙，却明显缺乏勇气去做这件事，尽管用了“祈祷、哭泣、禁食”这

些神圣的仪式，依然纠缠于死亡的梦魇（Sigg 91）。尽管普鲁弗洛克有高尚的道德意识，但

因为缺乏具体的社会方法论指导，依旧陷入了道德焦虑状态。据《情歌》的手稿显示，“这

首诗歌原来的题词来自但丁的《神曲·炼狱篇》，阿诺特·丹尼尔说，他是意大利 12 世纪

末 13 世纪初的爱情诗人，深受但丁的崇拜。阿诺特被但丁置于炼狱是由于他不能在人性律

法的约束下控制自己的欲望”，所以才受到惩处（赵晶 71）。原先的题词不仅映射了普鲁弗

洛克可能有同样的心理欲望，并以预言再现的方式警示了前人的教训。以普鲁弗洛克广博

的知识素养和知识分子的自觉精神来看，他难以对此置若罔闻。因为在这场自导自演的独

白剧中，普鲁弗洛克不仅是“这个角色的扮演者，也是这个角色的观察者和评论者”（张剑，

《诗歌和戏剧的解读》 34）。

不幸的是，普鲁弗洛克强烈的欲望和现实的无能是并行的矛盾存在。“带着我头发中

心的那个秃顶——/ ［她们会说：“他的头发真是愈来愈稀薄了！”］ /……［她们会说：“可是

他的胳膊腿真的瘦了！”］（《诗选》4）“秃头、稀疏的头发、细瘦的四肢”这些身体生理特

征，至少证明主人公既非身强力壮、心志开朗的男人，也难以成为受时下女士欢迎的优选

男士，更缺乏求爱场中的男性吸引力。他如此消极的自我形象认知也在反向印证着一切只

是心理上的冲动式形象意淫，而绝非真正地做出任何行动。这种情况下，时间是缓解真实

欲望压力和道德焦虑的一个出口。“你有时间我也有时间，/ 还有时间犹疑一百遍，/ 看见并

修改一百种想象中的景象”（3）。时间不仅容纳了普鲁弗洛克忍耐的耐心，还暂时性地疏泄

了他在现实中所承受的沉重的身心压力，他自己能在“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心境之中［……］

暂时能够走出痛苦而感到轻松自如”（张剑，《诗歌和戏剧的解读》31），并给予了他修正原

先可能的违背道德伦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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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略特的情歌国度里，普鲁弗洛克表面为王，实际为欲望之囚徒。在女性实际缺场的

男性话语场内，代言人普鲁弗洛克在整体性欲膨胀和欲望误投的社会环境中引发了道德焦虑。

诗歌中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无声的，自始至终的心理独白意味着社会规约下实际的语言

无能与话语权失效。普鲁弗洛克是艾略特的情感发言人，这无疑也是艾略特家庭背景和教育

成长历程孵化的矛盾产物，更是维多利亚时代性伦理的积弊残留与延伸。因此，与其说情歌

这种表达方式是浪漫主义的遗风，不如说是用最浪漫的方式揭露最隐蔽的内心现实。

普鲁弗洛克独白式的心理幻想活动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心理现实主义。借助普鲁弗洛克

的心理活动，艾略特极为保守地指向了一个社会避讳的性伦理问题。然而，性与我们的社

会始终息息相关。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提道：“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性’社会里，或者说

是生活在‘性’之中。”（转引自佘碧平 2）但是现代社会的物质繁荣与财富积累一方面压抑、

助长与繁殖了现代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却未能带动新的性伦理产生。由性欲所牵涉的社会

问题不断涌现，这提醒着大众再度审视欲望与道德密切关系的重要性和正确对待性欲望的

必要性。“弗洛伊德认为，欲望是由性力驱动的心理现象，健康人通过欲望与欲望满足保持

心理上的平衡。但拉康认为欲望代表心理、生理的和谐统一，但由于俄狄浦斯阶段以及‘镜

子阶段’（mirror stage）使人产生心理断裂，所以人永远无法满足欲望，无法达到心理生理

的和谐统一”（朱刚 151）。欲望的满足或永不可满足根本指示的是道德的方向和人的生存

本源，这渗透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当代社会应以正确的态度和方式面对性伦理

与性道德的相关问题，并推动产生与时俱进的健康的性道德伦理，从而使人的幸福真实地

寓居在身体之内和身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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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裔英籍移民作家V. S. 奈保尔（V. S. Naipaul）的文学创作与后殖民主义关系密切。客

观而言，奈保尔的人生历程与后殖民文化境遇高度交叠。他的写作生涯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其故国印度于 1947 年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出生

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则于 1962 年走上独立之路。奈保尔在其创作中有意识地将宗主国与前

殖民地关系，后殖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文化冲突，种族矛盾，移民生存等诸多

议题抽象化为文学思辨，呈现于作品之中。奈保尔对第三世界国家状况极其细腻的文学观照，

使之成为“最初的所谓‘英联邦文学’以及现在的后殖民文学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Richetti 

et al. 652）。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奈保尔的文学评介，学界中一直存在一种悖论性现象：他

一方面被视为后殖民作家中永远可以被指望能够讲述第三世界真相的人，另一方面却屡屡

受到一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指摘。其小说《河湾》作为后殖民文学

之典范，集中体现了这种争议和矛盾。

《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中的非洲小镇是一个充斥着隐喻色彩的空间，承载着复

杂多元的意义：它是殖民统治结束后百废待兴的废墟，叛乱杀戮频仍的凶险之所，“大人物”

宰治下的虚假繁荣之地。奈保尔借助叙述者萨林姆之眼，展现了非洲从殖民时代走向独立

时期的政治变迁中的多元危机与困境，呈现出去殖民化运动中殖民帝国与民族国家欲望的

交错。在双重欲望书写之间，读者的阅读期待和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对作品的评判，

使之得出倾向性的结论。如萨义德（Edward W. Said）认为小说有“严重的西方帝国主义的

幻觉”（《文化与帝国主义》 12），而拉贾（Massod Raja）指出奈保尔像世界主义者一般，为

读者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被湮没人民的内部视角”（235）。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十分精确地表述了此类“奈保尔谬误”［1］，指出奈保尔“有关第三世界历史的看

法既令人兴奋又让人愤怒，一如他对后殖民社会生活世界细致、尖锐、令人惊异的洞见一样。

人们也许很容易对前者进行谴责却对后者加以赞赏”（“Adagio” 373）。为解开“奈保尔谬误”

之谜，本文以巴巴的“双重视界（double vision）［2］”理论对《河湾》中的叙事者进行观照，

重新审视奈保尔的后殖民书写，以期还原文学文本所包含的复杂意蕴。

一、帝国的幽灵：殖民主义的在场

小说叙述者萨林姆同作家本人一样具备多重文化身份背景。他生于穆斯林家庭，随着

祖先从印度的西北部移居到人种混杂的非洲东海岸，从小接受英国殖民地的英式教育。移

民身份使他从未完全归属于任何一方文化，由此萨林姆获得了“从熟悉的情景中跳脱出来，

从一定距离之外打量”［3］（15）的局外人视角，得以全面、客观地观察周遭环境。小说始于

萨林姆接手那扎努丁在河湾小镇处的杂货店，他意识到“新的历史潮流”即将到来，故而

在焦虑的啮噬中逃离非洲东海岸，前往内陆腹地。此时，小镇所属的国家在“第二次反叛”

中脱离了殖民统治取得独立，但在意识形态层面仍无法摆脱西方文化的规训。在《东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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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lism）中，萨义德明确地指出，东方的建构基于二元对立的等级制结构。在此结构中，

西方被视为文明、进步、理性的化身，而东方则与之相反，是野蛮、堕落、非理性的代表。

因此，被建构的被殖民者处于“他者”的绝对劣势地位，“它们给人的印象是重复和力量［……］

在对所有这些功能进行描述时，经常只需使用一个简单的系词：是”（92-93），盲目认同西

方主导话语。这种“文化的暴力”既为西方殖民统治的道德合法化作无罪辩护，又潜移默

化地渗透到殖民地的观念、信仰和制度中，成为非洲被殖民者心底的“集体无意识”。在《河

湾》中，叙述者萨林姆对西方文化所持有的推崇与抵制并存的微妙态度便是这种悖论的一

种戏剧性呈现。

萨林姆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在初始状态就表现出时间和空间上的断裂。他所了解到

的关于自己的历史及印度洋的历史“都是从欧洲人写的书上了解到的”（12），因此西方的

评价方式成为他唯一能够诉诸的话语体系。尽管萨林姆敏锐地察觉到欧洲人殖民扩张行径

的罪恶，指出“欧洲人和其他人一样想要黄金和奴隶，同时又要给自己脸上贴金，说自己

给奴隶带来了好处”（17）的虚伪性。但是，在僵化的层级秩序和权力体系中，萨林姆也不

可避免地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在谈及科学杂志上的新发明时，他下意识地把发明者“他

们”等同于“白人”，并将之视为“公正的，高高在上，端坐云端，如同造福的神明”（44），

期许得到西方进步使者的赐福。帝国主义幽灵般的在场，不断模糊着萨林姆的自我定位。

他发现自己“在非洲已经无足轻重，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17），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他者，

由此陷入文化身份无所皈依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既是萨林姆对被殖民的他者生存现状的

一种指认，也随之成为他反思殖民主义的一个起点和契机。

在巴巴看来，自我中的他者是身份“移动的边界”，是身份中的差异化力量。巴巴借助

拉康的镜像理论阐释了主体建构的过程，“如同镜子阶段，类型的‘完整性’——它作为同

一性的形象——总是被缺失所威胁”（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10）。主体通过不断对他者进

行想象性认同重申身份的圆满性，但因为不断从一个能指滑向另一个能指，无法将身份固定

下来。由此，笛卡儿以降的西方传统哲学所认同的、作为二元统一的主体被破坏，主体既不

由“思”确认，也不由“在”决定，而成为与他者混杂的不稳定产物。换言之，殖民者主体

身份的构成，无法脱离作为他者的被殖民者的存在。宗主国在与殖民地文化接触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产生由差异造成的矛盾性，他者为既欲望又憎恶的客体。在话语实践上，殖民者

与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构成了文化的杂交（hybridity）。巴巴认为他者这个客

体的被动状态可以被翻转，能够在主客体之间这种不稳定的、矛盾的、论辩式的关系中，驳

诘殖民话语的权威，生发出反殖民话语的可能性。

“第二次叛乱”中，“大人物”依靠白人军队平息了武士部落的叛乱，开启大刀阔斧的现

代化建设，试图通过效仿欧洲在新领地上“创造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奇迹”（104）。但是，小

说中内陆小镇所建构的“新非洲”是西方文化的仿制品，这一模仿未能实现对后者的原貌复

制，而变成了一种“面目全非的拷贝”。新总统在小镇的废墟上投入大量金钱，建立起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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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式新城。这里有着巨大的水泥天窗、高耸的水泥大楼、五彩的玻璃、仿天鹅绒椅套的椅子，

但萨林姆却只看到了“失败和屈辱”，“发现其设计是如何粗劣，其家具是如何花哨”（105）。

萨林姆对总统演讲情况的转述，更是生动展现了从高贵的殖民主义想象到低级模仿的闹剧性

转向，书中写道“他模仿皇族礼仪和戴高乐的风度，而在演讲的时候，他又把自己混同于最

下层的人”（218）。通过萨林姆的反思可以看到，一则“模拟在它的面具后面没有隐藏什么

存在或者身份”（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26），总统想用非洲土语赢得人民欢心，但

其思想和事业却避开了真正的非洲；二则西方权威话语被挪用、篡改，一种被视为低劣的话

语通过模拟策略进入主流话语。模拟的结果，即文化混杂的形态，使得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边

界被修正，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身份之间稳定的二元结构被弱化。

这种文化混杂性使得萨林姆对殖民身份幻觉不停进行重估，但此时他对西方殖民主义

神话仍心存侥幸，把新领地的失败更多地归咎于“大人物”失败的模拟策略及其独裁统治。

在总统发表“猴子演讲”后，不满的青年卫队发动了更为血腥的暴力活动，力图推翻“黑皮肤，

白面具”下的傀儡政权。萨林姆借由舒芭有关“换皮肤”的呓语，抒发了彼时小镇上移民

愈发狭隘的生存空间给他带来的身份焦虑。于是，他第一次逃离了河湾处的小镇，前往伦

敦，渴望得到西方文化的庇佑。但是，他发现飞机把他带到了“一个陌生的欧洲，不同于

我从小就熟悉的欧洲”（243）。眼见之处不是那个伟大、繁荣、庄严的欧洲，而是猥琐、庸

俗、拒人千里之外的平凡之城。这里有无数人造的、毫无生气的城市景观，与非洲类似的

商贸关系，大量来自世界各地设法挤进伦敦的人，他们为了工作而工作，如同剧院里的木

偶。萨林姆发觉，不论“用伦敦比照非洲，或是用非洲来比照伦敦，结果二者都虚幻化了”

（255），欧洲高于非洲的优越性在此消失殆尽。他者的审视之中“呈现了对歧视和统治的一

切地点的必要变形和移置，扰乱了殖民权力的模仿或自恋需求［……］这种颠覆策略将受

歧视者的凝视投回了权利之眼”（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59-60）。回视之中的殖民

者形象只剩下扭曲、空心的躯壳，此时萨林姆已意识到西方主体是由他者建构起来，是“人

造”的虚幻景观，“西方至上”的、等级制的优越意识形态不攻自破。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到新兴独立的非洲国家仍无法摆脱殖民帝国幽灵般的存在。作为

移民的萨林姆，对西方殖民主义持有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态度。他虽然意识到殖民主义对殖民

地的压迫与规训，却难以摆脱帝国权力秩序掩盖下“进步”“文明”“现代性”的主人道德迷

惑。大人物宰治之下所建设的新领地，成为西方帝国文化与非洲民族文化混杂的四不像产物。

这使得萨林姆深刻地意识到作为文化他者的非洲缺乏内在的力量源泉，不可能通过模拟策略

置换主客体地位，实现如同西方一般的现代性进步。与此同时，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神

话，需要通过他者的存在作自我确认，而大人物与新领地的拙劣模仿借助否弃，干扰了权威的、

纯粹的、原初身份的歧视性认同。在新领地的混杂效应中，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弱化，

待萨林姆逃离到伦敦后，这种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和脆弱性逐渐明晰。萨林姆发觉帝国主义的

优越性只是一场幻觉，建构于话语和权力场域之上，不存在于真实的物理空间之中，由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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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身份的同一性和神圣性完全被消解。萨林姆从一开始无意识地推崇与抵抗西方殖民主

义到有意识地打破意识形态神话的转变，也体现出移民不断进行文化商讨和交流的努力，对

打破单一的生活模式和狭隘的思维模式的尝试。

二、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抵抗

如前所述，英殖民帝国虽然在地理空间上撤离了殖民地，但仍以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在

场方式影响着非洲国家，大大地削弱了后者作为民族国家的活力与神圣主权。《河湾》第一

部分“第二次反叛”的内战状态以极其真实的笔触书写了非洲民族对于“消除人们对入侵

者的记忆”（26）的渴望，但不顾后果的破坏欲望使得被殖民地沦为“一个已经消失的文

明留下的遗址”（26）。文明的消失暗示着非洲民族的历史叙事已然断裂，正如霍尔（Stuart 

Hall）所言：“过去已不再是简单的、实际的‘过去’，因为我们与它的关系，就好像孩子之

于母亲的关系一样，总是已经是‘破裂之后的’关系，它总是由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

建构的。”（罗钢、刘象愚 212）巴巴在其编著的《民族与叙事》（Nation and Narration）中，

从“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tes）［4］论述出发，说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成”（coming 

into being）性质的意义，认为“‘构成’作为一种文化意义表征系统，作为社会生活的再现

而非社会政体的律令，极具不稳定性”（2）。在《河湾》中，这种不稳定性表现为非洲民族

国家在重建过程中所涉及的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矛盾的两个领域，其一为追溯本真的内在领

域，其二为追求现代性的外在领域。

小说的第二部分“新领地”是民族国家重塑的集中写照。于外在领域，总统试图通过

模拟策略仿照欧洲推进现代化建设（前文已通过论述其策略的失败，暗示了追求现代性的

外在领域不可能实现）。于内在领域，总统希望通过回归传统，形塑“一个要找回自己非洲

灵魂的非洲人”（144）形象。“大人物”将非洲民族主义想象建立在随处可见的总统肖像

和总统语录，充斥全国的非洲圣母像雕塑和庙宇，象征传统与权威的豹皮酋长帽与权杖等

现实事物之中。他企图让一切“都在服务于一个更宏大的计划”（219），用权势和荣耀建构

本质的、同一的非洲民族。在小说第三部分“大人物”之中，越印越大的穿着非洲服装的

总统像十分生动地展现出总统向内转向的行为逐渐极端化，形成了巴巴所谓的训导式知识

（pedagogical knowledge）和连续式民族叙事（continuist national narrative）。在该范畴之下，

非洲民族被本质化并被构想为一种单一类型，从而错失了“人们所居住的神秘的、不稳定

的所在空间”（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  303），即忽视了非洲真实的民族状况和民族历史。

小说中，萨林姆在此类宏大叙事之下，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幻觉，觉得自己能够超脱于生活

中真实的一切——河湾小镇中“山一样的垃圾堆，破败的公路，狡猾的官员，破败的城镇，

每天从丛林里来的无所事事、无以果腹的村民、醉汉，动辄发生的谋杀”，而远在首都的总

统及围绕在他周围的权力、生活成为“这个国家的现实和本质之所在”（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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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到，“大人物”宰治之下的非洲是属于话语和思想的非洲，其“民族意识不

过是一个粗糙、空洞而脆弱的壳”（法农 97），并不是真实的非洲。《河湾》极具讽刺性地

揭示了这种民族叙事的脆弱性。小说中“青年卫队”本是新总统倾力培养、享受津贴福利

的军队组织，他们曾不遗余力地宣扬总统权势，组织儿童行军活动，要求“孩子们一边走

一边举着总统的小册子，还要喊总统的名字”（207）。但在卫队“风纪巡逻”引发民愤之后，

总统随即宣布将其解散，并命其回到丛林之中学习猴子的智慧。在“青年卫队”威风扫地

之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撕碎“大人物”民族主义伪面具的义勇军，高呼着“祖先的呐喊”

发起暴力血腥行动，践行着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这使得萨林姆看到了民族主义想象内部

的裂缝，并开始质疑非洲民族通过回溯“民族之过去”的真实性和可行性。

小说的第四部分为“战斗”，与第一部分“第二次反叛”形成了一种呼应，河湾处的小

镇最终达成了一种“从混乱走向混乱”的闭环式发展，萨林姆也摆脱不了“从逃离再到逃

离”的循环式宿命。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在小说的不同阶段分化为两种截然相反的面貌：

民族主义在反抗帝国争取独立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殖民地独立建国后却成

为一种值得警惕的意识形态迷雾。根据萨义德的看法，民族主义在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的

思维方式上与殖民主义完全一致，如果在独立之后仍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无异于重复殖

民主义的结构（《文化与帝国主义》 317）。小说中，总统对“非非洲人”的压迫便是民族主

义殖民化的一种具象表达。最终，总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激进化政策”，剥夺了所有“外

国人”的一切，将其收归国有，正如巴巴预言的那样：“民族主义抱负将文明的价值转变为

种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社群感被公社制的危机所取代。”（Copjec 202）顷刻间，萨林姆丧失

了财产权，沦为“下等”，一向遵纪守法的他也不得不从事非法的黄金和象牙生意以赚取钱财。

由于仆人墨迪的举报，萨林姆锒铛入狱。在监狱里，他目睹了一种共存于犯人和看守之中

的狂热，这些人“除了对自身属性的了解，他们一无所有”（286）。这种对“非洲性”强调

构成一种民族身份的本质主义，否定了文化混杂的客观实在，也驱逐了所有异质性。在此

意义上，萨林姆的“逃离”是一种必然，构成了后殖民文学的一种特定立场。

萨林姆的“逃离”是一种“离家”（unhomed）立场的转化。所谓“离家”，不同于“无

家可归”（homeless），也非反对“家”的概念，而是强调一种不以某种特定文化为归宿，处

于文化边缘和疏离状态的处境。该状态指向是一种政治想法，如同后殖民主义本身，它首

先提供的不是解决方法而是挑战，是对“中心”发起的一次声讨。如前所述，新近独立的

非洲国家，既想回归传统，又欲追求现代化，内外领域的割裂呈现出一种“既不是欧洲也

不是非洲”（145）的独特景观。为取得统治的合法性，总统通过非洲民族“想象的共同体”

书写创建全新的民族叙事，但该叙事缺乏强大的经济认同基础和有效的文化认同前提，最

终沦为“大人物”个人的专制统治工具，成为褊狭的、同一的、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帮凶。

萨林姆的“离家”状态呈现出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放逐，是移民“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3）

处境的真实书写，也是对本质主义的逆反。通过萨林姆的多次逃离，欧洲与非洲文化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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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被重新观照、反思，主导性压迫话语在移民者的双重视角下失去其神话色彩，一切以纯

粹性、整体性、原初性为主导价值的文化霸权被消解。

三、解构之后：本土世界主义的展望

萨林姆的叙述在殖民帝国叙事与民族国家叙事之间展开、推进，后殖民主体的欲望、焦虑、

遗憾、失望等复杂情绪投射到河湾小镇这个叙事客体之上，构成了一种含混、矛盾的主题思

想。回到“奈保尔谬误”本身，其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河湾》中这种对非洲后殖民国家情状

的负面书写是否传递了作家某种特定的政治立场。无可置疑的是，小说的确呈现出了非洲后

殖民社会的某种“真相”。1979 年出版的《河湾》是虚构于历史之上的真实，其故事取材于

19 世纪 6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蒙博托当政时期的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历史。在蒙

博托的独裁统治之下，刚果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动乱，国家内外交困，杀戮横行，民不聊生。

赵毅衡先生指出，现实事实上沿着这本书走得更远，“蒙博托的统治，比奈保尔预料的要长，

但是至少几十万人死于刚果的内乱，政变与暗杀，余波延续至今未息”（赵毅衡）。因此，这

种负面书写与其说是作家刻意的抹黑，毋宁视其为一种“逼真”的文学呈现。

可见，现实层面的意义赋予了《河湾》的叙事一定程度的真实感和历史感。与此同时，

在文学隐喻层面，奈保尔以河湾处的小镇命运为切口，影射第三世界国家在西方殖民秩序的

崩溃后所面临的政治困境，并关注到全球化语境之中“新殖民主义”的变体。目前的世界格

局中，存在着一种类同于殖民时期、极具迷惑性的全球世界主义（global cosmopolitan）。它“建

立在进步观基础之上的特权，它同新自由主义的统治方式和自由市场竞争力形成共谋［……］

此类全球化世界主义乐于看到一个多元文化［5］共存和边缘民族共存的世界，只要这些人都

为都市社会创造不错的利润率”（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xiv）。《河湾》以极其真实

的笔触描绘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如此世界格局之下的艰难处境，书中写道：“资金的外流是全

球性现象。大家把世界搜刮得干干净净，就好像非洲人把自己的院子刮干净一样，然后，他

们想离开挣足了钱的可怕地方，想找个舒适、太平的国家［……］你不要以为大家只是在逃

避非洲。”（248-49）原初形式的殖民主义看似在殖民地实现独立和解放后销声匿迹，但世界

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边缘地区制造诸多不平等。难逃桎梏的不只是非洲，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深受其害。奈保尔由小见大、见微知著，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所面

临的诸多空间，对“新殖民主义”结构性压迫进行揭示和预警。

《河湾》由此成为现代与传统、纪实与虚构、政治与艺术的一次交锋，体现出一种文化

的焦虑。这种焦虑植根于后殖民文化境遇，触及第三世界国家去殖民化政治变迁的多元危机。

奈保尔对非洲国家困境过于直白和诚实的描写，无疑挑动了学界敏感的神经。回到文学本身，

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对后殖民社会境况的“逼真”摹写及对焦虑背后内在原因的

追问，并试图将长期以来受到忽视、歧视的边缘群体推至文学实践和学术研究前沿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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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奈保尔设置少数族萨林姆的叙述视角来展现后殖民之思，存在着深远的文

学意义。

其一，《河湾》将后殖民议题聚焦于萨林姆的有限视域和虚构的文学语境之中，作家

本人得以隐身。奈保尔认为：“只试图记录的艺术家，无论是出于政治还是人道主义考虑，

都是部分地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他变成了一个参与者，一个隐姓埋名之人。”（“Violence in 

Art” 107）奈保尔有意在个人与叙述者、事实与文本之间创设距离，以便其作品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摆脱外在的意识形态束缚，呈现出自由、真实的艺术表达。其二，类同于奈保尔本人，

叙述者萨林姆具备混杂的文化身份，拥有移民“最真的眼睛”，能够通过“双重视界”审视

后殖民议题。正是由于频繁位移、文化无根的现状，位于少数、边缘、弱势地位的萨林姆

能够免于任何一方宏大叙事的俘获，生发出一种审慎的伦理距离，对民族国家和殖民帝国

两种叙事惯例和社会政治机制始终保持疏离与警惕。其三，奈保尔在肯定少数派的眼光之

时，也揭示了少数派的困境，这本身也是后殖民文学的重要关切。后殖民主义是用从下至上，

而非从上至下的视角来感知世界的。其本身与社会的下层阶级及边缘群体紧紧联系在一起，

它要求赋予贫困者、无依者和社会地位低下者更多的权利、宽容、差异，在民主和平等的

框架内确立少数民族、移民、女性的权利。以萨林姆之视域观其本身，《河湾》所含意蕴就

远不限于民族国家和殖民帝国的单一视角，而具备更宽广、开放、绵长的意蕴。

这种特殊视域具备一种巴巴意义上的“本土世界主义”（vernacular cosmopolitan）倾向，

其意在用“少数派的眼光来衡量全球发展［……］强调人人有权保持‘平等的个性’，而不

是‘二元经济’下的多元”（The Location of Culture xvii）。它所强调的不是对文化群体原初

身份的认同，而更多地在于伦理选择和政治实践。这种观念与作家奈保尔本人的理念不谋

而合，他坦言道：“特立尼达人是世界主义者［……］他们是人道主义者，只会以智慧和风

格的标准来评判他人。”（Naipaul, The Middle Passage 77）具体到小说之中，可以看到，随

着萨林姆不断发出声音、做出伦理判断，不同维度的事实在小说中不断被呈现出来。信奉“各

族融合，团结合一”的惠斯曼神父，实质上回归殖民主义统治的主张者，“他对文明的想法

和他的虚荣相似”（84）；总统的白人亲信雷蒙德、耶苇特夫妇对非洲的建设高谈阔论，实

际上对真正的非洲并没有什么认识和感受，是空有其表的政治投机分子；接受伦敦高等教

育的因达尔，推崇践踏非洲过往去西方追求新生活，最终沦为拜物教的忠实信徒。对于萨

林姆是否做到了客观公正的评判，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就文本而论，小说随着萨林姆视域

的变动、观点的流动，呈现出复杂、多维、平等、开放的思想与观照，创建了更广阔的阐

释和批评空间。

由此，可以看到“奈保尔谬误”表现出人们对后殖民文学中的叙事话语、政治立场给

予特别关注，但此类关注容易简化和失真，忽视作家、作品、世界之间存在着复杂、立体、

多元、有机的关联。尤其是在民族、文化、人种极度混杂的后现代社会，文化表征系统和

意义系统逐渐多元化。世界文学殿堂之中不应只有“伟大的传统”，也应该注意到那些“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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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争议性的、边缘性的和底层视角的阅读方式”（Bernheimer 44）。这需要读者以超脱的态

度和批判性的眼光，与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陌生世界或者他者文化进行接洽。如巴巴所言，

要“像理解翻译一样去理解这个世界”（生安锋 57）。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片罅

隙空间，“它既反对一种回归原初性的‘本质主义’的自我意识，也反对放任于一种‘过程’

中的无尽分裂的主体”（Chambers 204）。这需要我们以“最真的眼睛”去做出人道主义的

文化选择、道德判断和政治实践，在混杂、居间的空间里，伸张一种平等、自由、公正、

协商的本土世界主义。

结合后殖民社会政治斗争与发展危机的现实语境，奈保尔在《河湾》中对第三世界国

家政治图景、文化景观细致、尖锐的描摹，对后殖民议题多维、辩证的思辨，无疑增添了

文本解读的复杂性和开放性。艺术和政治的焦虑汇集于“奈保尔谬误”之上，不可避免地

形成文学评介间显著的个体差异。需要看到的是，这种差异的背后都或隐或显地指向一种

消除霸权、寻求解放的后殖民观照。在这个意义上，奈保尔将小说叙述权交付给那些移位的、

流散的、文化上无家可归的少数族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对霸权话语的修正，对

主导意义的重塑。小说借助叙事者萨林姆的“双重视界”的边缘视角，客观审视非洲去殖

民化运动中殖民帝国与民族国家双重欲望的交错，展现出一种审慎的文学伦理距离。就具

体的后殖民书写而言，小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之上，也没有将后殖民文学

带回到民族主义抵抗的老路上，而是持非本质主义的态度，强调混杂的处境，寓反抗于挪

用之中。其中所蕴含的跳出二元模式，在多元共存与互补中消除文化霸权、实现世界大同

的思想，展现出一种本土世界主义的关怀。这既是政治的关怀，也是文学的关怀。

注释［Notes］

［1］在阿皮亚关于“奈保尔谬误”的示例中，他反对将非洲嵌入到欧洲文化之中以使之产生意义的行为，认

为不应该以欧洲批评理论视角来审视非洲文本。他提出“非洲小说不需要辩护，而是需要被阅读”，见

Anthony Appiah, “Strictures on Structures: The Prospects for a Structualist Poetics of African Fiction.” Black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Routledge, 2017, pp. 16-17。

［2］巴巴认为：“最真的眼睛或许属于移民的双重视界。”见氏著“Introduction.” Locations of Culture, Routledge, 
2004, pp. 7-8。生安锋指出：“这种双重视界突破了主流社会用单一眼光看待事物的霸道方式，而是既看到

殖民者的强权霸道又看到其内在矛盾和外强中干之处，既看到被殖民者懦弱顺从备受欺凌又能发现其行动

和表述中的能动性，既看到主流文化中的逻辑悖谬和白人中心主义又看到边缘文化或者少数族裔文化中的

独特之处和矫正性优势，既关注全球化语境下社会和谐发展的大势又能关注到当下后现代社会中那些未被

正义和公平之光照亮的阴暗之处。”见氏著《后理论时代的后殖民诗学》，载《学术月刊》2022 年第 4 期，

第 155-63 页。

［3］本文对《河湾》的引用皆出自于方柏林译本（详见引用文献），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页码。

［4］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即它不是许多客观社会现实的集合，而是一种

被想象的创造物”。见氏著：《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5］巴巴区分了“文化多元性”（cultural diversity）与“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在他看来，“文化多元



053华雨晨  “奈保尔谬误”的再审视——以《河湾》中的后殖民书写为例 外国语言与文化

性”导向了身份的本质主义观念，会形成文化之间的相对性和“一种总体化之分割的激进修辞，它未受这

些文化的历史性定位的文本间性的玷污，安全地存在于一种单一的、集体性认同的神话般的记忆乌托邦主

义之中”，而文化差异要求确认文化混杂的事实，旨在把文化身份变成一个可以协商的、互动的、非压制

的建构过程。此处的“多元文化共存”指代的是“文化多元主义”的概念。见氏著：“The Commitment to 
Theory.” Locations of Culture. Routledge, 2004, pp.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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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福赛特（Jessie R. Fauset）被誉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助产士”。她在 1919 年

受杜波依斯（W.E.B. DuBois）的邀请成为《危机》（The Crisis）杂志的主编后，提携了一

批黑人年轻作家。这些作家使黑人文学得到美国主流出版社的承认，带来了美国黑人文学

的繁荣。但福赛特本人却被学界视为哈莱姆文艺复兴中其他作家的“脚注”，她的小说被不

少学者误读为“忠于中产阶级上层价值观和礼仪观”（Ammons 213）的“客厅小说”（Popp 

131）。事实上，她一直倡导利用文学作品跨越现实生活的时空边界，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

与政治功能，其作品绝非维多利亚式的感伤小说。

1922 年，她曾写信提携初出茅庐的黑人作家图默（Jean Toomer），信中说：“你有个性

又不受外表的限制。为什么不试着在大城市的报纸行业闯一闯呢？”（Pfeiffer 79）而在她的

小说《葡萄干面包》（Plum Bun）中，她让主人公安吉拉成为“文本世界的吉恩·图默”，

凭借自己的浅肤色，前往纽约城闯荡。图默和安吉拉都是越界者。“越界”（transgression）

一词来自希腊语，意为“公然犯罪”，是对已知法律思想的故意违反（Burdette 213）。其

实，黑白混血儿（mulatto）对种族界限的跨越是美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1947 年，黑人

活动家怀特（Walter White）曾说：“每年约有 12000 个浅肤色的黑人消失。这种情况无法解

释为死亡或移民。在美国 1400 万依稀可辨的黑人中，几乎每一个黑人都知道至少有一个黑

人冒充白人的故事。”（转引自Singh 93）这在美国非裔文学中形成了一种文类：“越界小说”

（passing novel）。然而，无论是现实的图默还是文本中的安吉拉，他们都经历了种族越界者

的认同困境，这也引出了福赛特对族裔问题的核心疑问：界限的完全消解是否真的有助于

自我的发展？肤色是非裔身份认同的唯一要素吗？

本文将循着安吉拉的越界体验，从种族、性别、身份三个层次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临时性的种族越界给了安吉拉抹去黑人性后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的错觉，由此触发了她

的终身性种族越界。但实际上，界限内外并非“黑白分明”，种族与性别、其他社会问题纠

结在一起。通过与白人男友的交往，安吉拉摆脱了天真，上升到了性别认知的新境界。进而，

她否定了越界是“拒绝前者、肯定后者”的二元选择，认识到她是个黑人，同时又是人类

文化与情感共同体的一分子，从而建构了跨国旅居背景下的世界公民身份。而对于作家福

赛特，她正是通过书写安吉拉复杂的越界体验，关照了 20 世纪 20 年代现实社会的黑人身

份焦虑，展现了其作品中的政治与社会价值。

一、种族界限的“消失”

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曾指出：“20 世纪的问题是白

人与有色人种间的界限问题——是亚洲和非洲、美洲和海外各岛上的肤色较黑与较浅的人

种之间的关系问题。”（15）尽管美国国会于 1868 年批准生效的《第十四条修正案》（Fourtee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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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明确规定了美国有色人种和白人平等的公民权

（Kelly and Harbinson 26-27）。但是，法律的存在并没有使美国“黑白分明”的社会图景得

以消解。1896 年，普莱西告弗格森（Plessy v. Ferguson）一案正式将“种族隔离”提升到

了法律层面。《葡萄干面包》就刻画了这样的社会图景——老穆里无法进入白人医院、汉森

被拒绝进入白人剧院、妹妹金妮被要求乘坐黑人车厢。但是，安吉拉母女的“奶油色的皮

肤、蓬松柔软的栗色头发”（Fauset, Plum Bun  14），为她们进入白人社群提供了便利，使得

种族颜色线被消解。但母亲马蒂和安吉拉的越界体验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意义。马蒂并不渴

望种族界限的消失，她视越界为一种“游戏”，是对荒谬的颜色线的嘲讽；而安吉拉渴望永

久地单向驶入，使叠加在自己身上的种族界限消失，但她还未意识到界限是构成自我的要素，

使个体性得以存在。

第一章以“家”为题，故事发生的地理场景是费城（Philadelphia）。朱尼厄斯和马蒂靠

辛勤劳动买下了一幢三层的房子，在费城过着小中产阶级的生活。朱尼厄斯还拥有一辆二

手福特汽车（52）。他年轻时曾替一位白人女演员驾车，从马车夫到汽车所有者，这辆汽车

象征着黑人家庭对美国梦的追求，是外来民族美国化的重要载体。费城这个与美国民主和

革命紧密相连的地方，为老一辈非裔美国人实现美国梦提供了可能。然而，在安吉拉看来，

欧泊街并不如它的名字那般，一排破旧的小房子挤在一条不起眼的小道上，现代性已经驱

散了革命与进步的传统。尽管没有像美国南部那样将“种族隔离”明文公示，但在中东部

的宾夕法尼亚，“黑白分明”的种族界限已经刻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中。 

马蒂很享受在颜色线之间来回穿梭的快感，以此来讥讽人为设定的社会规范的荒谬性。

小说中，她时常在商业区漫步，溜达着观看高档的橱窗。她喜欢“漂亮服装”、喜欢欣赏“时

尚的人群”（15）。这些行为全部来源于她内心对流动难以抑制的本能。她一路从彻斯特奈

特的第十五街逛到第九街，在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酒店喝茶，穿过沃纳梅克百货商店。费

城“黑白分明”最严重的地方并非在南部。相反，由于黑人移民的大量涌入，南方提供的

岗位有限，他们其中的大多数只能继续向西北部移居。费城政府在西北部按照“红线评估图”

（redline）制定了严格的种族划分政策（Hillier 137），这片区域几乎都是仅供白人居住的社

区，没有黑人可以居住的红色“危险”区。小说中，福赛特将马蒂置于费城西北部的彻斯

特奈特大街，体现出对种族界限的无声反抗。戴蒙德（Justine Dymond）将福赛特与伍尔夫

（Virginia Woolf）、斯泰因（Gertrude Stein）并置，探索她们在语言上的共鸣，以展示她们

对现代主义的共同贡献（vi）。作为女性漫游者（flâneuse）的马蒂比达洛维夫人的身份元素

更为复杂，她的出现不仅使“传统的、男性的、贵族化的”公共空间被“现代的、女性的、

时尚的”元素所渗透（尹星 102），还突破了种族的界限，赋予了福赛特作品更多的社会与

政治价值。

然而，马蒂并不渴望融入这些时尚的白人女性与他们的社群中。她自知跨越界限不是

以消解为目的，她视自己在种族界限间的来回穿梭为一种“游戏”（Foucault 34）、一种对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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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之处的呈现。“僭越违抗秩序的目的并不是摧毁秩序或脱离秩序，而是在反对秩序的同时，

和秩序一起展开一场具有色情意味的游戏。如果僭越给律法带来了破坏，其方式绝非对律法

的摒弃，而是使律法变得可见、变得毫无遮掩”（Sabot 115）。人们潜意识中的种族界限似乎

被正常化了，而通过马蒂的越界游戏，这种界限的荒谬得以显现。当马蒂一个人在高档餐厅

的正厅吃午饭时，她觉得很有趣，因为黑人是不允许进入餐厅正厅就餐的，白人有权谩骂并

让黑人离开，就如后文的罗杰一样。但是，当和朱尼厄斯或任何黑人朋友一起就餐时，她是

第一个要求坐在阳台或走廊上的；她偶尔坐在正厅里面，仅仅是出于恶作剧，对一项愚蠢且

不公正的法规的嗤之以鼻（Fauset, Plum Bun  15）。马蒂的越界体验是对白人“秩序”的扰乱

与质疑，她并非真正想拥有白人在高档餐厅中的特权，只是想通过这种戏谑证明黑人坐在正

厅中就餐可以与白人一样表现出优雅的教养与礼仪，并非如白人想象中的野蛮他者。

两个女儿出生后，马蒂的越界游戏由一人变成了两人。但与马蒂不同，安吉拉却对种

族界限的消解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她没有像母亲一样大方地与黑人朋友同行以揭示法律

的荒谬性，而是选择掩盖自己的种族真相。她认为所有的快乐都是属于白人的，她渴望成

为白人并永久地进入白人社群。她的浅色皮肤是意外所得，更是一种消解种族界限的机遇，

她对深色皮肤的金妮说道：

我想了又想。我真的在脑海里考虑了很久，但昨晚它似乎在我的意识中脱颖

而出。我何必要跟我最渴望的一切保持距离呢，——聪明人、艺术家、旅行还有

其他很多事情，这些东西看似适合每个人，但据我所知，只有白人才能得到。我

的意思是奖学金、专项资金、赞助。哦，金妮，你不懂，我不认为你能理解我想

看到和知道的事情。你不像我。（78）

这种对界限的错误认识造成了安吉拉主体性的丧失与错位。在经历了马修被拒绝进入

白人剧院、谢尔兹先生因为她的黑人身份不再认可她的天赋后，安吉拉错误地认为只要她

能抛弃黑人身份，成为白人，梦想就能实现。此时的她，还未能理解母亲的话：她的全部

幸福都来源于自己的家庭和黑人丈夫。越界不是用一个来否定另一个（Foucault 35），而是

通过越界体验，确认不同的存在，实现对自我的进一步发现与探索。但小说中，安吉拉的

行为却以永恒地单向驶入为目的，企图消除种族界限，永久地变为白人，这一行为否认了

自身的血统与主体性，被白色面纱蒙蔽的安吉拉势必会落入陷阱。

二、性别认知界限的重构

福赛特利用童谣“去市场，去市场，去买一个葡萄干面包；回家，回家，市场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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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故事的潜在叙事结构。这一叙事结构不仅对应了安吉拉在纽约“逛白人市场”的越界

体验，更通过“葡萄干面包”这一暗喻指代的变化点明了安吉拉在经验反思中认知界限的

重构。福柯认为越界行为只有暂时有效性，“越界与限制之间的关系并非黑与白、合法与违

法、表与里、建筑物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那样分明”（35）。当界限被逾越后，新的界限会

出现在越界者面前。越界者要保持自觉的界限意识，因为“一切由界限，或危险，或不可

容忍的行为构成的［……］这些看来是外在的东西，恰恰可能暗示着我们的自我”（Foucault 

541）。在小说中，安吉拉到达纽约后，看似“界限被逾越了”，一切由种族界限造成的问题

消解了，但新的危险和挑战迫使她建立自己的界限意识。在反思越界失效的同时，安吉拉

也在性别与情感的认知界限中重构了自我。

初到纽约，福赛特把安吉拉比喻成一位冒险家，航行到一片陌生的海域。小说中将第

五大道比喻成一个峡谷，将第十四街比喻成一条河流（Fauset, Plum Bun 87），将她第一次

上课的场景描述为“一个带着男孩气的海上偷渡者［……］对未知事物充满了活力”（93）。

她相信自己凭借白皙的肌肤，不久就能交到朋友，并开始受邀参加聚会。在玛莎的聚会上，

她遇到了罗杰。在接到罗杰的首次私人邀请后，她精心挑选了一件红色裙子去赴约，以此

来衬托她肤色的白皙（123）。“红裙子”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安吉拉在第二次赴约时

特意换下新买的绿衣服，又换上了红裙子。在此，福赛特暗示了圣经《启示录》（17: 4）中

的红衣巴比伦妓女，预示着安吉拉的失贞。安吉拉从波莱特口中得知罗杰的家产不菲，因

此幻想能嫁给这样一位公子哥。即便罗杰曾在餐厅里称黑人为“浣熊”，表现出极端的种族

主义观念（134），安吉拉仍旧极力掩饰自己的种族秘密，甘愿成为罗杰男性霸权的附属品。

此时，这位寻找“葡萄干面包”的女冒险家，成了被男人追逐的“面包”，丧失了流动赋予

的主体性。与初到纽约的活力与流动相比，“生活不知怎的停滞不前了；那种高度的冒险精

神早已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顺从的感觉，没有丝毫的保障，也没有永恒的慰藉”（25）。

为了能和罗杰维系关系，安吉拉甚至在火车站以认错人为借口，与金妮断绝关系。不少批

评家都将安吉拉的越界视为一个陷阱、一种新的奴役，使其陷入精神的牢笼之中（Harrell 

188）。

绘画班的白人同窗波莱特和玛莎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出现的“新女性”的典型代表，

她们跨越了传统的性别界限。女性不再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内天使”，她们有权表达个性，

追求自由，甚至炫耀自己的性吸引力。波莱特有很多风流韵事，而传统的社会标准把女人

视为没有欲望的性对象。在与安吉拉讨论罗杰时，波莱特表达出自己对传统性别观的不满：

“我不在乎一个男人不能娶我；但是如果他觉得我配不上他，我就不会原谅他。任何一个女

人都胜过最好的男人。”她越说越兴奋，脸上流露出强烈、炽热的表情（Fauset, Plum Bun 

131）。像波莱特一样，玛莎反对婚姻为女性设定的固定剧本，认为其“缺乏自发性。（在一

段关系中），她要施与，但并无施与的义务，那是她自己的选择，而非她本应如此”（198）。

但是，在白人女性的经验下，安吉拉并没有如愿以偿。她不仅失去了处子之身，还不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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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了罗杰的情人。而在他们有了性关系之后，罗杰对安吉拉逐渐失去了兴趣。当安吉拉

往他家里打电话时，他勃然大怒：“我不能让女人整天往我家里打电话，这会让我在我仆人

的眼里显得怪怪的［……］当然我是这样做的。可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是男人。”（Fauset, 
Plum Bun  230）此时，安吉拉还未意识到“界限”存在的意义——保持界限就等于认同异质性，

异质性是划分自我与他人的准则，界限的消失导致了其主体性的虚无与沦丧。她未能拥有

一个完整的自我，在白人的世界里，她失去了自己的认知与判断。

“逛（白人）市集”的经历以悲剧收场后，安吉拉开始反思自己的越界失效。经验本质

上是对风险的克服。“积极意义上的经验要求一个人冒险进入不熟悉的领域，并且经历难

以捉摸的和不确定的情景。为了成为一个专家，一个人必须敢于面对新生事物”（Tuan 9）。

安吉拉在白人社群中的冒险使她认识到保持界限就是保持自我，确定与肯定界限本身的存

在可以丰富对界限内外的事物的认知。安吉拉不再把自己当成男人的女人，“她开始从另一

种角度来看男人。从 6 个男同事与她的逗趣中分辨他们的态度，她听着，笑着，权衡着他

们的爱慕，却一个也不接受”（Fauset, Plum Bun 247）。同时，她也认识到了婚姻本身的价值，

而不是“市场”价值。在遇见罗杰之前，她把婚姻当作是实现她理想生活的途径。“但是，

现在她把它看成是目的本身；对女人而言，这是一种必然的、最完美的、最自然的结果［……］

事实上，大多数女性必须能够像男性一样说，‘你是我的’而不只是‘我是你的’”（276）。

安吉拉认为，在婚姻中女性应和丈夫一样拥有主体性，就如托姆林森（Susan Tomlinson）所言，

婚姻是“所有女人一起建立的机制”，这个机制保证了她们的安全感与合法权益，“而不是

使女人成为女人的不可或缺的机制”（96）。而当罗杰再次出现，抛出婚姻的诱饵时，安吉

拉毅然拒绝了。此时，她的“葡萄干面包”已经变为艺术创作。戴蒙德的论文提到了《到

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的丽莉为了绘画事业，牺牲了婚姻和幸福。虽然受到了男权

社会的轻蔑，但她摆脱了“家中天使”的形象（65）。而她在论述福赛特的作品时，却忽略

了安吉拉的画家身份。其实，让安吉拉成为画家是与丽莉的情节互为映照的。这一特殊的

职业身份赋予了女性独立与自我，因为借助视觉表达，可以摆脱传统上受男性逻各斯中心

主义控制的语言表达，驶入对性别和情感认知的新境界。摆脱男性霸权话语的安吉拉，在

婚姻“市场”中也不再是猎物。小说结尾处，克罗斯将自己作为圣诞礼物，出现在安吉拉

住所的门口（Fauset, Plum Bun 382），更是对男女关系不平等的反写。

与此同时，安吉拉慢慢意识到性和种族同等重要，两者都作为压制黑人女性生活的因素。

“新女性”这一浪潮赋予了女性能动性，特别是性的能动性。但是在种族语境下，“新女性”

更倾向于“新白人女性”，黑人女性由于天生就被认为是“淫荡”的，因此本身就被排斥在

女性定义之外。安吉拉意识到了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之间的界限，开启了越界“游戏”，在

界限间来回穿梭，探索“界限的中心打开过的长开口”（Foucault 35）所带来的可能。她认

识到社会需要一种更加包容的新女性定义：黑人女性应被包括在内，她们也有权定义自己

的贞洁，而非被白人男性、白人女性、黑人男性随意标记。安吉拉在纽约的越界体验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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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帽的冒险，对界限的闯入使其受到了惩罚。但她在经验反思中，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性

别与情感界限，从天真抵达了经验，这恰巧对应了福柯提出的越界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安

吉拉的越界行为在否定边界的同时，又肯定了边界的存在。她意识到越界不是颠覆，而是

对外在身体特征可操演性的肯定与自我异质性的承认。在发现自我的螺旋上升中，她重构

了对婚姻和女性的认知。

三、身份界限的生成

福赛特本人曾在《混乱一片》（There Is Confusion）和《葡萄干面包》的创作期间旅居

法国，而国外旅行经历无疑影响了她在作品中对人物多重意识的塑造。在给友人斯宾加恩

（Joel Spingarn）的信中，她写道：“我（在法国）体验到了一些真正的世界主义的生活，这

是我在美国体会不到的。”（Wall 72）而在小说中，她在最后一部分安排安吉拉去法国学习

绘画，也让角色通过跨国旅行体会到了世界主义的生活。尽管“旅欧叙事”是美国作家常

用的叙事母题，然而福赛特的旅欧叙事并非对旧世界文化与精神遗产的找寻与继承。相反，

她是对非洲黑人祖先跨过大西洋来到新世界的被动旅行的逆写。由此，安吉拉摘下“面纱”，

拥抱了自己的黑人血统和文化。同时，越界的行为可以“开辟出一个新的空间或新的地带，

它没有起源，没有终点，而只是一个生成的过程，蕴含着众多可能性的一个开口”（陈永

国 126）。几乎与福赛特同时期，以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为首的“迷惘一代”美国作家，由

于战后欧洲物价降低、巴黎左岸的文化氛围、美国战后的禁酒令等原因，也都有旅欧经历，

使得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成为他们笔下时常出现的异国空间，而在此间的主

人公对异国的归属感也远大于其母国，形成了世界公民的身份。作为非裔女性的福赛特，

她的旅欧经历更为特殊，这些经历为她的角色打开了一个新空间，想象并赋予了美国非裔

女性在全球流散话语下的新的世界公民身份。

不妨先从黑人身份的认同感说起。福赛特先让安吉拉认同了“非洲性”。通过黑人知识

分子范·梅尔的演说，安吉拉看到了黑人性的另一面，第一次感到自己血管里的黑人血液

在沸腾，也为她后来在鲍威尔事件中选择公开自己的黑人身份作了铺垫。小说中，范·梅

尔“有着古铜色的皮肤，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Fauset, Plum Bun  219），“身上有一种奇

特的、引人注目的美［……］随意一瞥，都能让旁观者确信，他确实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是自己命运的船长”（220）。这种健美与坚定的形象消解了黑人滑稽可笑的负面刻板印象，

与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新黑人知识分子形象相契合。范·梅尔在演讲中强调了黑人对合

众国的贡献和其自身民族自豪感的两重性，恰恰对应了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它

使一个人感到自己的存在是双重的——是一个美国人，又是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

想彼此不能调和［……］在融合的过程中，他并不想丧失两个旧的自我中的任何一个”（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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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范·梅尔正是福赛特以好友杜波依斯为原型塑造的。此外，福赛特还以其他领域

有建树的黑人作为角色原型，譬如，鲍威尔是黑人女雕塑家萨维奇（Augusta Savage）；汉

森（Matthew Henson）则是最早到达北极顶点的黑人探险家的名字。这些都表达了福赛特

本人对黑人性的肯定：黑人血统并不是非裔美国人羞耻的因素，而是其存在的不可或缺的

条件；他们应该首先是黑人，而后才是美国人。在第五章“逛完回家”中，福赛特最终让

安吉拉摘掉了“面纱”，重新拥抱了自己的黑人身份。安吉拉和绘画班的同窗们申请了资助

去巴黎继续深造，鲍威尔却因黑人身份而被取消资助，安吉拉没有躲在白色皮肤的庇护下，

而是站出来，冷静地说：“我，也，是个黑人。”（Fauset, Plum Bun 338）

范·梅尔的演讲内容渗透着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即强调“非洲性”的美国公民身份。

实际上，杜波依斯的“非洲性”存在着一种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倾向。参照德国哲

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颇具精英倾向的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杜波

依斯在 1897 年《种族的保护》（“The Conservation of Races”）的演讲中，提出了泛非主义

（Appiah, “Pan-Africanism” web）。起初，泛非主义企图在撒哈拉以南建立肤色较深的非洲

共同体，后来扩展到整个非洲以及全世界的非裔流散群体，即“非洲性”强调的不是基因

或地理疆界，而是一种通过经历而形成的共同传统。人们通过这种传统彼此关联，去认识

环境、认识宇宙（Owomoyela 82）。毫无疑问，福赛特是泛非主义的支持者，她回顾了自己

在欧洲参加会议的经历，写道：“我们已经意识到，非洲殖民主义和美国黑人问题本质上是

一样的，只是表面上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Impression” 15）在范·梅尔讲座的听众中，

她不仅设置了美国黑人，还安排了西印度加勒比有色人种（Fauset, Plum Bun 218）。尽管听

众们的民族、阶级、职业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被排斥的有色人种，构成大圆圈中彼此相

交却不重合的小圆圈。这个设计在整部小说中并不起眼，但却是一个伏笔，预示“非洲性”

的弘扬与多元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了福赛特对打破多种族文化空间界限的呼吁和

对建立一种新的世界公民身份的积极愿景。

“世界公民”（cosmopolitan）一词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提出

的一种超越城邦观念的身份认同，经发展与演变成为解决当代世界多种族冲突的一种重要

的哲学主张，也成为一种文学形式。其中，当代哲学家阿皮亚（Kwame Appiah）发展了

“有根的”世界主义概念，即个人并不需要放弃其所属的国家或民族来构建一个更大的共

同体。世界主义“既尊重差异，也尊重真实的个人，还尊重以信念形式表达的人类感情”

（Cosmopolitanism  114）。这与福柯的界限思想不谋而合，界限在被逾越的同时而又是其所是，

每个人都应是大圆圈中彼此相交却又不重合的小圆圈，既保持特异性又拥有共同的人类情

感。小说中，异国空间与跨国婚姻的多重协作推动了这种“有根的”世界公民身份的形成。

正如坎德尔（Gavin Kendall）所言：“世界主义依赖于流动性。跨空间流动性是跨文化交流

的重要推动力。”（5）安吉拉跨国流动的目的地是巴黎。它既是艺术之都，也是最早发现并

接纳非洲艺术与文化的城市，其开放性与包容性为非裔美国人融入更为广阔的人类文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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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提供了可能。哈莱姆文艺复兴的著名诗人卡伦（Countee Cullen）曾说，对习惯美国社

会粗暴拒绝的非裔美国人来说，巴黎带来了一种人性化的体验（转引自Smith 207）。安吉

拉选择“非洲性”作为她创作的镜像，其最好的艺术作品是一幅老黑人女佣画像，另一幅

是根据她在纽约观察到的黑人状况而创作的“十四大街”。她的作品是对非洲文化的传播，

更赋予了“非洲性”以世界意义，这恰巧也呼应了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本质。尽管哈莱姆文

艺复兴以强烈的非裔民族意识为特点，但它绝非是在原始与现代、非洲与欧美间的单一选择，

而是体现着一种“文化间性”（刘英 7）。拿其阵地“哈莱姆”说，它既处于现代都市的内

部，又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展现出一种复杂又矛盾的“文化间性”。通过艺术创作，安吉

拉还传达了人类关于种族、性别、身份的共同情感，她相信跨越国界的人类尊严，按照自

己的信念生活（Appiah, Cosmopolitanism  137），希望构建突破界限但又互相尊重、保持个

体存在界限的共同体。小说中频繁出现“颜色”一词，既指涉“作画”，也指涉“有色人种”。

作画是对白色画布涂上颜料的过程，在隐喻层面上也暗示了世界不是“白色的”/“白皮肤的”，

而是“五彩斑斓的”，由此超越了黑白的二元对立，为读者带来多元主义的思考。同时，作

画也是一种对界限的操控，由此，空间的固化被打破，无限性被打开，其界限被重新划分，

这种打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解放（张锦 122-23），赋予了身份的延绵与生成。

另外，福塞特将其角色获得世界公民身份的可能性植根于非裔美国人的家（Allen 55）。

在《葡萄干面包》中，福赛特赋予了安吉拉的配偶以南美洲血统，他们组成了全球流散语

境下的少数族裔通婚的美国人家庭，成为世界公民的代表。南美洲在福赛特的作品中是一

个容易被忽略但异常持久的存在——从《混乱一片》中梅森提到南美洲是一个可能的逃亡

地，再到她的短篇小说《双重麻烦》（“Double Trouble”）中说西班牙语的劳伦汀。南美洲

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小说的空间策略提供了另一种价值，即它作为一个另类和极端的“南方”，

为美国黑人范式化的移居带来了不同（Popp 132）。小说中，安东尼的巴西血统使他们的婚

姻跨越了多重界限。由于巴西以其种族混合而出名，他们的家庭构成了一种新型的世界公

民模型。福塞特对安吉拉和安东尼在异国的族际通婚显示出一种开明的、国际性的处理多

元种族冲突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说是超越了她的时代，或者说在许多批评家对福赛特的

有限评价中都被忽视了（Birk 214）。

现实世界的福赛特进入了白人作家占主导的文学空间界限，为维多利亚式的感伤小说

加入了种族元素。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在对“文学空间的越界”讨论时曾说，写作

就是从“第一人称”（我）进入“第三人称”（他 /她）的过程（33）。通过写作，福赛特放

下了黑人资产阶级精英身份，使其作品成为超出个人表达的外化。由此可见，相比于同时

代的其他哈莱姆作家，福赛特绝非不入流，反倒还有超越之处，因此常与伍尔夫等现代主

义作家并置对比。她对种族和性别中二元对立的消解具有辩证性，表达出其对身体特征可

操演性的肯定与自我差异的认同。而在《葡萄干面包》中，她笔下的安吉拉是其世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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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体验者。安吉拉的个人成长过程克服了“非黑即白”的二元性认知，体悟到了种族、

性别与其他社会问题的纠缠性。从而，她重新认识到越界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并非是以“否

定界限那一头，认同界限这一头”为前提。最终，在跨国旅居与跨国家庭的双重背景下，

安吉拉克服了失根的虚无感，拥抱了自己的黑人文化，又融入到更加广阔的人类文化与情

感共同体中，获得了具有世界主义特点的新型黑人女性身份。福赛特对安吉拉的塑造为 20

世纪 20 年代乃至后世的黑人身份焦虑提供了文学样本，使黑人获得了一种世界主义身份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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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 •白璧德（Irving Babbitt）是 20 世纪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曾与同伴穆尔（Paul 

Elmer More）在美国发起“人文主义运动”。其人文主义思想突显人的中心位置，关注人的

自我完善，尤其强调文学对于个体养成教育的重要作用。在第一部著作《文学与美国的大学》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中，他由文学说开去，涉猎哲学、政治、文学、教育、

宗教等人文学科的各大领域；在《新拉奥孔》（The New Laocoon）中，更是直接讨论“文

学与人生”“文学与生活”，以及“文学如何与人生关联”等命题。文学，在他认为，已然

是实现其人文理想的重要工具和途径。

1918 年，吴宓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入哈佛大学，追随白璧德学习比较文学，是白璧德“读

其书、听其教、明其学、传其业”的入室弟子，也是白璧德思想学说在中国最虔诚、最勤

奋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吴宓认为：“先生之学说，在今世为最精无上，而裨益吾国尤大。”（《会

通派如是说》 26）。20 世纪初叶开始，吴宓陆续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等高校开

设“文学与人生”课程，开宗明义地指出：“本课程研究人生与文学之精义，及二者之关系。”

（《文学与人生》1）他认为“文学是人生的表现”（16），曾毫不掩饰地说：“我的工作和我

的主要兴趣：文学与人生”（23），其文学思想深受白璧德思想的影响。

一、关于文学功用论的接受

文学到底有何用？吴宓曾在《余生随笔》的《诗以载道》篇谈及韩愈“文以载道”理论：

“此道非仅儒家之道、孔孟之道，实即万事之本原，人生之真理。如上所说者是也，予谓诗

亦以载道。”（《吴宓诗话》43-44）这里的诗，我们可以放大到所有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本

身不仅蕴含了深厚哲理和普遍规律，而且还能作为一种媒介，将这些哲理、规律艺术地传

播出去，润物细无声式地感化教育广大受众。这是吴宓集中抽象表述文学功用的基本观点。

在“文学与人生”的课程中，他总结了文学的十大功用：“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情、

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

（《文学与人生》59-68），还整理出一个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表，这是他关于文化功用论的详

细阐述。承袭导师白璧德“文学与人生”大讨论的路数，他探索了文学如何与人生关联的

具体问题。

其一，文学对个人的作用。吴宓在深入讨论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时，向学生讲述了自己

大量的诗歌创作经验，尤其是诗歌写作及其背后的故事，论证了文学与个人的密切关联。

在讲授小说与人生时，更是提出“人生如戏”（31）的概念，这是小说与人生的关系，也是

小说反映人生的价值追求。“人生如戏”指出人生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演

不同角色，“小说是具体而微的人生”；在后面关于“人生如戏”的注释中，其提出“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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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历史更真，所以，小说高于历史”（41-42）。理由是历史只忠于时间、地点，历史记录人

或会因党派和地方的利益，在记录自然历史时有所侧重和偏颇，而小说家忠于普遍、一般

人的性格和生活，是从无数原型素材中塑造了典型人物。因此，人们可以通过阅读经典作

品，体会典型人物，平衡个人的感情，培养个人的道德，表现个人的性情，拓展个人的知识，

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要达到此目的，人们应该关注文学，热爱阅读。其师白璧德论述了个

人闲暇时光与阅读的关系。

白璧德曾提及达尔文工作闲暇时听人大声朗读小说，借此论述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他遗憾地表示“现代人把精力留给了科学研究、社会学或金融财政，当他转向纯文学时，

他寻找的是某种抚慰的、温和的麻醉效果”（《文学与美国的大学》76）。诚然，随着科技的

进步，对于疯狂崇拜力量的大多数人，文学已然成为闲暇之时的玩味和消遣。甚至，有人

即便在闲暇无事、百无聊赖之时也不屑于从书中寻找心灵的慰藉，转而通过其他方式寻找

刺激和满足。

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能让人内心充实、强大，趋向真善美？白璧德认为，古典主义、

人文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者都很关注情感，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情感的载体。相对

而言，古典主义和人文主义“更关注于人的普遍命运，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悲哀”（《卢

梭与浪漫主义》297），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则认为文学的价值和作用在于表达特定时代、

特定人群的思想与情感，更多是小我一时的喜怒哀乐。所以，他很鄙视浪漫主义者这种不

理智和自私的情绪，“当他一切顺利时，他从来不认为其他人会有什么不顺心的事；相反，

如果他感到不舒适，他也要求每个人都陪着他一起不舒适”（294）。浪漫主义者因为理想与

现实的落差所造成的忧郁心理，感觉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就像一座医院，大家都生病了；

读他们的诗，就像是看他们在互相攀比谁更痛苦，谁更忧郁。这是一种很不健康、很不阳

光的文学作品，人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只会感觉到压抑和窒息，而不像古典主义或人文主义

作品，倾向于道德提升和安慰，给人平静均衡之感。

吴宓在白璧德文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文学不是狭义的“世界上表达出来

的最佳思想和言论”，而是广义的“在一个国家或在世界范围内，在一段时间或在整个历史

时期内，用一种语言或多种语言写作的一切文学写作”（《文学与人生》13），他已然将其放

大到一切学术文化。个人通过阅读和欣赏这些优秀文学作品，受作品内容所感染，从内心

生出共情或思考，让自己的“道德修养得到完善，灵魂得以净化，感情得以升华，意志得

以坚定，胸襟得以开阔，精神得以振奋”（刘清河 76），其教化功用不言而喻。

其二，文学对民族国家的作用。在白璧德看来，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应是有人文标准、

有节制的，其描写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是作者本能、直觉、理性、意志、感情、想象等

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各种性情元素的调节与融合。受其影响，吴宓批评写实派、浪漫

派和自然派“专重性行元素的某一方面的文学绝非人性的正当和文学的正常现象”（《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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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生（二）》）。文学对社会经验的反映和描述，应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表现人生之常

兼其变化，是“一与多”的调和。一部传世之作，必须选取典型的人生事实为题材，这种

典型的人生应该是道德的、人文的，也即强调文学对人伦理道德的塑造价值。白璧德以人

文道德为标准的文学批评，特别“强调其道德功能。他理想中的文学是融伦理与美学为一，

而最高鹄的仍在其教化人生的作用”（沈松侨 130）。他要求文学作品必须具备一定的认知和

教育价值，能揭示万事之本原，人生之真理，能让个人从中读到社会生活的内在规律和基

本道理，然后再通过个人，特别是精英领袖式人物这一中介对国家社会施以影响，达到感化、

引领社会大众的目的。

面对当时千疮百孔、羸弱不堪的中国，吴宓一颗赤热的士子之心早已按捺不住，想力

挽狂澜于既倒、扶之大厦于将倾。但是，与寻求科技救国、军事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

国等爱国人士不同，吴宓另辟蹊径，主张道德救国，呼吁国人“欲振兴民气，导扬其爱国心，

作育其进取之精神，则诗宜重视也”（《吴宓诗话》40-41）。这种诗教传统，也是白璧德关

于文学道理伦理批评标准的题中之义，他们希望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唤醒一国一民族的

道德良知。

其三，文学对人类社会的作用。1921 年，白璧德应邀参加留美同学会活动，发表了一

段关于中西方人文教育观的演讲，指出“孔子始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认为“中国及欧西

之教育界固有一休戚也”（《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希望当时的在美中国留学生，将美

国人文主义运动的精神主旨带回中国，掀起一场人文运动予以呼应，从而实现其国际人文

主义的美好愿景。白璧德想掀起一场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前提，是他看到了各国各民族文

化表象“多”的本质下面蕴含了“一”这个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既然在更高层面有共同

追求，那么各种文明、不同的文学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启发，“如果外国文学不能用来完善

我们民族文化中的狭隘、冲突、不完美的话，那我们就不值得为它们花那么多的时间”（《法

国现代批评大师》 198-99）。异域文学的解释功能得以显现。另外，当他意识到因科技进步、

宗教式微导致普通民众信仰缺失和行为失范，他通过分析勒南（Ernest Renan）的文学思想，

提出要借文学来弥补科学造成的内心虚无。文学应该关注、关心时代和世界，不应为艺术

而艺术，而应该紧扣社会发展的脉搏。

吴宓极力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创作观念。他一直主张艺术与道德应以人性为

中心，关注文学作品的道德教化功能，“文无关于世道人心，不苟作也”，明确提出“造成

大同世界”的文学功用论，认为“世界之平和，必求人心之相同。即须有同人之文化”（《吴

宓诗话》 40-41）。客观来说，文学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有着渐进式、潜移默化的推进作用，这

与白璧德欲造成世界人文主义一样，都夸大了文学的功用，是一种美好的愿景，或说是一

种乌托邦式的幻象。

正因为守着这个乌托邦式的幻象，时处定倾扶危之际，吴宓特别希望通过自己所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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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唤醒国人、救亡图存”。自 1922 年至 1933 年，《学衡》杂志断断续续维持了十年，

共出刊 79 期，耗费了吴宓大量的心血。1925 年，吴宓调任清华大学牵头筹建国学研究院，

《学衡》杂志尚未停刊，他又向张季鸾自荐，为天津《大公报》主编《文学副刊》。自 1928

年 1 月 2 日至 1934 年 1 月 1 日，每周一出版，6 年共出版了 313 期。这其中，除 1930 年 8

月至 1931年 9月底吴宓游学欧洲，由浦江清代为主事之外，其他时间均由他亲力亲为。“五四”

新文化运动以降，“文学改良”思想已席卷天下，《新青年》、《湘江评论》等报纸杂志名声

大噪之时，吴宓仍然坚持编辑出版《学衡》和《大公报·文学副刊》，坚持传统文化的人文

立场，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勇士”，也被斥为“文坛怪人”（史飞翔 web）。

二、关于文学创作方法的接受

吴宓曾专门撰文《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在他总结的九条方法中，第四条即为“宜

从摹仿入手”（孙尚扬、郭兰芳 263），从内容看，明显有白璧德文学思想痕迹。白璧德关

于文学创作的“摹仿”观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摹仿”拒绝拟古主义和泥古主义，拒绝

形式主义，是一种针对现实事物真诚创造的创作类型或方法。其二，真正的摹仿“不是根

据事物的样子而是根据它应有的样子作摹仿”（Brennan and Yarbrough 90-95），创作者要发

挥道德想象的主观能动性，从本质去把握，摹仿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不是事物目前是

什么。不应该简单向人们提供现有的典型人的行动，而应该展示一个经过选择的真理。这

个真理即从“多”中提取的“一”，应该超越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筛除那些夸张、反常和怪

异的特质，到达人文选择的最高境界。其三，模仿也要有创新。创新并不能抛弃传统，而

是基于传统的创新。他批判了关于艺术创新的两种态度，认为新古典主义严苛维护典型性，

限制创作冲动，抑制写作的原创性；而现代艺术的原创性因情感主义作祟又过于泛滥。现

代人追求个性解放，不希望像古典主义那样靠吸收传统来获取原创，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

的否定、撕裂和摧毁，他们似乎不需要摹仿，创作的人物形象、构想的故事情节天马行空。

但事实上，“真的原创性太难了，因为这要求作品既表现出普遍人性真理，同时又具有鲜明

的个人风格”（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143）。必须以批判的、实证的方法去摹仿传统，

在摹仿过程中需要道德想象的参与。

吴宓接受了白璧德关于道德摹仿的文学创作观，强调文学艺术的创作离不开向他人学

习和借鉴，并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如何摹仿。首先，他认为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是从摹

仿开始，“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论新文化运动》 34）。其次，他认为“文学之变迁，

多由作者不摹此人而转彼人”（34）。某位作家的文学风格或手法的变化是因摹仿对象而发

生变化，可摹仿的对象涉及古今中外，常换常新。同样，吴宓认为文学创作不应“止于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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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而是“起于摹仿”。为了说明这个规律，他指出：“作文者所必历之三阶段，一曰摹仿，

二曰融化，三曰创造”（孙尚扬、郭兰芳 263），并在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汇总。他以美

国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叙事诗《伊凡吉林》（“Evangeline”）为原型，

根据自己的想法增删补缀，摹仿改编成剧本《沧桑艳传奇》。原本想改编成十二出，最终只

有四出在 1913 年至 1914 年间载于《益智杂志》，之后未能继续。

在具体文学作品对人生的摹仿观中，吴宓认为不应是直接的、不加选择和提炼的摹仿

最原始的人生经验，不能像史官记事似的，准确无误摹仿和再现人生，那只是流水账，是

不可取的，也是做不到的。那文学如何表现人生？关键是材料选择之后的“艺术加工”，

“文学作品总的说来必须是‘创造’出来的，想象出来的”（《文学与人生》17-19），应超越

作者的主观和现实的客观，即艺术来源生活而高于生活，“文学是人生的精髓”（16），“好

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作家对人生和宇宙的整体观念，而不是他对具体的某些人和事的判断”

（19）。进而，吴宓借鉴汉密尔顿（Clayton Hamilton）《小说之素材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Fiction”）中“小说是蒸馏过的人生”（16）的观点，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定位为“文

学是人生的表现”。人生与文学一样，必须发自内心，又必须用自我的生活经历去验证。要

有感而发，而不是无病呻吟。吴宓曾发愿写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并取好书名《新旧因缘》，

主题、体裁原想效仿其甚为推崇的《红楼梦》和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的《名

利场》（Vanity Fair）。主要内容和材料，也突出个人直接或间接的经验，描摹当时中国前后

三四十年所发生的事件，遗憾未曾付诸实践。

事实上，这种表现人生的文学创作观在吴宓的诗歌创作中尤为明显。他结合传统诗人

的诗歌创作经验和自身诗歌创作实践，主张诗歌创作的前提是有真挚的感情，不惺惺作态、

矫揉造作，不能掺假。这种感情体现出对社会百态、人生疾苦、人性价值有选择的同情，

而不仅仅是个人小我情感的铺张夸大。他对于诗作的要求，“首先是感情真挚，修辞技巧是

第二位的”（《文学与人生》245）。诗歌创作的“高妙之笔”：“方法在以‘想象力’造成一

种‘幻境’，而此幻境以文字为其‘媒质’。”（《会通派如是说》224）诗之媒质为文字。他

将诗歌创作比作美术，援引美术创作的实境与幻境之说，美术示人以幻境，幻境乃实境整

理、提炼、完善所得。这种整理、提炼的方法，首先要有意向的选择、取舍，不是全部采用，

其次是对所选素材加以艺术的夸张和渲染。

谈到文学素材，吴宓放开视野，认为当今要从事文学创作，“当以中外、东西、新旧人

生之总和”（《文学与人生（一）》）为选择素材。文学创作者、文学批评者和普通读者都要

懂得文学的范围关乎人生的全部，这是进行文学创作、批评与欣赏的基础。随着近代以来

中国与世界接触越发频繁，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领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生经验也随之变化。个人境遇丰富多彩，自然文学创作的选材范围也有必要随之扩大。

关于文学创作中的摹仿观点，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就改良“八事”尖锐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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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仿古人”的文风，主要针对旧时文坛形式主义与拟古主义的陈规陋习，强调摒弃陋习、

大胆创新；陈独秀论及中国古典文学，主要批评古典文学的弊端和不足。相较而言，吴宓

主张今日为文之“正法”“宜从摹仿入手”，要通过经典诵读，掌握传统做法，并加以摹

仿，并就新文化派的具体观点有所呼应。虽有将新文化派立场推到极端、夸大其词的嫌疑，

但是，在新文化派摧枯拉朽颠覆一切的激进反传统的情形下，吴宓等学衡派文人主张“文

章的创作、民族文学的发展均离不开传统”（秦法跃 185），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改良的偏

激做法起到制衡、纠偏和补救的作用，为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广大学者开辟了另一

番天地。

三、关于文学艺术形式观的接受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典型的内容和形式共同成就的，缺一不可。对于主张节制、痛恶

放纵的白璧德来说，文学作品从形式到内容的自由放纵都是不可容忍的。如果作者在文学

创作过程中对思想感情不加节制，其后果将是文学作品形式失范，滑向写实主义和浪漫主

义，以及“花哨恶伪的印象主义”。这种无节制的结果，他称之为“粗野”和“原始”（转

引自童煒钢 47）。在他的观念中，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品是古典主义的典范，其规矩的形

式应该是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摹仿的范本。随着新古典主义或伪古典主义对于外在权威的过

度强调，对摹仿法则的教条主义和机械方式的理解，形式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文艺复兴

以降，浪漫主义者创作的那些外在形式多样、修辞华丽的作品博人眼球，但终归是形式不

严肃、不严谨、不严格的。他时常批评很多文学形式过于混乱，比如诗和散文的混淆，比

如戏剧形式的变化，比如小说形式的独特个性化。他认为不同文学形式应是有一定标准约

束的，形式美是古典作家的重要特色。他曾赞赏勒南拥有完美的文学技巧，评价勒南“是

散文风格的完美大师”（《法国现代批评大师》202）。事实上勒南早就发现“形式的浪漫主

义是个错误”（201），因此他一直坚守法国散文的古典主义信仰及对“古代好教养文学流派”

（201）的兴趣。

有人认为产生古代文学的一切宗教、政治和社会的环境已经发生改变，如果摹仿古

人的文学形式，将很难释放自己的情感、很难表现自我的个性，不是自己灵感的自然流

露。例如雨果认为浪漫主义文学解放了古老的诗歌形式，呼吁“新的人民应该有新的艺术”

（134-35）。白璧德认为这是卢梭式浪漫主义者常用的诡辩，隐含了其把贵族式判断和选择

从灵感和兴趣标准中彻底剔除的巨大阴谋。他主张文学形式的规整和规范，不赞成卢梭式

信马由缰的流行诗，认为他们在试图摆脱形式主义的同时也摆脱了形式，一切都没有标准，

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可变的。他曾从“永恒的人性、人之法则和读者接受的角度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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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文类应该秉持简单原则的原因”（秦法跃 185），强调不同文学体裁、文学形式之间应

有鲜明界限，应有各自独特的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不应过多地相互借鉴，以致各类文体

混淆不清。

吴宓在译介白璧德的文学思想时，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曾有此观点：“欲艺术之尽

美尽善，仅有精湛之材料尚不足，而必须有既整齐且有变化之形式，以表达之而范围之。

其形式愈臻完美，则愈能显示一种宁静之精神。”（《会通派如是说》71-72）一部优秀的文

学作品，需要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契合，“形与质不可分离，相合而互成其美”（221）。显然，

他接受了白璧德的古典主义文类观，认为各文类之间应分清界限。但如何才能做到形与质

不分离，而互成其美？吴宓从诗、文、小说、戏剧、翻译五类文学创作实践出发，分别提

出内容和形式的建议和要求（孙尚扬、郭兰芳 268-77）。关于文学作品的“质”与“形”，

仍然没有超越白璧德人文主义标准、典型、规范的审美追求，强调不过当、不失范，要规矩、

要典型，要符合古典的文学传统。

既然文学是人生的表现，那该如何表现呢？吴宓认为不同的文学体裁有不同的表现形

式和方法，“诗是蒸馏（液化）的人生。小说是固体化（冰）的人生。戏剧是爆炸的人生”（转

引自朱寿桐 142）。在论述诗与文的差别时，他认为文重思想，诗重感情；诗歌讲究音韵和

节奏，而文则无此讲究。在综合中西古今对于诗、文这两种文学体裁的认识后，将其定义为：

“诗者，以切掣高妙之笔，（或笔法）具有音律之文，（或文字）表示生人之思想感情者也。”（《会

通派如是说》219）“文者，以文字表示人生之思想感情者也。” “比较论之……故文主以理服

人，而诗则主以情动人”（220）。在此基础上，吴宓将诗、哲学、小说绘成一幅关联图：

诗（情）精神

哲学（理）理想、情感

小说（事）事实      （《文学与人生》25）

关于文学的形式之美，应该包括“空间之节奏”“时间之节奏”（声音的时间长短，但

不是诗之特定音律说）。吴宓直接借鉴白璧德在《新拉奥孔》中有关文类的观点，提出诗的

载体和媒介是文字。从空间和时间的节奏角度予以分析，诗的美依附于文字，不同文字有

不同的形声规律，不同文字的特点即能确定诗的性质和特点，比如拉丁文、英文、中文三

种文字，在诗歌写作中呈现不同的音律特点。面对新文化派的偏激言行，吴宓有意借历史

上杜甫与韩愈的两次“文学革命”，暗讽当时“文学改良”中诗文形式改变的弊端和问题。

当时新文化派作自由诗之现象，“实由于不知形与质不可分离之理，应并重而互成其美，不

应痛政而同归消灭”（《会通派如是说》222）。他主编的《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等

刊物中，刊载的文学作品均为文言文，尤其是诗歌，均为旧体诗，其本人亦有大量旧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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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但几乎不见新文学相关作品，尤其是新诗。这一度引起

胡适等新文化派人士的强烈不满，导致后来沈从文等另起炉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

在宣传阵地上让吴宓的旧文学生存空间愈发逼仄。

综上，吴宓的文学思想打上了白璧德的深深烙印，但因当时中国国情、个人性情和文

化论辩需要，其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文学思想并非全盘接受，甚至有部分偏离。

其一，回避文学与政治的关联问题。白璧德并非象牙塔内的纯学院派，他高度重视文

学艺术的社会功能，研究文学的目的最终指向政治。吴宓虽然向国民译介了《白璧德论民

治与领袖》一文，但他“始终坚持纯粹的文化学术立场，其关于中国文化现实的思考也只

局于思想文化层面，而并未与社会政治人生有所牵涉”（段怀清 121）。或许，这与他始终

坚持“不偏不党”，保持独立思考，纯粹从文化和文学研究角度出发，崇尚立言立行的立场

有关。尽管 1929 年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了《文学与革命》一文，但与新文化

派截然不同的是，他认为文学作品对现实革命不具有直接作用，评判文学作品的优劣和价值，

除去其现实社会意义，还更应强调其伦理价值。因此，文学创作应该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

距离，至少应避免直接介入现实政治。在他看来，“文以载道”的文学功用论，没有走向文

学工具论和文学教化论，是他不同于同期学人之处。但在那个呼唤民主、争取民权、关注

民生的时代，民众政治意识已被点燃，吴宓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看似是为了保证学术思

想的独立和自由，可“当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批判学说沦为狭义的文学批评理论之后，

便脱离了其所产生的背景及其要对质的命题，从而逐渐失去生命力”（张源 5-6）。这无疑

是他乃至学衡派的缺憾。

其二，固守古典文学的传统形式。吴宓批判新文学，其重要原因在于认为其破坏了传

统文学的形式美，尤其是诗歌。他所推崇的诗人及出版的《吴宓诗集》，均沿用旧体诗歌体

裁和形式。虽然后来为了让“旧文学”焕发新的生命力，提出“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想

法（《会通派如是说》247），但核心仍是保存古代文学的形式，重点在体裁和格律。他在分

析、批评诗歌创作的时候，仅仅停留于普通、浅层次的文学形式的批评，只是从媒介的角

度指出不能混淆诗歌和其他艺术形式的界限，并未从具体的文学样式、文学体裁超越出来，

站在人文主义批评的高度，从人类永恒价值追求的审美角度，将文类区分开来进行文学批评，

这是他文学批评实践理论的不足。相反，白璧德对文学形式的理念是实证的，体现了对现

代的兼容，而不是排斥，视野和格局更为广阔。

其三，心存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吴宓对文学创作有着浓厚兴趣，曾发愿写三部作品。

从其面世的文学作品来看，浪漫主义倾向最明显的是诗歌。他认为“作诗尤贵诚”（《吴宓诗话》 

65），其诗作感情真诚、热烈，有着鲜明的个人文化思想与生命人格特色，尤其是关乎毛彦文、

陈仰贤、卢葆华等女性的爱情诗作不可谓不直白大胆，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与其人文主

义内敛、中庸、控制、调适的文化追求相去甚远。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倾向，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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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吴宓内心两驾马车的分裂，现实人生与文化追求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然而，这才

是他真正的灵魂，他内心真正的依靠和向往。他自己不止一次表露对雪莱、拜伦等浪漫主

义诗人的喜好和崇拜。

但总体来说，吴宓接受白璧德文学思想中对人的特殊关注，提出“文学是人生表现”

的文学观点，将比较文学的方法引入中国文学研究界，这都是有益的探索，其提出的会通

融合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以建设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主张也是积极和正确的。

今天，我们研究吴宓对白璧德文学思想的接受，重提白璧德人文主义，对于中国文化

在新时期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重大。第一，自然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跟随科技的脚步高

歌猛进，工作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文社会科学日渐式微，文学如何能发挥一贯的“文以

载道”功用，涵养心性，拯救人们“落下的灵魂”？第二，达尔文进化论关于适者生存、优

胜劣汰的观念已然成为人们思维的惯常，且愈发深入影响人文社科思维模式，影响人类审美，

导致人迷信明天更美好，陷入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浪漫主义狂想，而现实往往使人的幻想破灭。

受长期的自然科学思维影响，让人对力量盲目崇拜，文学如何发挥道德教化作用，让人文

社科思维对自然科学思维有所牵制或纠偏？第三，随着科技进步，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

阅读习惯发生巨大变化。文学如何适应新环境新技术，在质和形中找准变和不变，并作出

适当调整，有效发挥诗教传统价值作用？诸如此类，文学在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应该都

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努力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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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1912—1949）作为中国近现代的转型时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翻译和编译

机构百余种（廖七一等 241）。其中，国立编译馆（1932—1949）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的最高官办编译机构，负责编审教材、整理国故、厘订名词、译介名著等切合中国当时所

需的编译项目，具有较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也为新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目前，学界对国立编译馆的关注不多，且集中于教材编审的研究（吴小鸥、石鸥 166-80；

吴涛 170-81）和科学名词的统一问题（温昌斌 71-78；张剑 24-35；冯志伟 351-72；黄晓蕾 

140-44），鲜见对国立编译馆编译活动的整体关照。本文基于胡喜云等人（102-10）的研究，

通过爬梳国立编译馆原始档案和相关材料，旨在梳理其机构沿革，明其源流脉络；整理其

编译项目及成果，重新审视其学术和文化贡献；探讨国立编译馆的编译特色和优良举措及

其对当下翻译机构运作的借鉴意义。

一、国立编译馆之机构沿革

1925 年，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提出将教育部审定处改为国立编译馆，并制定招考

章程，是为民国时期官方翻译机构的嚆矢（黎难秋 398）。但由于时局动荡，无突出业绩，

不久便被裁撤。直到 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委员朱家骅和陈立夫提出设立编译专处总领译

事。次年 5 月，国民会议决定设立国立编译馆“以促进科学教育”，“编译中小学教科书及

学术专著以宏文化”（《国立编译馆一览》 1）。1932 年 6 月 14 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原教育部

编审处为基础，正式建立国立编译馆，在南京运作至抗日战争爆发。1937—1946，国立编

译馆先后辗转庐山、长沙、重庆巴县，最后落脚重庆北碚，在大后方进行翻译出版活动（陆

殿扬 11-16）。1946 年由于抗战胜利，国立编译馆从重庆迁回南京，但途中的“怡康轮”沉

没事件，导致大量文献、图书和译稿丢失。［1］1949 年初，国立编译馆的人员开始分流：一

部分人员随南京国民政府迁至中国台湾省，并在台北市复馆，负责台湾地区的图书编译、

教科书审定等文化学术工作长达 60 年左右［2］；另一部分留守馆员在南京解放后，于 1949

年底被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接管。本文主要聚焦 1932—1949 年国立编译馆在大陆地区的

编译活动。

二、国立编译馆之编译实践概述

编译的内涵较为丰富，从不同角度界定会形成不同的研究对象。本文探讨的编译并非

一种翻译方法，而是指“编”（编辑）和“译”（翻译）两种相对独立而又相互交叉的活动。

在国立编译馆中，这种实践活动比较明显，尤其是相关辞典和教材的编写，都涉及翻译活动。

通过爬梳该馆的原始档案材料，本文将国立编译馆同时涉及“编”和“译”的实践活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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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个方面：统一译名、编译教材、翻译西书和译介中国经典。

（一）统一译名，编订辞典

自西学东渐以来，我国“迻译外籍，名词纷歧，学者苦之”（《国立编译馆一览》 2），高凤谦、

梁启超等有识之士先后提议统一名词。1909 年，清政府学部奏设编订名词馆；1915 年，学

术团体组织成立科学（医学）名词审查会；1928 年，大学院专设译名统一委员会（《国立编

译馆工作概况（1946）》 9）。国立编译馆自成立后，把统一译名作为该馆最切要的工作，全

力以赴编订学术名词。程序上，先由国立编译馆“搜集各科英、法、德、日名词，参酌旧

有译名，慎予取舍，妥为选译”。再由教育部聘定的国内专家组成审查委员会加以审查和修改，

最后呈请教育部公布（《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0）》 2）。国立编译馆的译名统一工作严

谨细致，为编订名词，曾大量购置海内外中、英、法、德、日、拉字典 180 余种，约 470 册，

以备参考（《国立编译馆一览》 25）。例如编译馆出版的《天文学名词》一书分为天文学名词、

星座录、西文索引和中文索引四个部分。在天文学名词部分，每则名词按照英文名、德文

名、法文名、日文名、中文名的顺序排列。所有名词都经过天文学审查委员会委员缜密考

订，方可公布（《国立编译馆出版书籍目录》 3）。据笔者考证，至 1946 年，编译馆已完成

和进行中的学术名词编订总计 93 种（《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6）》 9），按照学科性质可

分为 14 大类：理学、物理学、化学、工学、医药学、地质学、动植物学、政法学、经管学、

农林学、艺术学、教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边疆地名、外国地名、外国人名、历史名词）。

编订的名词涵盖学科广泛，自然科学类多于人文社会科学类。

在译名统一工作的基础上，国立编译馆又着手编译专科辞典、各科辞典和大英百科全书。

专科辞典是对已经公布的学术名词，“译源诠义，著为专书”（《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6）》 

4）。各科辞典是针对中等学校师生、大学初年级学生设计的，分国文、公民、历史、地理、

教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矿物十科。同时，编译馆还邀请国内专家共同拟定人名

和地名的音译标准。例如，读音方面首先依照“标准国音字典之音读。不足则添势力最大

之方音读法，如吴语、粤语、闽语等。更不足则益以历史音读，暂以Karlgren（高本汉）之

分析字典为标准”［3］。同时详细规定了外语的重音、注音符号、声母韵母分合等标准，通

用已久的重要地名、人名、国名则以保留旧译为原则（如伦敦、威尔逊、泗水等）。“科学

术语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冯志伟 349），国立编译馆在借鉴外国经验

和成果的基础上，自主编订中国的学术名词和译名标准，提出的各科术语草案于 1950 年被

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接管，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术语标准化的工作进程和“术语学”的建立。

（二）编译教材，治理教育

国立编译馆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所以治理教育为该馆的工作重点之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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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学校的教科书。由于当时新学刚刚兴起，大多教材的编写都会涉及翻译。自清季兴学

以来，市面上出现的中小学校教课用书多达 5000 余部（《国立编译馆一览》 26）。相应地，

政府也格外重视中小学教课用书的编审工作，坊间出版的课本必须经政府审定方可使用。

1932 年教育部设置教课用书编辑委员会，1942 年该委员会并入国立编译馆，教育部遂规定

中小学教课用书均由国家编辑，即国立编译馆负责办理。同时期，教育部于 1939 年颁布大

学科目表，由国立编译馆主持编纂大学用书。按照计划顺序，国立编译馆先后编辑各学院

共用的必修科目用书、各学系必修科目用书和各年级选修科目用书。编辑方法有三：（1）采

选成书，即甄选坊间已印行的大学用书，征得原著者和译者同意后，加以修订，作为部定

大学用书；（2）公开征稿；（3）特约编著（《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6）》 1）。据国立编译

馆记载，至 1946 年，国立编译馆共完成（包括已出版、已付印、审校中）小学课本 113 册，

中学课本 48 册，已出版和付印的大学用书有 73 种（《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6）》 1-2）。

由此可见，国立编译馆的教材编译实践不仅扭转了民国时期教材匮乏的局面，而且在一定

程度上规范了良莠不齐的教材市场，加速了近代中国教材建设的本土化进程。

除了编译教材，国立编译馆还会对中小学、师范学校、专业学校、民众学校的教科书、

参考书、史地稿本和地图定期进行审查，以治理教育。例如，胡适曾在《独立评论》中提到，

程瀚章著的《复兴初中卫生学》未经审定便由商务印书馆擅自发行。国立编译馆对该书已

审查两次，评定结果分别为“本书内容错误及欠妥之处甚多，应令修正后，准予审定”和“本

书虽经修正，但错误之处尚属不少，应再行修正后，准予审定”［4］。另外，国立编译馆还

极其关注中国教育的整体发展，曾翻译出版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所著的《中国教育之改进》。

1931 年国联派四名专家来华考察教育，并撰写报告书，讨论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及成

人教育的现状和不足。此书的中文版出版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还曾用近五页版面进

行评介（豪楚 107-12）。综上，国立编译馆主持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课用书的编译和审定

工作，贯穿了我国的整个教育体系，“是百年中国教科书波澜壮阔发展中不能忽视的一段”（吴

小鸥、石鸥 178），是近代中国官方机构主导的教材建设标志成果，见证了战争环境下国家

为规范教育所做出的努力。

（三）翻译西书，启迪民智

学习世界新知是明末以降翻译活动的最大功用和目的。国立编译馆自成立起便开始翻

译国外有影响力的图书，尤其是在重庆北碚的几年，西书翻译事业蒸蒸日上。笔者通过细

读国立编译馆的档案材料［5］，并在国家图书馆（www.nlc.cn）数据库以“国立编译馆”为

关键词进行检索，整理出编译馆在 1932 年至 1946 年间翻译和编译成中文的图书共 110 本（包

括教材、专著和大众读物），并将其按翻译源语、翻译选材和翻译模式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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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立编译馆翻译图书情况概览（总计 110本）

如图 1 所示，国立编译馆选译的作品源语有四种，最多的是英文有 75 本，其次是日文

16 本，再次是法文 12 本和德文 7 本。由于编译馆会对转译的图书进行标注说明，所以除

了希特勒的《我之奋斗》和科恩（Lassar Cohn）的《有机化学实验法》是德文原著，从英

文转译的，其余各书应该都是直接从源语翻译。从这点也可管窥国立编译馆小语种译员的

阵容与实力。翻译模式上，国立编译馆采取独立翻译（87 本）和合作翻译（23 本）两种模

式。独立译者多为国内领军学者或大学教授，被编译馆聘为“特约编译”。合作翻译模式多

指专家学者加国立编译馆编译员，如《光学之研究》由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张钰哲和国立编

译馆编译吕大元合作翻译完成，《量度之精密及图解法概论》由吕大元与国立中山大学理工

学院助教吴荫圃合作完成，《苏联新文化》由潘硌基等 8 人合译完成。编译馆根据翻译任务

的难易程度，选取灵活的翻译方式，提高了翻译效率和译本质量。例如《浙江省立图书馆

馆刊》评价《中国教育之改进》的翻译虽然“出自众手，而议论一贯，文字整饬，此甚可

贵也。译笔亦通达明昌，值得一读”（豪楚 112）。翻译选材方面，自然科学（56.36%）略

多于人文社会科学（43.64%）。如图 2 所示，编译馆共翻译人文社科类图书 48 本，包括政治、

历史、经贸、教育、法律、文化、哲学和文学 8 类；自然科学类图书 62 本，包括物理、数学、

化学、地质、生物、动物、植物和农林 8 类。其 中，人文社科类翻译图书中文学类（17 本）

最多，包括戏剧、小说、文论、自传、游记、概论等，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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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立编译馆翻译图书主题（总计 110本）

表 1  国立编译馆文学类翻译图书一览

书目 原著名 原著者 译者

英文当代四小说家 Four Contemporary Novelists Wilbur L.Cross 李末农、章绍烈、

蒋石洲

英文小说发展史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Novel Wilbur L.Cross 周其动、李末农、

周骏章

英国文学史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Moody W. V. and Lovett R. M. 刘无忌、曹鸿昭

莫里哀全集 Molière oeuvres complètes Molière 王了一

莫里哀全集（二） Molière oeuvres complètes Molière 王了一

裴斯泰洛齐 Pestalozzi F. Anderson 阮春芳

亚里士多德论诗 Aristotle’s Poetics W. Hamilton Fyfe 孙培良

英国文学简史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George Saintsbury 周骏章

莎士比亚靠信录 The Facts about Shakespeare  A. Neilson and A. H. Thorndiles 厉鼎煃

亚肃王之死 King Arthur Stories from Malory O. Stevens and E. F. Allen 周骏章

法显传考证 考證法顯傳 足立六喜 何健民、张小柳

诗经研究 Shi King Researches B. Karlgren 张世禄

现代俄国文学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S. Mirsky 李贯英

苏俄文学 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Gleb Struve 陈瘦竹

现代法国文学史 Tableau de la Literature Francaise Strowski 卢月化

我之奋斗 Mein Kampf Adolf Hitler 周其勋

咆哮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Emily Bronte 梁实秋

总体来看，国立编译馆选译的图书可分为三部分：（1）在各专业领域具有引领或介绍作

用的专著，多作大学教材使用，如《英国小说发展史》、《光学之研究》、《细胞学概论》等；（2）

应战时所需，关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图书，如《日本侵华排外之教

材和言论》、《意大利外交殖民政策》、《战时经济学》等；（3）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

实的专著，以日本学者所著居多，如田崎仁羲著、李孟心译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及制度》。

其中，日本民族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记录了他 1902 年在中国的实地考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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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苗学领域具有创始意义。《图书展望》曾评价“冀欲在其（苗族）生活及文化方面，加以

认识或改良者，当于本书得之”［6］；足立喜六的游记体著作《法显传考证》是从印度浮海

线至中国海线路航线的最早记录，被誉为西域探险家及印度佛迹调查指南。简言之，国立

编译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制订了不同的选译计划，但外译汉编译工作的主

要目的始终是学习新知以启民智，兼顾普及性与学术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时期的文

化重建。

（四）整理国故，译介经典

中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厚，但“多散漫无纪，致不易寻其嬗递之迹”（《国立编译馆工

作概况（1940）》 19）。为发扬中华文化，以便传世和后人研究，编译馆决定综合群籍，纲罗

散佚，以科学方法整理我国固有文化典籍。例如，国立编译馆对我国山川江河进行实地调查，

编纂水文、气象、地质等志书和地图。编译馆还在前人已编《全唐诗》的基础上，汇编了《全

宋词》300 卷（共收录 19752 首）和《全元曲》228 卷（共收录散曲 5000 首和杂剧 159 种）

（《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6）》 3），不仅发扬了宋元两代的文学特色，同时实现了中国诗

词曲的连贯汇通。

国立编译馆深感“中国文化为世界文化之一支，欲沟通东西文化，除翻译西洋名著外，

对于中国重要典籍，亦须译为西文”（《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0）》 11），遂在整理国故的

基础上，拟将我国固有文化择要译介。其计划有二：（1）翻译中国名著，如《史记》和《资

治通鉴》，主要由翻译委员会的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负责；（2）编译文化史丛书，如中国文

化史、哲学史、建筑史、陶瓷史、绘画史、工业史、音乐史、戏剧史等。根据《国立编译

馆工作报告》记载，1946 年时各类丛书的中文稿均已完成。杨宪益和戴乃迭也已经翻译完

成《资治通鉴》周纪、秦纪、汉纪，钱穆著的《中国文化史》和阎金锷著的《中国戏剧史》

也已完成。后经学者统计，杨宪益夫妇在国立编译馆期间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还包括小说《老

残游记》、唐代变文《燕子赋》和《维摩诘经变文》、苗族创世诗《苗本事谣》，陶渊明、温

庭筠、李贺、艾青和田间的诗若干首，以及郭沫若的剧本《屈原》和阳翰笙的剧本《天国春秋》。

遗憾的是，《资治通鉴》译稿由于战乱未能及时出版，后来全部遗失，但“此举成为中国学

者主动向西方介绍传统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辛红娟 570-71）。另外，多数学者将杨宪益

夫妇翻译的《史记》归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外文局的中国文化译介计划（罗琳 61-62；高风

平 58-66）。但据笔者考证，梁实秋在 1946 年之前就公布了让杨宪益翻译《史记》的计划，

故杨译《史记》应最早开始于他在国立编译馆工作时期。

三、国立编译馆之官办特色及优良举措

民国时期的大小编译机构不下一百家，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际编译社、中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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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中山文化馆、海事编译局等。既有机关部门、报社、基金会主持的，

也有社团、学会和私人发起的。作为中央直属机构，国立编译馆具有鲜明的制度化特点和

超越同时期其他翻译机构的运营理念。

（一）官办特色：国家治理之需

当翻译实践的主体或赞助人为国家时，翻译活动便有了“治理性”和“使命色彩”（韩

淑芹 79-84）。国立编译馆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附属机构，其运营和实践呈现高度的

制度化特点，以满足国家的治理需要。具体表现为：

1.翻译机构国家化：运营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拨付，虽然每年有所波动，但总体上资

金来源稳定，每月可领一万到一万三千元的经费（《国立编译馆一览》 26），以保证各项工

作如期开展。但同时，编译馆的重要工作和规章制度皆需听从教育部指示，馆内没有太多

的自主权，办事流程也较为烦琐。

2.译者身份体制化：国立编译馆的馆员有严格的聘定标准，任免升迁均需呈教育部备

案，相当于今天“有编制”的工作。编译馆会定期对编译的工作进行考核，按考核结果评

定薪资等级，一定程度提高了馆员的工作动力和编译质量。

3.翻译规划政策化：当翻译走向制度化后，翻译规划相当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政策，“翻译活动注定要受制于国家战略并为国家文化和外交服务”（任东升、高玉霞 22）。

一方面，国立编译馆根据国家政策，不断调整编译计划，如 1941 年编译馆增设翻译“关于

边疆学校民众需要之边疆国文图书”，聘定人员时也“酌用精通边疆国文之人员”（《国立编

译馆组织条例（1941）》 web）。另一方面，国立编译馆不断扩充和改组，以配合国家大政方针。

如 1942 年 8 月编译馆增设梁实秋主持的翻译委员会，在此之前翻译工作是在人文组、自然

组等其他组别中交叉进行。

4.翻译选材层级化：即优先考虑符合国家利益和时代所需的题材。例如 1933 年《国立

编译馆组织条例》决定编译五类图书项目：“关于阐明文化及高深学术者；关于世界专门学

者所公认具有学术上之权威者；关于内容渊博，卷帙浩繁，非私人短时间内所能完成者；

关于教育上必要之图书；关于学术上之名辞”（web）。1941 年，国立编译馆为满足战时所需，

在前者基础上又增加了三项编译项目：“关于各级学校教课及参考需用图书；关于各国新近

出版各种科学书籍，足资教育参考者；关于边疆学校民众需要之边疆国文图书”（《国立编

译馆组织条例（1941）》 web）。又如，翻译委员会选译的作品必须是学术典籍或文学名著。

在此前提下，译者才可根据个人兴趣选择翻译作品（胡喜云 106）。

5.翻译审查规约化：国立编译馆会对所有经手项目进行严格审查，尤其是教科书。编

译馆规定审查完毕的教科书需要在《教育部公报》上宣布九项内容：书名、册书、定价、

作者、送审者、某种学校用、审定日期、执照号和失效日期（《国立编译馆一览》 17）。

翻译既是治理的方式，也是治理的对象（高玉霞、任东升 30-39），而翻译之“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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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有赖于特定的翻译之“制”（韩淑芹 79-84）。从成立起，国立编译馆的翻译活动就与政

治活动联盟，在民国时期的特定场域中发挥其历史使命作用，亦即民国政府出于治理需要

的翻译决策通过国立编译馆的编译、审查和出版制度得以贯彻；同时，国立编译馆在编审

教科书、编订学术名词、翻译西书等方面的实践成果又推动了民国政府的治理。

（二）优良举措：翻译机构之鉴

集约型智力配备。一方面，国立编译馆背靠南京国民政府，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和人

才储备，抗战胜利后人员不断壮大，到 1947 年编译馆设编纂 15—25 人，编审 20—30 人，

副编审 25—35 人，助理编审 30—40 人，特约编审 5—10 人（《国立编译馆组织条例（1947） 

web》），即该馆专门从事编译事务的人员可达 95-140 人，在当时可算相当大的规模。同时，

国立编译馆从初始就对馆员的资质要求很高。1925 年署名“伯山”的文章《国立编译馆投

考记》提到“我没有著作品，所以国立编译馆的编译员我是不配考的”。［7］另一篇报道《国

立编译馆开始口试》提到“国立编译馆当局，对各处所送之著译等件，业已审查完竣，请

申请者到馆进行口试”。［8］由此可见入选国立编译馆的门槛之高，不仅需要代表作品和地

方推荐，还有严格的口试和笔试进行选拔。但也正是严格的人员选拔和大规模的人才储备，

才使国立编译馆有能力完成“内容渊博，卷帙浩繁，非私人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编译项

目，也有资质涉足中、英、法、日、德、拉等多语言翻译工作，以及少数民族、边疆事务

等民族翻译活动。另一方面，国立编译馆具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网，可以充分调动国内外的

学术和文化资源。据笔者统计，国立编译馆与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山大学、

光华大学等 20 多所顶尖高校和研究所都有密切合作，吸引了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生物学

家董爽秋、文学翻译家梁实秋、戏剧家陈瘦竹、语言学家王了一（王力）等业界精英为其

编译和撰稿。这些“特约编译”人员大多在政界和学界担任要职，极大地保证了该馆出版

物的编译质量和社会的影响力。

一体化工作模式。国立编译馆有着清晰的目标规划，工作流程环环相扣，“编— 译—审”

之间形成良性互动，采用“交互”和“接力”两种模式共享项目成果。例如，教育部公布的《修

正教科图书审查规程》第三条规定“学校用教科书含有科学名词及外国人名、地名及其他

专名者，须编中外名词相互对照表”（《国立编译馆一览》 17）。编译的标准则按照国立编译

馆审订，教育部公布的科学名词。简言之，国立编译馆将统一后的学术名词通过教科书的

形式投放进市场检验，收到问题反馈再加以修正。与前期的“译名统一”工作相比，国立

编译馆的“编审互动”模式真正落实了新名词的推广使用，加速了近代书面语言的规范进程。

再如，编译馆采取“学科专家+职业编译”的合作翻译模式，形成了翻译与学术的高效互动，

确保译著的专业知识和语言表达的双重准确。国立编译馆的“接力”实践模式则包括：编

译馆初期“整理国故”的成果为后期的中华文化外译计划提供了大量的翻译选材；学术名

词的编订大大助力了辞典和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等。另外，民国时期有很多民间组织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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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活动，但都苦于找不到出版社发行，导致译稿丢失，心血白费。国立编译馆的图书和

刊物编审完成后，直接交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保证了该馆出版物的时效性和成书率。总之，

国立编译馆之所以在短短十余年间完成诸多大型编译项目，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一体化的运

营模式。编订与审查的有机结合，“交互”和“接力”的工作模式，翻译与出版的高效对接，

体现了国立编译馆作为官方机构的强大的管理优势和组织效力。

双向度译介理念。由于民国时期尚处在近现代的转型阶段，所以“西学东渐”仍是主流，

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译者群体和组织机构只单向度地引进西方名著。相比之下，国立编译

馆较早地具有中国文化“走出去”意识，在翻译实践中兼顾文化的输入和输出，在选材上

也较好地平衡了“国故”与“新知”。译入方面，国立编译馆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学习西方

的科学文化知识，译介世界名著，编译大学用书，以启迪民智。译出方面，国立编译馆敏

锐地觉察到中国文化输出的主体问题：“自中西交通以来，中籍译为西文者，仅赖教士或西

洋学人之力，而我国学术机关，尚少致力。欧洲第一次大战后，西人对于我国之文化，极

为注意。此次战后，我国文化当更为一般西洋人士所重视。”（《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6）》 

11）所以，编译馆在1942年成立翻译委员会后，开始在梁实秋的主持下有计划地翻译中国

文学经典，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汉译英译者。例如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1943年经

好友卢冀野推荐来到国立编译馆担任编译，至1953年杨宪益奉调外文局之前，二人一直在

国立编译馆工作，并深受梁实秋器重。十年间，杨宪益全心投入翻译实践和研究，完成了

诸多史学、文学、诗歌和戏剧的翻译工作，开启了杨宪益英译中国经典的工作生涯。然而，

国立编译馆虽然有意识传播中华文化，也制订了相应的计划，但是由于其中译外的译者有限，

重要的手稿遗失，必要的宣传缺乏，导致国立编译馆的“对外译介”实践成效有限，成果较少。

其社会影响力和传播效果不如同时期中山文化教育馆通过《天下》（T’ien Hsia Monthly）英

文月刊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等举措。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

国立编译馆仍然在大后方坚守本职工作，是为数不多在抗战中生存下来迎接新中国成立的

翻译机构，真正践行了文化自觉和民族自信。

中国的国运兴衰与翻译事业兴衰“若即若离，大体一致”（王东风 31）。在这条翻译

事业兴衰曲线上，政府翻译从未缺场（高玉霞、任东升 30-39）。国立编译馆作为民国时期“政

府翻译”的代表，在译名统一、西学翻译、编审教科书、整理国故和译介经典方面取得了

卓越成就，推进了新中国的翻译、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建设。作为官办机构，国立编译馆：

（1）充分整合了国内文化资源，建立集约型智力配备，完成多项民间组织和个体译者无法

掌控的大型编译项目，满足国家治理所需；（2）“编—译—审”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交

互”和“接力”中共享项目成果；（3）兼顾“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较早具有保护、传承

和发扬中国文化的意识。但是，其非市场化的发行方式、政策化的翻译规划和体制化的译

者身份也造成了图书宣发不到位、读者群体有限、办事灵活度不高、译者缺乏自主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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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面镜子，钩沉国立编译馆的相关史实旨在对当今翻译与出版机构的运营模式提供

些许启发，希冀当今的编译机构可以借鉴国立编译馆的优秀实践方式，制定切合国家和时

代所需的翻译规划，充分调动国内外文化和学术资源，平衡“国故”和“新知”，兼顾守正

与创新，融合翻译的“制”与“治”，行之有效地发挥翻译机构的组织力量。

注释［Notes］

［1］《大公报（重庆）》，1946 年 9 月 25 日，第 3 版。

［2］台湾地区国立编译馆官网介绍http://www.nict.gov.tw/。

［3］参见《国立编译馆馆刊》1939 年 2 月刊第 5-7 页的《修订地名任命音译标准原则草案》。国立编译馆编：《国

立编译馆馆刊》。南京：国立编译馆，1935.5-1939.12。

［4］“编辑后记”，《独立评论》1934 年第 92 期，第 22 页。

［5］详见 1935 年至 1939 年的《国立编译馆馆刊（月刊）》，1936 年的《国立编译馆出版书籍目录》，1937 年的

《国立编译馆一览》，1940 年和 1946 年的《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

［6］《图书展望》1936 年第 1 卷第 9 期，第 72 页。

［7］《京报副刊》1925 年第 311 期，第 6 页。

［8］《时事新报（上海）》1925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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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翻译能力是国家翻译实践的衍生概念。《中国翻译》2021 年第 4 期开设专栏探讨

国家翻译能力，其中任文、李娟娟在构建国家翻译能力概念时将国家翻译实践能力、国家

翻译传播能力、国家翻译管理能力和国家翻译发展能力作为国家翻译能力的一级指标，将

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纳入到国家翻译发展能力中，认为翻译研究能力可以通过研究成果助力

翻译实践与教学、技术研发和资源库建设等方式体现出来（10-11）。要推进国家翻译能力

纵深化发展，构建国家翻译能力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必须对国家翻译研究能力进行探讨。

本文拟对国家翻译研究能力这一概念进行阐述，并构建其指标体系，以之对我国国家翻译

研究能力现状进行分析，进而对其未来发展作出展望。

一、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概念

概念不是单独出现，通常以系统的形式出现。因此理解国家翻译研究能力首先要厘清

与之相关的概念。国家作为主体进行翻译的现象早已存在，国家翻译实践这一概念的提出

则标志着国内学者对翻译行为主体认识的深化及由此开始探讨翻译的国家性。国家作为翻

译行为主体之一，也有其翻译能力，国家翻译能力这一概念也就应运而生。任文、李娟娟

指出国家翻译研究能力包括翻译管理能力、翻译实践能力、翻译传播能力和翻译发展能力

等四个子能力，翻译研究能力就包括在翻译发展能力这一子能力之下（5）。首先，结合本

文第三部分，我们绘制了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纵向概念体系图（见第二部分图 1）。其次，界

定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概念，还需要从确定国家、翻译、研究、能力这四者的组合关系入手。

笔者认为这四者存在以下两种关系划分和理解方式，见表 1：

表 1  国家翻译研究能力关系划分

类型 偏 正 说明

1 国家翻译研究 能力 能力是中心词

2 国家 翻译研究能力 国家是能力的主体

第一种划分方式“国家翻译研究+能力”，“能力”是中心词而“国家翻译研究”是修饰语，

可以按顺序理解为国家翻译研究的能力，即进行国家翻译实践相关研究的能力。第二种划

分方式“国家+翻译研究能力”也可以按照顺序理解为国家的翻译研究能力，即国家是该

能力的主体。本文采用第二种划分方式，即把翻译研究能力上升到国家层面考察一国整体

的翻译研究能力。界定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概念还需要深入理解其内涵，考虑其行为主体

和行为目的。关于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主体下文会详细讨论。“一国之语言能力既是软实力

也是硬实力已成为越来越多语言学家的共识”（任文、李娟娟 7），而自从译学界学者站在国

家角度看待翻译实践和翻译能力后，我们逐渐意识到一国的翻译能力也是一国国家能力的



090 第7卷 第2期
2023年6月

外国语言与文化

组成部分。国家翻译研究能力作为国家翻译能力的子能力，也是一国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

的组成部分。自然，其目的也是服务国家利益和需求，提升综合国力。综上，我们将国家

翻译研究能力界定为：一个国家的相关研究主体利用研究资源，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发现、

分析和解决与翻译实践和翻译认识相关问题的能力。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是一个国家在翻译

研究方面整体创新实力的体现。

二、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指标体系

从上文提出的概念出发，可以初步建构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以

国家翻译研究能力为一级指标，以翻译研究主体的能力、挖掘翻译研究问题的能力、采用

翻译研究方法的能力、利用翻译研究资源的能力，以及呈现翻译研究成果的能力为二级指标。

翻译研究主体是基础，没有研究主体，一切研究皆是空谈，即使有“屠龙之术”，没有操控

此“术”的主体，那么“屠龙”则是凌空蹈虚。翻译研究主体的能力可以从研究主体的数量、

类别和质量来考察。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是研究的核心，两者相伴而行。研究主体首先要

明确其研究问题，找到适合其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最后才能产出高质量的翻译研究成果。

翻译研究资源则为翻译研究主体的研究提供语种、资金及设备等方面的保障，是国家翻译

研究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另外，翻译研究成果是一个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最直接的体现。

五个二级指标虽然有层次上的区别，但对于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建设都不可或缺。在明确

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内涵与外延后，提出由 5 个二级指标和 14 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国家翻译

研究能力指标体系（见表 2）。

表 2  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国家翻译研究能力

翻译研究主体的能力

个体

企事业单位

国家机构

挖掘翻译研究问题的能力
实践问题

认识问题

采用翻译研究方法的能力

哲学方法

一般方法

具体方法

利用翻译研究资源的能力

语种资源

资金投入

评估机制

呈现翻译研究成果的能力

论文

专著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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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译研究主体的能力

关于国家翻译实践的主体，任东升、高玉霞指出“国家是国家翻译实践的‘法律主体’，

以国家名义实施翻译实践的翻译机构和受委托者，是国家翻译实践的‘行为主体’”（94），

而任文、李娟娟指出，相关翻译活动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机构，只要相关活动以某

种方式体现了国家利益，就应被纳入考量”（9）。目前，高校教师是从事翻译研究的主力军，

虽然他们并不一定得到国家赋权从事翻译研究，但是他们和国内其他从事翻译研究的机构

和个人从事相关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一国的翻译实践，也通过产出高质量成果助力国家实

力的提升，因此本文沿用后者关于国家翻译能力主体的界定。翻译研究主体由 3 个三级指

标构成：个体、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构。个体主要包括各个高校从事翻译研究的教师、专

职研究员，也包含由高校教师及其硕博士研究生组建起的研究团队。一国的国家翻译研究

能力离不开个体的翻译研究能力。企事业单位主要指企业、公司等单位设置的翻译研究中心，

例如华为翻译研究中心。国家机构主要包括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等。

（二）挖掘翻译研究问题的能力

问题是学术发展之源，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翻译研究问题来自翻译学科发展的内部矛

盾和社会现实需求。对翻译研究问题的追寻能有效推动译学理论的发展（蓝红军 1），因此

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指标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挖掘翻译研究问题的能力的探讨。实践和认识

相互映衬，互为补充。认识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而实践为新的认识创新输送源流。本质上，

认识问题生发于实践问题，当具体形式的实践问题亟须理论工具的阐述时，基于该实践问

题的认识问题也就相应产生。鉴于此，翻译研究问题包括实践问题和认识问题，而这两大

三级指标还可以往下继续细分。

1.挖掘翻译实践问题的能力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是翻译研究的基本立场，因此翻译研究必须要面向实践

问题。实践问题主要指在进行各类翻译活动时遇到的困难。对翻译实践问题的回答，“即获

得对翻译实践中各种矛盾的认识，它推动着翻译实践的进步，也促生了对翻译进行理论建

构和人才培养的基本需求，继而推动着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蓝红军 3）。翻译研究的实践

问题主要包括面向翻译自身的实践问题和国家社会实践中的翻译问题（共 2 个）。前者指笔

译、口译和翻译批评等实践活动中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后者指适应国家社会对翻译服务需

求时所面临的矛盾，包括翻译教学与翻译人才培养中所面临的问题、翻译立法与制定翻译

行业规范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翻译与文化对外传播中所面临的问题等（共 3 个）。

2.挖掘翻译认识问题的能力

界定翻译认识问题有必要厘清翻译现象和翻译学科发展。基于此，翻译认识问题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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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翻译现象和翻译学科时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认识翻译理论、翻译史、应用翻译理

论研究、翻译学科建设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具体而言，基础翻译理论面临的问题包括建构

本土译学理论等；翻译史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翻译活动、翻译家和翻译史研究方法等；应用

翻译理论方面的认识问题涉及应用翻译理论话语体系建构、应用文体翻译理论研究和应用

型问题的理论应用研究；翻译学科建设的问题主要包括学科交叉、学科未来发展等方面遇

到的问题。

（三）采用翻译研究方法的能力

在科学领域，方法指观察现象获取知识所采用的视角或使用的技术。对任何一门学

科而言，方法都是关乎学科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的最根本问题。翻译研究方法是有关翻

译研究的基本原理、深层逻辑、程序步骤、模式范型、工具手段等的统称，可划分为哲

学方法、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作为人们揭示和解决翻译问题的方式、工具和

手段，翻译研究方法具有多元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等特征。方法并无好坏之分，关键在

于被选择的研究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问题。因此，采用翻译研究方法的能力指学者根据

其挖掘的翻译研究问题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处理其研究问题的能力，它关系到研究人员

能否解决其研究问题。

（四）利用翻译研究资源的能力

翻译研究资源是研究的保障，如同战争期间的物资保障一样不可或缺，主要包括语种

资源、资金投入和评估机制。语种资源指一国现有翻译语种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可分为通

用语和非通用语两类。一国只有存在相关外语语种的教学和使用场景，该语种才有翻译的

出现，因此语种资源是反映翻译资源掌握的指标之一。资金投入指投资主体为具体项目注

入原始总投资，在翻译中，主要包括支持和提升各类翻译研究所需的资料、设备和经费等。

例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经费投入、高校研究人员进行认知翻译学研究所需的眼动仪和

核磁共振等仪器的费用支出，等等。评估机制指的是针对国家翻译研究能力建设的现状，

开发科学可靠的评价制度，从而为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建设和优化提供可靠的依据。

（五）呈现翻译研究成果的能力

以特定的形式呈现研究成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翻译研究的“最后一公里”。翻

译研究成果的呈现是学术研究成果的检验和传播，是一国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最直接体现。

翻译研究成果呈现方式主要有论文（包括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学术专著和教材等。其中

论文成果主要来自各大高校的翻译学教师和硕博士研究生，学术专著主要来自国内外出版

社推出的系列翻译丛书和著作，而教材则体现为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学段的翻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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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概念

上位概念

上位概念

核心概念

下位概念

国家翻译实践

采用翻译研究方法的能力

翻译能力

国家翻译能力

国家翻译研究能力

翻译研究主体的能力

挖掘翻译研究问题的能力

呈现翻译研究成果的能力

利用翻译研究资源的能力

▲图 1  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纵向概念体系

三、我国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现状分析

根据上文建构的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指标体系，我们将对我国国家翻译能力的现状进行

分析，并借此就如何提升能力作出展望，以增强我国的软实力。这是该指标体系应用价值

的直接体现。

（一）翻译研究主体的能力

目前，我国国家翻译研究主体包括个体、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构。其中，个体是研究

主体的主力军，多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外语类院校，还有中国海洋

大学等综合性高校的教师和研究团队。企事业单位侧重于翻译产品的社会性和商用价值，

对翻译研究重视不够，但目前已有一些企事业单位聘用研究员从事翻译研究，如腾讯人工

智能实验室研究员黄国平致力于交互翻译研究。就国家机构而言，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

社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有一定的成果产出。

（二）挖掘翻译研究问题的能力

1.挖掘翻译实践问题的能力

第一是面向翻译自身的实践问题。就笔译而言，现阶段学者主要关注外宣文本翻译方

面遇到的问题，具体文本包括白皮书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术语翻译也受到了一定

关注，包括中国典籍等方面的术语。口译研究主要关注口译工作过程和术语处理等方面的

问题。翻译批评是连接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纽带。目前，翻译批评的研究对象以文学翻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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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为主。法律、军事等非文学文本较为直接地反映了社会现状和国家发展，但目前相关研

究凤毛麟角。翻译文本的社会性为翻译批评研究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法律文本翻译质量评估、

军事术语规范问题等，值得学者关注。此外，除了传统的翻译批评形式外，网络翻译批评、

众包翻译等新现象值得译学界关注，因为新的研究问题也随之而来，如网络翻译批评所带

来的翻译批评主体、众包翻译背后所呈现的翻译质量和翻译伦理等。

第二是国家社会实践中的翻译问题。国家社会发展对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课程思政改革等问题。查明建认为翻译教学应融入思政课程以提升翻译专业人才的时代

使命感（77-80）。现在，翻译教学模式也在不断变化，翻译技术本地化教学和“翻译工作

坊”也涌现了学者关注的新问题。翻译立法与翻译行业规范制定涉及翻译从业人员资质认

证、翻译企业行业准入标准等问题，是翻译行业规范化和职业化发展的根本途径。我国翻

译立法跟医学、法律等行业的立法和国际翻译立法相比，还不够完善。黄友义提交了有关

翻译立法的专门提案，引起了译学界的关注（29-30）。之后众多学者强调翻译立法的必要性，

展开调研，提供了宝贵意见（赵军峰、薛杰 16-22）。目前，中国文学“走出去”正如火如

荼地进行着，不过推出的翻译出版项目的接受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改善这一窘境，国内学

者开展相关研究以提供指导，关注的问题包括谁来译、译什么和怎么译等。

2.挖掘翻译认识问题的能力

首先是基础翻译理论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历了一段以国外翻译理论为导向的

理论研究期。在此期间，我国的翻译理论并非从实际问题出发来建构理论。但近年来，我

国学者从已有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存在的矛盾中发现问题，在理论建构方面取得了值得嘉

许的成果。国家翻译实践等本土理论已成为译学界的核心论题。这种学术努力证明了我国

学者挖掘翻译认识问题的能力。其次是翻译史研究。就翻译家而言，国内学者以科学、农

学等经世致用学科的翻译家为研究对象，确立了翻译在学术史中的重要作用；翻译活动研

究常与建党、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相结合。再次是应用翻译理论问题。应用翻译研究的核

心在于“应用相关理论对实用文本、应用型问题以及应用翻译研究话语系统展开研究”（傅

敬民、刘金龙 82）。傅敬民等提出“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初步建构了中国应用翻

译理论话语体系。最后是翻译学科建设的问题。目前，霍姆斯（J. Holmes）提出的翻译学

框架（172-85）已无法兼容翻译实践的变化，国内学者在修改原有框架方面做出了学术努力，

如黄忠廉、孙敏庆提出外译学的概念（91-97）。跨学科研究也如火如荼，但仍有许多研究

并不是从问题出发，只是将理论生搬硬套，如社会翻译学研究大多局限于借鉴布迪厄和拉

图尔等学者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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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用翻译研究方法的能力

首先，哲学方法为翻译研究提供其最根本指导原则的深层逻辑和观念。我国译学研究，

很少以独特的哲学理论视角来系统表达对翻译本质的理解。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

译理论等占据了现代西方翻译思想的很重要一部分。而我国的翻译研究中较常见的是为西方

翻译理论做注解，在采用哲学方法方面的能力需要加强。其次是一般研究方法，包括横断科学、

自然科学等研究方法。21 世纪后，我国对西方译学理论的引进迈入新的阶段，首先主要表现

为重视学习西方学科的系统翻译研究方法。其次重视本土翻译理论的建构，在翻译基本理论

研究、跨学科翻译理论探索和学科分支领域研究方面都产出了丰硕成果。最后是具体研究方

法，包括资料的获取、数据的收集与整理的方法，以及研究资料和数据的描述、分析和解释等。

由于心理语言学、统计学方法的应用，我国翻译研究越来越多地采用统计法、实验法等具体

研究方法。此外，进入信息化时代后，信息化成为发展的新方向，计算语言学、语料库和核

磁共振等技术已成为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

（四）利用翻译研究资源的能力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有的语种资

源和资金投入情况，“能从宏观上反映各学科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可被视作学科研究的风向

标”（穆雷、李希希 27）。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翻译研究项目

呈现出以下特点：（1）翻译研究立项占总项目的比重呈现出小幅波动状态，翻译学科整体

呈现稳中持续发展的态势；（2）翻译类一般项目占比较大，重大项目立项率低；（3）大多数

研究项目依托其他学科进行综合研究，通过翻译研究来建构其他学科，翻译本体研究偏少，

“翻译学科要从受体学科发展成为供体学科任重而道远”（冯正斌、苏攀 9）；（4）非通用语

种翻译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研究占整个翻译研究的比重较低；（5）个别项目研究主题受

国家时政影响明显，如国家形象、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等。目前，我国翻译研究评估机制建

设较弱，专门且系统的翻译研究评估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

（五）呈现翻译研究成果的能力

中国翻译学者在国内外期刊发文量逐年上升。王斌华指出，过去 5—10 年中国学者在

国际期刊的发表数量进一步提升，共发表了 455 篇SSCI索引文章，仅次于英美两国的学者［1］。

王向远撰写的《“翻”“译”的思想——中国古代“翻译”概念的建构》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

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138-56）。近年，翻译学博士录取人数也有所增长，相关博士论文产

出也随之增长，我们期待更多如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种高质量成果。近年出版的翻译

学专著数量也呈现上升趋势，如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研究文库》，

目前共五辑，但大多数专著聚焦中国文学译介这一话题。国外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

出版的翻译学前沿系列著作（New Frontiers in Translation Studies）也能见到众多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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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影，35 部著作中的 15 部第一作者为中国学者［2］。就教材而言，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

位（MTI）系列教材已成为经典教材。该系列教材是国内第一套专门针对MTI学术编写的

教材，许多成果如穆雷主编的《翻译研究方法概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未来发展

翻译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需要回答国家发展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本

文力图在国家层面审视翻译研究能力，并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何提高国家翻译研究能

力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本文就我国国家研究能力的未来发展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优化研究队伍。要重视人才培养、加强团队建设、强化交流合作，组成跨学科、

交叉学科研究组合。高校教师和研究团队要重视自身跨学科意识的养成，加强与不同学科

背景学者的合作，形成合力，实现理论、视角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互补。企事业单位和国

家翻译机构要加强翻译研究中心建设，鼓励能力强的翻译实践人才投入翻译研究，培养翻

译高级研究员，强化与高校教师的合作交流，以推动翻译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第二，加强国家翻译研究规划。国家作为翻译研究能力主体，可制定相关政策对翻译

研究动向进行干预、管理和调节。国家作为规划主体应当强化规划意识，主要包括加强翻

译项目规划，科学预判未来翻译研究动态和走向。任何重大规划的具体制定和执行都会涉

及政府部门、民间机构、社会力量和个人的多方配合（董晓波、胡波 88）。对此国家机构

要制定整体战略目标，做好项目的组织、管理、监督与运营。各层级研究人员和研究团队

要站在国家发展的制高点，将翻译研究与“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中国文化“走出去”等

议题有机结合。

第三，改善资源建设。一方面，要加强非通用语种的翻译研究，结合“一带一路”重

大倡议有效挖掘非通用语种语料，服务国家发展。另一方面，要注重外语资源与社会学、

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视角的有机结合，拓展语种资源的多向研究。此外，国家、高校和

企业要加强翻译研究的经费投入和项目投入，扩大翻译研究资金投入占总资金投入的比重，

建立健全语种资源保障和评估机制，让广大翻译研究者乐于从研。

第四，搭建高质量翻译研究平台。国家机构、高校、企事业单位应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建立翻译研究中心。以“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为例，翻译行业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与民间社

会的直接联系，进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翻译市场调研，负责沿线国家的关键语言选择，

文学文化作品规划，选择和出版、译者和出版机构的确定等核心工作（董晓波、胡波 89）。

各层级翻译研究中心的管理可以采用共享式和互助式模式，共享文献、工具、技术等研究

资源，开展跨中心跨区域的合作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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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是国家翻译能力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体系建构，既是时代所需也

是学科发展所需。本文在阐述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概念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由 1 个一级指标、

5 个二级指标和 14 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国家翻译研究能力指标体系，基于这一体系梳理了我

国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现状，并从研究队伍、研究规划、研究资源和研究平台等四个方面对

我国国家翻译研究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战略性建议。本文是对国家翻译研究能力这一复杂概

念的界定及其指标体系建构的初步尝试，但对其丰富内涵和外延的阐释、指标数据的信度

和效度分析都有待深入，这需要更多学者参与进来。

注释［Notes］

［1］数据来自王斌华教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设的讲座“国际翻译学近年研究动态管窥”。

［2］此处的中国学者指国籍为中国且在中国（包括港澳台在内）高校工作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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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在教育部指导下上海市率先开展了课程思政试点工作；2016 年 12 月，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上海各高校加快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2020 年 5 月 28 日，

教育部正式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清楚地指出课程

思政的目标和工作思路并明确地回答课程思政为什么要做、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等问

题（教育部web）。2020 年 10 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高等教育出

版社联合发布《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指出“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包括通用英语、

专门用途英语、跨文化交际三大类课程”。同时还在五个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之一是：

“在课程定位与性质方面，明确提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要求，应在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i-ii）一言概之，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ESP）要“思政育人”“课程培才”两手抓。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一带一路”

重大倡议的推进及“新文科、大外语”建设的展开，专门用途英语之一的商务英语重要性

逐渐凸显，商务英语课程思政改革是大势所趋。

专门用途英语是大学英语的一部分，与通用英语（又称“普通英语”，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EGP）、英语专业和专业英语均有差异。专门用途英语是为培养和提高学

习者在某些学科领域使用英语的能力，由语言教师授课让学习者学习专门化、特殊化的，

与某特定职业、专业或学科相关的英语语言内容（蔡基刚，《外语教育政策》 1-6）。通用英

语（EGP）是为满足学习者的普遍交际需求，让学习者学习作为一个合格世界公民应该具

备的知识范畴的英语语言内容（文秋芳，《大学英语教学》 1-8）。英语专业是为培养语言能

力过硬、专业知识熟练的人才，让学习者通过全英语教学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某一专业学科

知识。专业英语（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 or Specialized English）是为帮助学生学习某些

学科知识，由专业教师通过翻译和术语的方法讲授专业知识（蔡基刚，《大学英语》 83-93）。

一、两种理念融合

（一）专门用途英语

专门用途英语始于“二战”后（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英语国家，彼时各国的交流合作

日益增多，世界格局变化使得英语成为通用语言；为了有效沟通，西方国家便在各个国家

对专业人才进行英语培训。专门用途英语的定义未有统一，坚持“学习中心论”（learning-

centered）的哈钦森（Tom Hutchinson）和沃特（Alan Water）认为专门用途英语是“一种课

程教学理念”，即“在内容和方法上以学习者学习目的为基本出发点的教学法”（19）。

这一课程教学理念被不少学者赞同，认为这与专业内容紧密相关，强调真实任务环境

中的学习，能有效帮助学生运用英语开展与自己的职业和科研相关的工作，在学生未来学

术和职业发展中起着更大的作用。蔡基刚认为，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定位在专门用途英语上

面；大学生应从进校第一天开始就学习基于专业学习的ESP课程（《大学英语》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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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

在知网上搜索相关研究成果，把教育部指导上海开展试点工作的 2014 年设为起点，把

最近时间设为终点。首先以“课程思政”或“立德树人”为关键词进行高级检索，查得

44529 篇；以“大学英语”和“课程思政”为关键词，查得 1081 篇；以“大学英语”和“立

德树人”为关键词，查得 54 篇；以“专门用途英语”和“课程思政”为关键词，查得 6 篇；

以“专门用途英语”和“立德树人”为关键词，无。比例详情见图 1。再把大学英语课程思

政文章与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思政文章的情况进行比较，结果如图 2 所示。

■专门用途英语 /立德树人 ■专门用途英语 /课程思政 ■大学英语 /立德树人 ■大学英语 /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 /立德树人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0

2000

4000

8000

12000

6000

10000

14000

16000

18000

篇

▲图 1  2014—2022 年有关课程思政文章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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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与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思政比较

知网数据表明课程思政研究已经成为热点，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研究占比较高，而ESP

课程思政较少，因此本文计划以“商务英语阅读”为例，对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思政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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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展开探索。

2021 年 10 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

指南》（以下简称《课程思政指南》）工作组，在反复多次地探讨、研制细则后，最终形成

了对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方法与手段等的明确要求。

（三）融合

作为大学英语三大类课程之一的专门用途英语是课程教学理念，课程思政是综合教育

理念（郭永存等 web）。教学与教育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教育包括教学，教学是学校教育

一个基本途径；教育注重过程，教学注重结果。由此可知，ESP与思政二者的融合具有理论

基础。

《纲要》指出要“坚持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坚持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相统一、坚持总结传承和创新探索相统一”（教育部web）。专门

用途英语课程以英语使用领域为指向进行知识的传播，是显性教育，是为了培养具有专业

相关英语能力的人才；课程思政起价值引领的作用，是隐性教育，是为了引导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ESP与思政的结合正是传承与创新的体现，《纲要》为二者的融合

提供了政策支撑。

二、专门用途英语的课程思政：以“商务英语阅读”课程为例

《课程思政指南》为大学外语教师展开具体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指引。向明友认为：“大

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具体可围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四个方面

展开。”（24）赵雯、刘建达总结道：“从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专业知识、道德

修养 5 个方面确立《课程思政指南》内容重点。”（16）

本文计划以向明友根据《课程思政指南》提出的四个方面为基本理论探索框架，以赵雯、

刘建达指出的五个点为思政目标的指导方向，以笔者所在学校使用的《商务英语阅读》教

材为例，探讨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一）ESP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

“商务英语阅读”的课程教学目标是以《课程思政纲要》为指导并结合学校和专业培养

方案，培养既有爱国主义情操、正确人生价值观及思辨能力，又有扎实英语语言知识和较

丰富商务知识，能用英语从事商务活动和有关学术交流的专业综合应用型人才。简而言之，

就是使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品德塑造“三位一体”，以实现“立德树人”。详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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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阅读课程目标

立德

树人

知识传授
（知识目标）：
商务专业知识
商务语言知识

能力培养
（能力目标）：
商务文化素养
语言应用能力

品德塑造（思政目标）：
政治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

▲图 3  三位一体

笔者所在学院使用的教材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发行的《商务英语阅读》，教材的

编者认为该教材内容侧重商务理念、概念、知识和文化，以及商务英语语言（李小飞、祝

凤英 ii）。在如今“大思政”背景下，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不能忽略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意识品

德的塑造及主动、自觉的思政教育，尤其是在互联网发展迅猛的环境下，更是不能忽略批

判性思维的培养。根据“商务英语阅读”课程目标和教材特点，在融合了课程思政内容后，

学院制定出该门课程的具体教学目标，详见图 4。

教

学

目

标

①掌握、扩充商务英语词汇； 
②丰富国际商务环境 (经济、商务、文化、政治等）的知识 
③具备充实的英语语言知识和中西文化知识
 
①获取商务知识的能力
②应用英语从事商务活动（或跨文化交际沟通能力）
③翻译各类商务文件、文书、文章的能力
④提高ESL的阅读能力及技巧
⑤培养终身学习能力

①树立核心价值观，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②坚定“四个自信”，发好中国声音
③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甄别是非利弊，取精华去糟粕
④确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勇于创新

（1）知识目标： 

（2）能力目标：

（3）思政目标：

▲图 4   “商务英语阅读”教学目标

思政目标①的提出是以政治认同和家国情怀为导向；思政目标②以政治认同、文化素

养和专业知识为导向；思政目标③是融合了赵雯与刘建达的五个内容重点后提出；思政目

标④则是以道德修养和专业知识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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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SP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

ESP课程要实现思政育人，需要充分挖掘、提炼思政元素，且不能不顾ESP课程的学

科教学属性，也不能生拉硬扯、穿凿附会，要结合课程自身特点和教材内容，根据学生认

知水平，寻找思政点，并将其作为隐性教育自然而然地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使学生在“润

物细无声”的沉浸式的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位于大湾区的这所应用型高校使用的《商务英语阅读》教材共 12 个单元，所涉及的内

容依次为公司文化、领导才能、管理大师、企业公民、消费者行为、全球品牌、全球化、定价、

企业战略、并购、新经济、服务经济。根据该课程的教学课时和计划安排，主要选取前 7

个话题情景为学习性工作任务。依据该课程教学目标，需要对这几个单元的教学内容重新

设计，使“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体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统一。“商务英语

阅读”课程思政具体的教学内容详见表 1。

表 1  教学内容

单元 主题 思政元素（思政点） 思政目标

一 公司文化 中国优秀文化 坚定“四个自信”

二 领导才能 中国领导人的故事 加强“四个意识”

三 管理大师 中国儒、道、佛、墨等思想 做到“两个维护”

四 企业公民 各行业奉献者、劳模的故事 负有责任感、使命感

五 消费者行为 中国经济发展 确立正确人生价值观

六 全球品牌 中国工业、科技发展 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创强意识

七 全球化 “一带一路”与东盟发展规划 发好中国声音，世界命运共同

政治认同的内容在第一、二、三、六、七单元的思政目标中体现；家国情怀在第四、六、

七单元的思政目标中体现；文化素养在第一、六单元体现；专业知识体现在第六、七单元

的思政目标上；道德修养则体现在第五、六单元中。

（三）ESP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内容和任务的实践途径。在现在的智慧校园环境

下，教学工具和媒介的多样化、丰富化为混合教学方法和多模态教学方法的运用提供了条

件。混合教学方法一般指“线上”+“线下”的教学，即在线教学与传统教学混合使用的方

法。多模态教学方法则采用多种渠道、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来展示教学内容（如图片、动作、

表情、视频、音频、PPT等），调动学生多感官（视、听、触、嗅、味）协同运作，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和动力，加深印象、强化记忆，最终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文秋芳教授首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出导向法”（POA），是以学习为中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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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为中介、以学生为对象、以“学”“用”为一体的教学理论；认为产出是语言学习

的驱动力和目标，适时输入有利学习，选择性学习比非选择性学习更能优化效果；同时

将教学流程分为驱动—促成—评价三个阶段（文秋芳 547-58，640）。本文以文秋芳提

出的流程理论为框架，探讨混合教学与多模态教学混合使用的教学方法在课程思政融入

ESP中的教学，并以《商务英语阅读》为具体案例。文秋芳所构建的教学流程主站场景是

实际课堂教学，而本文延展了课堂教学范畴，把课堂教学前后师生进行的一系列与该次课

堂教学相关的活动纳入流程中。图 5 是ESP混合教学与多模态教学融合的教学方法的基本

流程图。

教学方法和任务

线上（QQ、微信）：教师根据本单元思政元素布置小组
任务话题，小组成员利用多媒体搜集多模态资源，组织
好内容，准备课堂展示。其他学生思考话题的相关信息

线下（多媒体）：学生根据教师课前布置的思政元素内容，
课堂展示组织好的多模态（文字、视频、音频等）资源

线下：教师利用多媒体，通过多模态完成知识点讲解，
其中穿插学生采用的思政元素；然后线上（如通过“学
习通”等）完成相关练习

教师线上线下：根据学生表现和他们的自我评价进行反
馈并给出过程性评价；进行教学反思并形成日志，后续
改进；线上抽阅批改学生网上作文

线上线下：教师结合学生的展示，多模态展示资料并提
出与课本内容相关的思政问题，通过“学习通”“雨课堂”
等在线上展开个人讨论，最后线下以小组形式陈述观点

学生线上完成：课堂表现自我评价；“学习通”上课程练
习；摘录公开发行物上的与单元话题相关的习近平总书
记名句进行翻译；改网上作文

线上线下：师生联动，继续呈现多模态思政元素的材料
并一起讨论

狭义上为课程思政育人做准备；广
义上训练学生主动做到心怀家国天
下，常具思政意识

通过将思政教育隐性地、有机地融
入显性的课程教学中，实现“培根
铸魂”目标，达到“立德树人”的
目的

实施“三位一体”的教学方针，润
物无声地落实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课段

驱 动

驱 动

驱 动

课
前

课
中

课
后

目的

▲图 5  ESP混合教学方法+多模态教学方法基本流程图

课前是“驱动”阶段，驱动学生形成思政意识，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此阶段根据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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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任务，通过在线方式给下次做展示的小组布置话题任务，并对将要搜集的材料提出

要求。学生自己在网上找寻材料，组织好要展示的内容，等待在课堂上作报告。搜寻、组

织话题材料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意识。以《商务英语阅读》教材第一单元《公

司文化》为例，POA理论框架下“驱动”阶段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详见表 2。

表 2   商务英语阅读案例的“驱动”阶段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课前

(驱动 )

步骤 任务 线上or线下 要求 思考

1
教师以小组形式布置驱动任务：

选一家国内知名企业，介绍其企

业文化

线上（也可线

下布置）

粗略介绍企业历史、业务、有形和

无形资产，着重介绍其公司文化 其公司文

化是中国

还是外国

理念？优

势之处？

2 小组合作收集有关任务的信息 线上线下配合
利用网络收集资料并通过多模态形

式呈现（文字、音频、视频等）

3 小组合作准备好课堂展示任务 线下
学生要明确交际场景和语言目的；

学生要清楚产出任务的内容、类型

课中是“促成”阶段，促成思政教育与课程教学的融合，是课堂教学的主场。此时的

教学过程利用混合教学方法，通过呈现多模态教学资料，层层展开教学，吸引学生投入精

力积极参与。在课程教学中既完成课程教学又实现思政目的。依然以《公司文化》单元为例，

POA理论框架下“促成”阶段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详见表 3。

表 3  商务英语阅读案例的“促成”阶段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课中

（促成）

步骤 任务 线上or线下 要求 思考

1 小组课堂展示 线下

使学生明白有关商务活动

中（如公司介绍等）的步骤、

语言内容；

教师瞬时评价
在这几年疫

情期间我国

政府对企业

员工的帮扶

中、在我国

的脱贫攻坚

战中，大众

有 什 么 感

受？为什么

会 有 独 特

性？

2

教师讲解课本中知识点，选择性

组织学生输出，教师进行指导

（如文中第一段：From its origins 
in 1875 as a... to over ~~ in 1906.）

线下

（多媒体）

使学生理解在商务英语中

该句的使用情景；

让学生模仿句子写出或翻

译关于中国共产党成长的

艰辛历程的句子

3

教师结合课文内容（公司大楼结

构、刻在墙上的名言、铭文和

Lakin理念等）和学生驱动任务

中输出的内容，让学生思考在我

国现在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

化下企业的有关方面

线上线下结合

（线上：“学习通”；

线下：面对面）

学生从课本内容的输入中

选择产出任务所需内容、

语言形式或话语结构；

学生运用“学习通”，阐述

观点；

教师瞬时评价

4
教师多模态呈现疫情期间我国

政府对企业、员工扶持的材料继

续讨论

线上线下结合

教师引导学生正确、积极

表达观点；

学生在“学习通”上互评

课后为课程“评价”阶段，部分类似文秋芳提出的“延时评价”，评价课中的即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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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师生表现及课程内容，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师生以线上线下的反思、反馈和练习活动继

续巩固课堂教学效果，是实施课堂课程思政的延续，全方位潜移默化地进行“全人教育”。

POA理论框架下“评价”阶段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详见表 4。

表 4  商务英语阅读案例的“评价”阶段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课后

（评价）

步骤 任务 线上or线下 要求 思考

1
教师根据“学习通”上学生互评

和学生课堂表现给出过程性评价；

教师教学反思

线上线下结合
教学反思形成日，后续改进；

线上抽阅学生互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优 越

性 的 体 现

及 四 个 自

信 从 何 处

表现？

2

布置“批改网”上作文，仿写课

文第八段，对某一建筑物（公司

大楼或商业楼）进行描写；

摘录公开发行物上与单元话题相

关的习近平总书记名句进行翻译

线上

（“学习通”“批改

网”）

“批改网”虽是自动评分，但

教师仍要抽查；

学生完成翻译并自行对答案，

教师网上检查

需要说明的是，“摘录公开发行物上的与单元话题相关的习近平总书记名句进行翻译”

这一由学生线上完成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心怀家国天下、关注命运共同，关键时总有官

方媒体将其会议发言、理论文章、思想指向和工作指导用外语对外宣传，所以能找到英文

原文或中英文对照。这项任务也是我们部门的统一要求。

POA理论推动着三个阶段逐步展开，每个阶段各有其职责任务。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

方法与多模态教学方法相互穿插配合，还能视教学内容补充其他诸如辩论、讨论、游戏等

多样方法。

（四）ESP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作为教师观察和反思教学工作、改进教学方法的重要途径，是教学活动中重

要的一环。ESP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更是一种“思政育人、课程培才”的价值判断，其主

要目的是检验被嵌入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的思政教育形式的育人目标在ESP课程

教学中的内化、落实和普及程度，印证思政育人目标在ESP课程思政中的导向性、实践性（张

瑞、覃千钟 49-52）。

对ESP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的研究各家争鸣，各有所持，可大致简单地总结为两个方

向：一个是体系构建方向。如从评价对象、评价内容、评价方法三个方面建构有效的教学

评价体系；另一个是实践操作方向。如提出在教学评价时调节各种（形成性和过程性）评

价比例以及调整考核内容。

对于融入了思政的ESP教学评价不仅要对活动主体（师与生）进行评价，还需要有针

对性地扩大评价覆盖面，如思政元素的融入、思政材料的切入、思政教育的引入、思政问

题的探入等。ESP课程思政教学评价详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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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ESP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学生 教师 标准

评价内容

思政元素与课文话题的融入 思政元素的确立 相融自然、清楚易懂、易于接受

思政材料与课文内容的切入 思政材料的选取 连接顺畅、材料多样、热门话题

思政教育于知识学习时引入 思政教育的适时 适时适当、正确正面、关心时事

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思考探入 思政问题的设置 积极正面、关注民生、批判思维

思政题目占比期末试卷试入 时事要闻的关注 语言正确、观点明确

评价方式

多元评价方式：学生自评、

学生互评、师生协商评价、

教师即时评价、学习小组自

评、学习小组间互评等

教师自省， 
学生评价

方式新颖，手段多样，随时更新；

赋分制和量化给分

由于智慧校园的建设和网络平台选择的丰富多样化，线上线下能相辅相成，所以既需

要即时评价也需要延时评价；又因为期评是百分制及学分绩点制，因而评价时采用赋分制

和量化给分制比较适合学情。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

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商务英语阅读主讲教师首先内心要坚定信念、端正思想，

只有这样才能让思想政治与专门课程“同频共振”、做好“引导者”。在商务英语阅读课程

思政中要精心设计好具体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善于运用、创新各种教学评价方式，

以圆满完成思政任务和传播课程知识，实现“立德树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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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已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根据佩雷克（Florent Perek）的定义，

论元结构交替（argument structure alternation）是指语义相近的构式中相同论元不同但相互

联系的句法实现形式（Argument  146）。论元结构交替包含很多子类，其中，与格交替是各

个语言学派研究中最常提到的话题之一。与格交替是两种与格构式即双宾构式和介词与格

构式的交替使用现象（146-47）。这两种变体拥有相同的论元，均对实体从与事转移到受事

的事件进行编码。

例 1：a. Mary gave (John)recipient (a book)theme.

   b. Mary gave (a book)theme to (John)recipient.

                     （Perek, Argument  146）

例 2：a. John sent (Mary)recipient (a book)theme.

   b. John sent (a book)theme to (Mary)recipient.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102）

例 1a和例 2a为双宾构式，例 1b和例 2b为介词与格构式，两者可交替使用。然而人类

大脑的认知机制具有高度复杂性，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语言使用者对于两种构式的选择

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戈德伯格（Adele E. Goldberg）认为，动词give为原型与格动词，现有研究大多涉及

give类与格动词，并未将与格动词的语义差异考虑在内（Constructions  35）。拉帕波特（Malka 

Rappaport）和莱文（Beth Levin）后来提出了动词敏感性理论（verb-sensitive approach），对

与格动词进行了分类（129-67）。他们认为，give类与格动词与 send类与格动词存在语义差异，

即give类与格动词只有致使拥有的含义，send类与格动词则在此之外多了致使移动的含义。

因此，send类与格交替是否与give类在各方面完全一致，不同影响因素对两种与格动词所在

的论元结构交替的影响效应是否完全一致，都有待进一步讨论。

因此，本文将使用多因素分析，提取真实使用的语料库数据，通过语料库概率模型探

讨 send类与格交替的使用特征及不同因素的影响效应，同时检测所建立模型的数据拟合能

力和准确度。

一、构式变体模型理论与英语与格交替

构式语法支持单层语法观，主张表层概括假设（surface generalization hypothesis）

（Goldberg, “Surface” 327-56），始终强调基于相同的形式和意义的概括形式的重要性，但淡

化了语义或句法相关而形式不同结构的概括。戈德伯格分别分析了双宾构式和介词与格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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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语义及语用结构，认为两者的语用结构存在差异，这两个变体属于不同的构式。可以

看出，构式语法似乎忽视了两个变体之间存在的联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两个构式在很

多情况下存在意义重合（Bresnan and Ford 168-213）。

卡佩尔（Bert Cappelle）基于对小词置位的研究，提出了构式变体模型理论（Allostruction 

Model），将构式交替的两个论元构式视为两个构式变体，认为二者由一个共有的超范畴联

系，且二者之间共享抽象的语义。构式变体模型将论元结构交替作为一种特定事件的不同

表达，同时保留了构式语法主张的非派生性特征。这种交替也是一种语言知识，是语言使

用者基于其所处环境中的语言系统变化习得的，也是存在于语言使用者语法系统中的一种

概括。因此，与构式语法不同，卡佩尔主张论元结构交替也应被视为说话者语法系统的一

部分，佩雷克通过分类任务实验证明了这一观点。在构式变体模型理论的框架内，佩雷克

进一步分析了与格交替现象（“Mental Grammar”153），英语与格交替两个构式变体的联系

及超范畴组成的网络如图 1 所示：

▲图 1 与格交替及构式变体

构式变体模型并不强调建立构式到构式之间的派生关系，也不完全将论元结构交替排

除至语法系统之外，具有更加灵活的承继关系。该模型也体现出论元结构交替在构式语法

研究中的理论地位，本研究即在构式变体模型理论的框架内进行。

构式变体模型对构式变体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观点，认为二者由一个共同的超范畴连

接，继承相同的语义表征，可视为与格构式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句法实现形式。卡佩尔和

佩雷克均指出，两个构式变体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它们并不完全相同，在语义和功能

上存在差异。虽然与格交替不是纯粹由语义因素驱动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两种构式

变体在任何语境中都是同样恰当的。语言使用者对两种变体的选择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如可及性、相对长度等。简而言之，尽管这两个构式变体在结构和语义上有很多共同之处，

它们在与事和受事的一些属性上依然存在差异，这也对两者在不同语境中的使用设置了限

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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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end类与格交替与基于语料库的概率模型

本研究在构式变体模型理论的框架内，将与格构式的论元构式视为两个构式变体，采

用多因素分析从COCA语料库中提取真实使用的语料，对语料就语义、语用、句法等多

方面的特征进行标注，从而获取语言特征数据，进行多变量统计建模，即通过R软件建立

Tree & Forest模型、朴素判别学习模型（naïve discriminative learning model），探究制约 send

类与格交替的构式变体在口语语体中的使用特征。

（一）语料选取及标注

研究语料选自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在COCA检索行中检索“［send］”（表示

send及其屈折变化形），在SECTION一栏中选取SPOKEN和BLOG（研究视为口语语体），

分别在 send，sent，sending，sends中选取与格构式实例 800 个，根据标注依据（张懂 40-52；

Bresnan and Ford 168-213），在Excel中进行标注。

本研究确定的变量及标注标准主要参考布列斯南（Bresnan John）和福特（Marilyn 

Ford）、张懂的研究，预测变量包含受事及与事的话语可及性、有定性、代词性、有生性、

长度差异和受事具体性。各个预测变量的标注标准如下：

话语可及性：受事或与事所指在话语前 10 行内被提及或为第一、第二人称代词，则为

已知，否则为未知；有定性：有具体所指（出现限定词，如 that，her，the）即为可定，否则

为不可定；代词性：人称代词（如 it，you，him）、指示代词（this，that），以及反身代词（如

himself）都标注为代词，否则为非代词；有生性：人类和动物均标注为有生，否则标注为

无生；受事具体性：人类感官可感知的标注为具体，不可感知的则为抽象；长度差异：受

事长度大于、等于或小于与事。反应变量为两个与格构式变体，即双宾构式和介词与格构式。

标注变量及水平如表 1 所示：

表 1  标注变量及水平

因素 因素名称 因素标注 标注符号

预测变量

反应变量

与事可及性

受事可及性

与事有定性

受事有定性

与事代词性

受事代词性

与事有生性

受事有生性

受事具体性

长度差异

语体

构式变体

已知、未知

已知、未知

可定、不可定

可定、不可定

代词、非代词

代词、非代词

有生、无生

有生、无生

具体、抽象

受事长度大于 /小于 /等于与事

口语

双宾语构式、介词与格构式

RepAccs
ThmAccs
RepDefi
ThmDefi
RepPron
ThmPron
RepAnmc
ThmAnmc
ThmConc
LengDiff
SPOKEN
D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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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 5 个与格构式实例，表 2 为 5 个实例的模型标注例示：

例1: And then some news outlet asked well, why don’t you ask more ai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said why would we ask for their money and send their taxpayers money to us.

例2: With modern technology, they will scan these handwritten letters and send them to you. 

例 3: And as soon as Congress sends me that extension of tax cuts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to my desk, I will sign it right away. 

例4: He’s doing a lot of things that send signals to these white supremacists. 

例5: Next time you think of sending me something, try to remember I probably already have 

one or don’t want one. 

表 2  NDL模型标注编码例示

X Dative RepAccs ThmAccs RepDefi ThmDefi RepPron ThmPron RepAnmc ThmAnmc ThmConc LengDiff

1 NPPP/1 yes/1 yes/1 yes/1 yes/1 yes/1 no/0 yes/1 no/0 yes/1 more/1

2 NPPP/1 yes/1 yes/1 yes/1 yes/1 yes/1 yes/1 yes/1 no/0 yes/1 equal/2

3 NPNP/0 yes/1 yes/1 yes/1 yes/1 yes/1 yes/1 yes/1 no/0 yes/1 more/1

4 NPPP/1 no/0 no/0 yes/1 no/0 no/0 no/0 yes/1 no/0 no/0 less/0

5 NPNP/0 yes/1 no/0 yes/1 no/0 yes/1 no/0 yes/1 no/0 no/0 equal/2

（二）语料库概率模型的建立与结果分析

在R软件中建立两种模型时导入的公式为：

Dative~RepAccs+ThmAccs+RepDefi+ThmDefi+RepPron+ThmPron+RepAnmc+ThmAnmc

+ThmConc+LengDiff

1. send类与格交替的Tree & Forest模型分析

研究首先使用Tree & Forest模型探究影响 send类与格交替使用的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

作用。Tree & Forest模型即条件推断决策树与随机森林模型。分类树模型很重要的一个优点

是可将具有显著影响效应的预测因素之间的多重交互作用可视化。然而条件推断决策树的

算法原理让其只能在局部最佳性能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因此，有必要用随机森林模型来进

行补充。尽管随机森林模型不能提供更多关于这些变量共同作用的信息，但可用于评估不

同预测变量在模型中的相对重要性，并将其可视化。

条件推断决策树可以通过R软件中的 {party}程序包的 ctree()函数建立，同时加载

{lattice}，{ggplot2}和 {caret}程序包，通过递归划分算法得到分类树模型结果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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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条件推断决策树模型

 通过混淆矩阵，得出分类树模型的p值小于 2.2e-16，故该模型整体具有高度显著性。同

时，计算出的模型准确度为 89.3%，即此处建立的分类树模型可以根据预测变量具有的特

征，对研究数据中 89.3%的与格交替的构式变体进行分类和推测。根据贝 恩（Rolf Harald 

Baayen）的研究，若C值（concordance index）大于 0.8，则表示所建立的模型对语料数据

集有较好的拟合能力（Analyzing  204）。该模型的C值为 1，说明模型对数据有较好的拟合

能力。通 过观察图 2 中的条件推断决策树模型结果可以发现，对英语与格交替构式变体的

选择具有显著影响的预测变量包括与 事代词性、受事代词性、与事有生性、受事有定性，

以及与事有定性。其中与事代词性对与格交替的使用影响最大。此外，分类树模型也显示，

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多重交互效应：

（1）当与事为代词时，构式变体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受事的代词性：当受事为代词时，

倾向于使用双宾构式（第 11 个节点）；当受事为非代词时，则倾向于使用介词与格构式（第

10 个节点）。

（2）当与事不是代词时，构式变体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与事的有生性：若与事不具有有

生性，则倾向于使用双宾构式（第 3 个节点）；若与事具有有生性，构式变体取决于受事有

定性，具体而言，受事具有有定性时，倾向于使用双宾构式（第 8 个节点），受事不具有有

定性，整体上都倾向于使用双宾构式（第 6 个节点），若与事也不具有有定性时，几乎总是

使用双宾构式，而与事具有有定性时，则使用双宾构式的概率更高（第 7 个节点）。

从语料中选取的具体例示如下：

例 6：You picked this card up and sent them this.

例7：And I said why would we ask for their money and send their taxpayers money to us, 

why don’t we make business with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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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8：Last night,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sent Congress a list of more than 200 names.
例9：Anna doesn’t send Rachel the money, instead making excuse after excuse.
例10：Senator Bob Menendez has sent Secretary Pompeo a letter requesting information 

about State’s knowledge of Giuliani’s outreach.
例11：Sending people tax dollars based on their skin color is a genuinely unpopular idea in 

this country.
因此，语言使用者对与格交替构式变体的选择事实上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

用最强的预测变量为与事代词性，同时不同变量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例如，与事代词性、

与事有生性、受事有定性以及与事有定性则有多重交互效应。

在  R软件中加载{party}和{lattice}程序包，借助cforest()函数对数据进行拟合，随机构

建分类树 500 次，构建随机森林模型，通过dotchart()函数将变量相对重要性可视化，结果

如图 3 所示。

▲图 3   预测变量相对重要性

与 条件推断决策树模型相似，通过混淆矩阵可计算出模型的p值小于 2.2e-16，模型具有

高度的显著性，模型准确度为 89.3%，C值为 1。根据 随机森林模型的统计结果可知，对英

语与格交替构式变体的选择有显著影响的预测因素相对重要性排序如下：与事代词性＞与

事可及性＞受事代词性＞与事有生性＞受事有定性＞受事可及性＞长度差异＞与事有定性

＞受事有生性，而受事具体性相对重要性几乎为 0，所以不包含在此排序内。观察条件推断

决策树和随机森林模型的结果，条件推断决策树中的显著变量包含在随机森林模型中。

总的来说，通过Tree & Forest模型的统计结果可知：

（1）代词性和有生性对英语与格交替构式变体的选择最具相关性，其中与事代词性最

具显著性影响，受事具体性为不显著变量；

（2）预测变量之间存在多重交互作用，例如，代词性、有生性和有定性之间即存在交

互作用；

（3）将预测变量之间的多重交互作用考虑在内，这些预测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由大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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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排序为：与事代词性、与事可及性、受事代词性、与事有生性、受事有定性、受事可及性、

长度差异、与事有定性、受事有生性。

该模型的结果与已有有关与格交替制约因素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证明了尾焦原则、

尾重原则（Quirk 943），以及和谐对应效应（Bresnan and Ford 168-213），且代词性依然是

影响效应较大的预测因素。代词往往代表已知信息，故说话者在选择特定构式时，倾向于

将已知信息置于未知信息之前，而已知信息与未知信息之间的区别被认为是说话者选择特

定构式最为基本的决定因素之一（Lambrecht 388）。同时，已知的或有定的实体更容易引起

人们的注意，拥有更高的认知凸显度，让说话者和听话者更易理解，因此，这些论元常常

出现在其他论元之前。

2. send类与格交替的NDL模型分析

与Tree & Forest模型相同，NDL模型也为机器学习模型，可以在大型数据集上运行。

与逻辑回归模型不同，NDL模型并不是依靠优化算法来最大限度地提高预测的准确性，而

是模仿人类的学习过程，甚至将区别人类学习与机器学习的记忆及学习的限制条件包括在

内。NDL模型对于所学习事件的顺序非常敏感，且允许研究者同时考虑多种预测因素（Milin 
et al. 507-26）。

研究使用R软件中的NDL软件包建立NDL模型（Baayen, Corpus  295-328）。NDL模型

可产生一个权重矩阵，量化不同预测变量与反应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如表 3 所示：

表 3  NDL变量权重值

NP NP NP PP
 LengDiff=equal
LengDiff=less

LengDiff=more

-0.0468
-0.0388
0.1507

 0.1158
0.1077
-0.0817

RepAccs=no 0.0013 0.1022
RepAccs=yes 0.0638 0.0396
RepAnmc=no -0.0339 0.1374
RepAnmc=yes 0.0990 0.0045
RepDefi=no -0.0101 0.1136
RepDefi=yes 0.0752 0.0283
RepPron=no -0.2209 0.3243
RepPron=yes 0.2859 -0.1825
ThmAccs=no 0.0519 0.0515
ThmAccs=yes 0.0132 0.0903
ThmAnmc=no 0.0156 0.0878
ThmAnmc=yes 0.0494 0.0540
ThmConc=no 0.0213 0.0821
ThmConc=yes 0.0437 0.0597
ThmDefi=no 0.0821 0.0213
ThmDefi=yes -0.0170 0.1205
ThmPron=no 0.0975 0.0059
ThmPron=yes -0.0325 0.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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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立的NDL模型的C值为 0.94，大于 0.8。根据贝恩的研究，当C值大于 0.8 时，

表示该模型对数据有较好的拟合能力（Analyzing  204）。故本研究建立的NDL模型有较好的

拟合能力，同时准确度计算值为 88.5%，即该模型可根据不同的预测变量特征，对语料库数

据集中 88.5%的与格交替构式变体进行分类，且这些数据在 10 次交叉验证下均保持不变。

基于已建立的NDL模型，可举例分析预测因素不同状态对构式变体选择的影响。例如，

若要考虑预测因素组合：

LengDiff=more/RepAccs=yes/RepAnmc=yes/RepDefi=no/RepPron=no/ThmAccs=yes/

ThmAnmc=no/ThmConc=yes/ThmDefi=yes/ThmPron=no

以上预测因素的NDL权重值表格如表 4：

表 4  预测因素组权重值

LengDiff
=more

RepAccs
=yes

RepAnmc
=yes

RepDefi
=no

RepPron
=no

ThmAccs
=yes

ThmAnmc
=no

ThmConc
=yes

ThmDefi
=yes

ThmPron
=no

NPNP 0.15 0.06 0.10 -0.01 -0.22 0.01 0.02 0.04 -0.02 0.10
NPPP -0.08 0.04 0.00 0.11 0.32 0.09 0.09 0.06 0.12 0.01

将表 4 中的相关条目数值相加即可得到对应反应变量的支撑数据。对于该预测

因素组，反应变量NP NP（双宾构式）的支撑数据值为：0.15+0.06+0.10+(-0.01)+(-

0.22)+0.01+0.02+0.04+(-0.02)+0.10=0.23。反应变量NP PP（介词与格构式）的支撑数据值为：

(-0.08)+0.04+0.00+0.11+0.32+0.09+0.09+0.06+0.12+0.01=0.76。

所以，双宾构式的支撑比例为：0.23/（0.23+0.76）=0.23。其他预测因素组合和对应的

支撑数据值的计算过程均可以用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从认知加工的角度来看，给定一组

预测变量，激活会在预测变量和反应变量（NP NP/NP PP）的连接上传播。而一个给定的

反应变量可被激活的程度是由预测变量对应不同反应变量的权重之和得出。支撑数据值最

高的与格构式变体则最有可能被使用。如以上分析示例中，NP NP的支撑数据值为 0.23，

NP PP为 0.76，则在该预测因素组合条件下，介词与格构式更有可能被使用。其他预测因

素组合对应何种反应变量也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计算。

同时，若要评估一个预测因素在NDL模型中的重要性，即影响效果大小，应取

相关权重差值的绝对值之和。例如受事可及性（ThmAccs）：|0.0519-0.0515|+|0.0132-

0.0903|=0.0775。其他变量对应数值如表 5 所示：

表 5  变量重要性数值

RepAccs ThmAccs RepDefi ThmDefi RepPron ThmPron RepAnmc ThmAnmc ThmConc LengDiff
绝对

值和
0.1251 0.0775 0.1706 0.1982 1.0136 0.2600 0.2658 0.0768 0.0767 0.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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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5，对差值绝对值之和大小进行排序，即可得到这些预测变量的影响效果大小次

序： 与事代词性＞长度差异＞与事有生性＞受事代词性＞受事有定性＞与事有定性＞与事

可及性＞受事可及性＞受事有生性＞受事具体性。此外，权重值之间的差异还可通过R软

件中的dotchart()函数绘制克利夫兰点图（Cleveland dotplot），其中y轴为类别型变量（本研

究中的预测变量），x轴为需要展示的数据值（权重值表中第三列和第二列的判别值）。此处

即可通过克利夫兰点图，对基于NDL模型的英语与格构式预测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可视

化观测（如图 4 所示）。

▲图 4  克利夫兰点图

同时，NDL模型通过计算出各个预测因素的权重值对语料库数据做出预测，然而并不

提供任何类型的p值，故NDL模型并不能指出哪些因素具有显著性影响，这也是该模型亟

待改进的方面之一。将NDL模型结果与Tree & Forest模型结果进行对比，可看出两种模型

的结果存在相同之处，Tree & Forest模型中的显著变量均包含在NDL模型中，且预测变量

的整体相对重要性几乎一致，如代词性均为影响较大的影响因素，受事具体性影响效应最

小。这也说明，人类学习和统计学习可以产生几乎一致的结果。而长度差异、与事可及性

与Tree & Forest模型的结果不完全一致。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首先，虽然Tree & Forest模型和NDL模型均为机器学习模型，但它们的工作原理不

同。Tree & Forest使用了递归划分算法，而NDL以人类及动物学习原则为基础，并且尽可

能提高了认知合理性，但更为抽象，权重值可能无法完全解释清楚。两者遵循的公式不同

且编码标注的方式也不同。NDL模型遵循的公式为Rescorla-Wagner公式（Baayen et al., An 
Amorphous  438-81），但该公式对判别性学习的描述仍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没有公正地对

待认知上更易处理的结果产生的微小偏差（如先于未知信息的已知信息）。在同一个言语社

区内，这些微小的偏差在有利情况下会导致局部最优的功能分布模式，而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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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有生性、可定性和话语可及性等预测变量可能并不会像逻辑回归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影

响与格变体的使用（Baayen et al., Making  253-91）。

其次，NDL模型是一种基于样本的学习模型，而基于样本的统计模型假设，经验过程

中的样例是储存在记忆中的。但本研究的语料库数据有限，频率是NDL模型要参考的重要

参数之一，可能导致模型结果有不一致之处。且研究主要考虑的是口语语体，而 send类与

格交替在口语语体中使用的语境有限，涉及的受事、与事特征有限。

研究结果也再次证明构式变体的选择不是随机的，而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使用

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及概率性（Tagliamonte 313）。同时，构式变体模型理论也进一步得到了

验证。受事和与事在语义、语用等方面的特征为与格构式变体的选择提供了微语境条，故

双宾构式和介词与格构式的确可被视为与格构式在具体语境条件下的特定句法实现形式。

此外，研究主要的关注对象为使用 send的与格交替，研究结果显示其使用特征与give类存

在不同，故与格动词语义会影响语言使用者的构式变体选择行为，动词敏感性方法具有合

理性。

研究基于COCA中提取的真实语料，通过建立语料库概率模型，分析口语语体中不同

影响因素对 send类与格交替构式变体使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send类与格交替使用受

多个因素的共同制约，显著性因素包括与事代词性、受事代词性、与事有生性、受事有定

性，以及与事有定性，其中与事代词性对与格交替的使用影响最大，受事具体性的影响最小；

代词性、有生性和有定性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研究涉及的变量相对重要性排序为：与事代

词性＞长度差异＞与事有生性＞受事代词性＞受事有定性＞与事有定性＞与事可及性＞受

事可及性＞受事有生性＞受事具体性。研究证明与格交替的构式变体的使用并不随机，具

有系统性和概率性，与格动词的语义差异会影响构式变体选择，同时也进一步论证了构式

变体模型理论。

本文建立的语料库概率模型之一朴素判别学习模型更具心理现实性和认知合理性，NDL

模型的使用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新的尝试，即用一个计算模型来解释语法是如何从使用中产

生的。后续研究可以结合不同语料库概率模型，综合研究不同预测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及交

互作用。同时，本研究的语料主要通过人工标注，有待优化。此外，研究建立的不同模型

的结果存在差异，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可结合来自其他学科的汇流证据对模型的

心理现实性进行交叉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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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学术论文内容的高度概括，是论文收录和检索的重要依据，也是作者向读者迅

速介绍研究目的、方法、结论等论文主要内容的重要方式。读者通过阅读摘要可以判断是

否有阅读全文的必要性，所以摘要是作者向读者推销科研成果的载体，也是评价性资源较

为密集的语篇 ,具有劝说机制（鞠玉梅 926-27）。现有摘要研究多关注语步的分布和结构

（Lorés 280-81；Li 1-11；赵永青等 18-23），很少关注作者如何运用语言资源在摘要中实现

向读者推销科研成果的人际功能。近年来，学术写作研究表明，学术写作中作者不仅对研

究过程和结果进行客观性陈述，而且对研究结果也进行了主观性评价，并积极地与读者进

行互动。作为学术写作中的重要话语资源之一，评价性that 从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Hyland and Jiang 1-23；Kim and Crosthwaite 1-14；Man and Chau 22-33；娄宝翠、邱梦瑶 

67-68）。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语料库方法，对比分析动词引导的评价性that 从句在学习者硕

士论文摘要和期刊论文摘要中的使用特征。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评价性that 从句指由形容词、名词和动词引导的从属关系句（如 It is surprising /It is our 

belief /We believe that this structure is difficult.），主句和从句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观点，凸显其

态度立场（Hyland and Tse 124-25）。这种强有力的句式结构既可以实现论文作者与读者的

互动，又可以帮助建构作者身份。研究发现，近 50 年期刊论文中评价性that 从句数量呈上

升趋势（Hyland and Jiang 16）。形容词引导的评价性that 从句被称为外位结构，通常以 it为

形式主语，把真正重要的、复杂的信息放到从句中（Hyland and Tse 125）。引导评价性that
从句的名词也称外壳名词，学术论文摘要中的外壳名词能够客观地表达作者立场，在较短

的语篇内实现摘要的人际功能，常见的外壳名词有 idea，effect，influence等（刘芹、王心怡 

55）。动词引导的评价性that 从句被称为引述句，根据不同引述来源分为自我引述句和他人

引述句（Charles 496-97）。

国外关于评价性that 从句的研究多以海兰（Ken Hyland）和蔡（Polly Tse）建立的评

价性that 从句框架为基础（130），主要涉及不同学科对比（Hyland, “Authority” 1091-12；

Charles 492-518；Hyland and Jiang 1-23；Kim and Crosthwaite 1-14）和学习者使用特点研究

（Hyland and Tse 123-39；Parkinson 428-42；Man and Chau 22-33）。跨学科研究结果显示，相

对于自然学科作者，人文学科作者倾向于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更多使用评价性that 从句

（Kim and Crosthwaite 9-10）。从评价来源来看，人文学科作者常用生命主体（如 I，we，one）

作为评价来源，而自然学科作者则多使用非人主语（如 the results, the analysis, figure 1）或

it外位结构（如 it was noted that..., it could be argued that...）来增强评价来源的客观性（Charles 

50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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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学术写作中评价性that 从句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不同类型主语特征的分析和转述

动词的研究。针对引述句主语的研究主要对比分析了中国硕士和国际学者对不同主语类

型（包括抽象主体、隐藏主体、生命主体）的使用特征（武姜生 27-32；孙莉 15-21；鞠玉

梅 926-36），还有一些研究仅分析了第一人称这类生命主体的特点（吴格奇，《学术论文》 

6-11；王月丽、徐宏亮 58-64）。转述动词的研究主要涉及不同学科对比（Hyland, “Authority” 

1091-12）、相同学科的中外学者对比（刘永厚、司显柱 69-77），以及英语专业硕士论文中

转述动词的使用特征（娄宝翠，《硕士论文》 64-68；娄宝翠、邱梦瑶 67-73；刘应亮、魏依 

66-76；唐玮、林正军 122-30），鲜有研究涉及主语和转述动词的搭配特征。

综上所述，尽管评价性that 从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文章

的正文部分（Parkinson 428；Kim and Crosthwaite 4；Man and Chau 24；张军民 247；王月丽、

徐宏亮 59；张立茵、陈新仁 124），很少涉及学术论文摘要中的评价性that 从句，且目前学

术论文中关于主语和谓语动词搭配使用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研究以国际期刊论文摘

要为参照语料，重点分析学习者硕士论文摘要中评价性that 从句的使用特征。具体研究问

题如下：（1）学习者硕士论文摘要中自我引述句的主体及主谓搭配有何特征？（2）学习者

硕士论文摘要中他人引述句在不同评价意义转述动词的使用上有何特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自建两个语料库，即中国英语专业应用语言学方向硕士学位论文摘要语料库（目

标语料库）和国际期刊论文摘要语料库（参照语料库）。目标语料来自中国知网硕博学位

论文子语料库，发表时间在 2010—2019 年，从中选取 100 篇硕士论文摘要，共计 52288

词。所选论文来自华中、华南、西南、东北等 20 多所重点高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参

考语料来源于《特殊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等 10 个国际语言学核心期刊。 由于期刊论文摘要篇幅普遍比硕士论文摘要篇

幅短，为了保持两个语料库大小相当，我们选取了 300 篇 2010—2019 年发表的期刊论文摘

要，共计 51354 词。经核实，所选国际核心期刊论文均为单个作者独立撰写。

（二）语料库的建立与分析

为方便统计，我们先将选取的 400 份语料转换为纯文本格式并分别编号，再用AntConc

软件检索出两个语料库中包含that 的句子，人工剔除不属于评价性that 从句的例子，如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等。由于学术写作规范中通常保留that（Biber et al. 682），所以省略that 的
情况对本研究影响不大。然后，我们依据汤姆森（G. Thompson） 和叶（Yiyun Ye）（3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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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兰和蔡（130），以及查尔斯（Maggie Charles）（497）的分类框架统计出语料中的引述句，

其示例见表 1。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初步统计的结果由三名作者复核，达成一

致意见后再确定最终分类结果。最后，考虑到两个语料库的大小不同，我们基于原始数据，

以每万词为单位进行词频标准化，对比分析目标语料和参照语料中动词引导的评价性that 从
句，进一步探究学习者评价性that 从句的使用特征。

表 1  动词引导的评价性that从句分类

评价性that 从句 动词分类 示例

自我引述句

语 篇 型， 如 tell, ask, 
argue, state

We argue that the functionalist approach, especially the Skopos theory, can 
be an applicable guideline for translating activity as long as the Skopos is 
defined as the purpose of the translated text.

研究型，如 find, show, 
demonstrate, observe

Results of the pretest show that writing proficiency of the two classes are 
identical at first.

认 知 型， 如believe, 
think, assume, consider

Thus quite a few students will consider that the teaching style of the 
teacher is boring.

他人引述句

积 极 意 义， 如agree, 
p o i n t  o u t ,  a c c e p t , 
emphasize

Some experts point out that students commonly suffer from critical 
thinking deficiency and have the potential to intensify it.

消极意义，如 suggest, 
indicate, attack, oppose

Therefore, the practice indicat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heuristic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s and teaching quality of high 
school English class.

中 性 意 义， 如 show, 
r e f l e c t ,  e x a m i n e , 
evaluate

In the interviews, interviewees also showed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ecological listening teaching.

（注:所有示例来自本研究硕士论文摘要语料）

三、结果与讨论

根据查尔斯对引述句的划分（497），我们统计了两个语料库中自我引述句和他人引述

句的使用情况，总体分布特征见表 2。

表 2  自我引述句和他人引述句的使用频率分布（每 10000 词）

引述句
硕士论文摘要 期刊论文摘要

原始频次 标准频次（百分比） 原始频次 标准频次（百分比）

自我引述句 167 31.97（83.93%） 264 51.41（91.98%）

他人引述句 32 6.12（16.07%） 23 4.48（8.02%）

总数 199 38.09（100.00%） 287 55.89（100.00%）

表 2 显示，学习者和专家作者论文语料库中，自我引述句的使用频率远高于他人引述句。

自我引述句的使用频次上，学习者的使用频率显著低于专家作者（x ２=23.72，p < .001）。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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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引述句在两个语料库中出现频次都较低，且无显著差异（x ２=1.32，p >.05）。

硕士论文摘要中自我引述句的使用频次低于期刊论文摘要，究其原因，可能是学习者在

硕士论文写作中过于依赖其他声音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专家作者更偏好突出个人在研究过程

中的贡献（娄宝翠、邱梦瑶 72；徐昉、龚晶 20）。他人引述句的使用频率在两个语料中都很低，

这是由摘要体裁特征决定的。学术论文摘要主要用来凸显作者的研究，以便吸引读者、说服

读者。大量使用他人引述句则会削弱摘要的可信度，降低摘要所描述研究的创新性。

为进一步研究两种引述句的使用特征，我们比较了所选语料中自我引述句主体与谓语

动词的搭配特征以及他人引述句中动词的评价意义。

（一）自我引述句

自我引述句是一种直接表达作者立场和观点的话语资源，与评价主体紧密相关（张立茵、

陈新仁 122）。主语和谓语的搭配使用也具有评价意义，作者选择不同的主语和谓语，既表

明作者对评价事物的态度，又体现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此外，引述句的主语也是作

者构建其学术身份的重要资源（鞠玉梅 926-36）。

1.自我引述句中的主体

自我引述句中的主体分为生命主体、抽象主体和隐藏主体（Hyland and Tse 130）。生命

主体主要指作者，既包括第一人称单数形式（I）和复数形式（we），也包括作者自我指称

形式（如 the author, the writer）。抽象主体（如 the findings, the results）作为自我引述句中主

体类型的一种，指无生命的名词。隐藏主体（如 it）指没有明确信息来源的句子。不同主体

表明作者不同的身份和立场，传递作者不同的情感态度。为揭示所选语料中自我引述句主

体类型的分布特征，我们对其进行汇总，总体使用情况见表 3。

表 3  自我引述句中主体类型分布（每 10000 词）

主体类型
硕士论文摘要 期刊论文摘要

原始频次 标准频次（百分比） 原始频次 标准频次（百分比）

生命主体 17 3.25（10.18%） 36 7.01（13.64%）

抽象主体 109 20.85（65.28%） 202 39.33（76.52%）

隐藏主体 41 7.84（24.54%） 26 5.06（9.84%）

总数 167 31.94（100.00%） 264 51.40（100.00%）

表 3 显示，学习者和专家作者均倾向于使用抽象主体。抽象主体在硕士论文摘要中的

频率显著低于其在期刊论文摘要中的频率（x ２=29.60，p < .001）。硕士论文摘要中，位于其

次的是隐藏主体，生命主体最少；而期刊论文摘要中生命主体其次，隐藏主体最少。自我

引述句中，学习者使用生命主体类型的频率显著低于专家作者（x ２=7.16，p < .01）。隐藏主

体在学习者语料中的频率略高于专家作者，但无显著差异（x ２=3.10，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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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主体把评价来源归因于作者的发现，隐藏了作者是评价来源这一事实。这是一种

隐藏作者身份的方式，直接让研究结果与读者对话，能够有效增强论文研究成果的客观性

和可信度（Hyland, Disciplinary Identities 10-13）。抽象主体在两个语料库中的使用频率最

高，这一结果与帕金森（Jean Parkinson）（436），金（Chanhee Kim）和克罗思韦特（Peter 

Crosthwaite）（8-9）的发现一致，说明学习者和专家作者一样，在学术论文摘要中运用

抽象主体弱化作者角色。例 1 和例 2 中的主语都为抽象主体（the statistical results，these 

findings）。表面上具有“非人”特征的研究结果承担了命题责任，这在语言形式上淡化了

语篇研究者的作用，符合学术论文写作追求客观的要求，容易与读者达成共识（武姜生 

29；张立茵、陈新仁 126-27）。

例 1：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such an approach wa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students’ overall summarization performance of a narrative source text and that the students 

benefited to a greater extent in content and organization than in vocabulary and language use. （期

刊论文摘要 2）

例 2：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at Chinese social science major students respect community 

contribution more than international scholars. （硕士论文摘要 5）

隐藏主体的使用扩大了评价来源，读者无法检测评价内容的真假，从而与读者产生距离。

与专家作者相比，学习者较多使用隐藏主体来降低作者凸显度。学习者论文摘要中使用频

率较高的隐藏主体是“it is/was found that...”，如例 3 所示。

例 3： It is found that  the first-person pronouns are used most frequently, which shows that 

professionals do not avoid presenting themselves in articles. （硕士论文摘要 10）

例 3 中，被动句“It is found that...”起到让事实说话的作用，突出强调研究内容的重要

性，体现作者对此命题的保留态度，同时减轻观点提出者的命题责任。隐藏主体的使用不

仅增强了句式表达的多样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作者能见度，能有效避免使用生命

主体表达观点时带来的主观性（Charles 510-13）。

第一人称单数形式“I”明确说明作者是观点发起者，承担观点持有者的责任。深入分

析所选语料后，我们发现学习者论文摘要中没有使用“I”的情况，而专家作者使用“I”的

频率较高。这一结果表明学习者在学术写作中不愿使用作者凸显度较高的第一人称单数形

式“I”，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Chen 7-8；鞠玉梅 933；王月丽、徐宏亮 61；娄宝翠、王

莉 95）。第一人称“I”表明作者在学术语篇中积极呈现个人观点，学习者可能受中国传统

文化中合作和谦逊思想的影响，倾向在学术写作中构建集体身份，并隐藏个人对研究成果

的贡献，以增强所述观点的权威性（吴格奇，《学术论文》 9）。此外，学习者不愿使用“I”

的原因还包括缺乏正确指导、对学术英语写作规范的了解不够深入、学习者的个人偏好等

（Hyland, “Authority” 1107）。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英语学习者比专家作者更多使用

“we”的原因。内涵式“we”能缓解“I”给学习者带来的心理压力，弱化学术文本中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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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凸显度（唐青叶 6；王月丽、徐宏亮 61）。但由于硕士论文是由学习者独立完成，使用“we”

不利于建立平等的作者—读者关系，从而影响学习者构建可靠的学术研究者身份，如例 4。

例 4： In our research, we find that to a certain extent, high-level English major postgraduates 

adopt English language style in Chinese abstracts and we ascribe the phenomenon to the influence 

of L2 on L1. （硕士论文摘要 22）

例 4 中，作者把第一人称复数形式“we”当作评价来源，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体现了作者的互动意识。但是在摘要中大量使用表集体声音的“we”，容易被误解为缺乏学

术担当，不利于构建独立研究者的学术身份（王月丽、徐宏亮 61-62）。

2.不同主体和谓语动词的搭配

自我引述句中的动词分为研究型转述动词、语篇型转述动词和认知型转述动词三类

（Hyland and Tse 130）。研究型转述动词表示具体的研究行为，包括描述研究结果的动词（如

notice, discover）和描述研究过程的动词（如calculate, analyze）（Hyland, “Authority” 1101-

1105）；语篇型转述动词（如conclude, report）表示语言行为的表达方式；认知型转述动词（如

believe, think）用来描述作者的心理活动。谓语动词的使用差异表明作者对评价内容的不同

观点，与单独一个主语或谓语相比，不同主体和谓语动词的搭配能传递更多信息。例如使用“I 

believe that...”和“the study shows that...”时，前者使用作者凸显度较高的第一人称代词单

数“I”做主语，并和表示作者心理特征的认知型动词“believe”搭配，说明研究结果的主

观性较强；而后者使用作者命题责任较低的抽象主体“the study”做主语，并和描述研究结

果的研究型转述动词“show”搭配使用，这种组合方式使研究结果显得更加科学可信。为

进一步探究学习者和专家作者学术论文摘要中不同主体和谓语动词的搭配特征，我们对其

进行详细分析，具体情况见表 4。

表 4  自我引述句中不同主体和谓语动词组合的分布

主体类型
硕士论文摘要 期刊论文摘要

研究动词 认知动词 语篇动词 研究动词 认知动词 语篇动词

生命主体 6.60% 1.80% 1.80% 3.80% 0.80% 9.00%

抽象主体 57.50% 4.70% 3.00% 53.00% 5.00% 18.60%

隐藏主体 16.80% 3.60% 4.20% 4.50% 1.50% 3.80%

总占比 80.90% 10.10% 9.00% 61.30% 7.30% 31.40%

如表 4 所示，抽象主体和研究动词的组合在硕士论文摘要和期刊论文摘要中使用最多。

在硕士论文摘要中，位于其次的是隐藏主体和研究动词这种组合，其余主体类型和动词搭

配的使用比例都低于 10.00%；而期刊论文摘要中，抽象主体和语篇动词的使用比例位于其

次，其余搭配的使用比例也均低于 10.00%。学习者搭配使用抽象主体和语篇动词的数量占

引述句使用总量的 3.00%，明显低于专家作者 18.60%的使用比例，这一特征与刘永厚、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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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柱的研究结果一致（73），说明学习者还不能熟练使用语篇动词。隐藏主体和研究动词的

组合在硕士论文中的比例略高于期刊论文。

研究型转述动词通常和抽象名词搭配使用，如“the finding shows that...”。抽象主体可

以弱化作者的命题责任，研究动词能凸显研究过程或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学习者和专家作

者都大量使用抽象主体和研究动词的组合，因为这种组合可以提高学术表达的适当性、增

强语篇的可读性，为读者接受作者的观点做铺垫。例如：

例 5： The study proves that the image schema theory based on the embodied philosoph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nglish vocabulary teaching. （硕士论文摘要 22）

例 6： The results of a post-test indicated that the hands-on group had achieved a slightly greater 

improvement in domain vocabulary knowledge than the hands-off group. （期刊论文摘要 38）

例 5 中，作者通过使用作者凸显度比较低的抽象主体“the study”做主语，把读者注意力

聚焦到研究内容本身。研究型转述动词“prove”表明研究结论由作者通过分析、整理数据得出，

增强了所表达观点的严谨性，凸显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更易与读者达成共识（吴格奇，《合

法化语码》 141-42）。例 6 通过前景化研究结果的方式，把抽象主体“the results”置于句首，凸

显了研究结果的重要性。研究型转述动词“indicate”强调了语篇研究的结果，明确表明了作

者立场。这种搭配有利于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增强了学术论文摘要的修辞效果。

进一步分析语料后，我们发现硕士论文语料只有 5 例使用抽象主体和语篇动词的组合。

摘要是描述作者研究成果和发现的重要场所，所以学习者较少使用语篇型转述动词，而多

用研究型转述动词以展示研究结果的可信度（Hyland and Tse 136-37）。此外，由于学习者

学术写作经验相对不足，对学术规范了解不够深入，所以还无法熟练使用抽象主体和语篇

动词的组合来构建所属学科身份。在抽象主体和语篇动词的组合中，专家作者使用最多的

动词为“suggest”，这一发现与娄宝翠的研究结果一致（《硕士论文》66）。“suggest”属于

模糊限制语的范畴，通常表明作者的消极立场，如例 7 和例 8 所示。

例 7： Triangulation with interview data suggests that the epistemology and research practices 

of the discourse community can account for these frequencies patterns, and that writers are 

conscious of the need to situate oneself within the norms of the discourse community by adhering 

to disciplinary writing conventions. （期刊论文摘要 35）

例 8： The findings sugges t that the management of multiple texts and their 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es considerable challenges for student writers, specifically relating to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to include, the degree of explicitness needed in referring to other texts,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dialogue and writer-reader relationship. （期刊论文摘要 42）

例 7 和例 8 中，抽象主体“triangulation”和“the findings”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者能见度，

语篇动词“suggest”委婉陈述了作者的观点，给读者留下商量的余地。这种抽象主体和语

篇动词的组合突出强调了研究内容的重要性，扩展了命题的协商空间，更易于读者接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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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观点。

隐藏主体和研究动词的组合把评价来源转移到研究结果而非研究人员本身，这种方式

有效隐藏了作者在语篇中的角色，减轻了作者语篇评价的责任（娄宝翠、王莉 96）。学习

者比专家作者更多使用隐藏主体和研究动词的组合，避免明确表明个人立场，反映出学习

者在表达研究成果时缺乏学术自信的特点，从而构建出一种避免与读者交流的学术写作新

手身份（徐昉 62）。此外，学习者较多使用“it is found that...”结构，一方面，表明学习者

在学术写作中存在句型使用单一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句式结构缺乏明确信息来源，过

多使用会影响学术论文的严谨性，凸显出程式化思维（武姜生 31；刘永厚、司显柱 71）。如：

例 9： It is found that high proficiency students employ more L1 for task management, while 

low proficiency students employ more L1 to discuss the task content meaning. （硕士论文摘要 48）

例 10： It is also found that  transitions, hedges code glosses and frame markers are among the 

top ranked meta-discourse resources in terms of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硕士论文摘要 53）

例 9 和例 10 中，外位结构先行词“it”结构的使用将评价内容和态度主位化，这种刻

意追求客观话语模式的表达隐藏了学习者的科研主体地位，过多使用也会降低论文摘要的

可信度。

（二）他人引述句

他人引述句通过转述前人研究结果介绍研究背景，呈现已有研究成果，是将作者的研

究与前人的发现建立联系的重要方式。他人引述句的评价意义体现在转述动词，根据不同

评价意义，转述动词可以分为三类，分别表示积极意义、中性意义和消极意义（Thompson 

and Ye 372）。积极意义转述动词（如demonstrate, prove）表明转述信息的真实性，说明作

者对转述信息持肯定态度；中性意义转述动词（如conceive, anticipate）用客观的方式来传

达信息，并不涉及作者对转述内容的评价态度；消极意义转述动词（如 imply, claim）表示

作者不赞同转述内容，对其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为进一步分析他人引述句中不同评价意义

转述动词的使用特征，我们对其进行了统计，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5。

 
表 5  他人引述句中不同评价意义转述动词的分布特征

评价意义 硕士论文摘要 期刊论文摘要

原始频次 标准频次（百分比） 原始频次 标准频次（百分比）

积极意义 20 3.81（62.50%） 7 1.21（27.40%）

中性意义 4 0.76（12.50%） 4 0.76（17.30%）

消极意义 8 1.53（25.00%） 12 2.43（55.30%）

总数 32 6.1（100%） 23 4.4（100%）

表 5 显示，学习者和专家作者在积极意义转述动词的使用上具有显著差异（x ２=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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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1），两者在中性意义和消极意义转述动词的使用上没有显著差异（x ２= .00，p >.05；

x ２= .87，p >.05）。进一步分析语料后，硕士论文摘要中积极意义转述动词的使用频率比期

刊论文摘要更高，而消极意义转述动词的使用比例较低，这一结论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孙

迎晖 57；娄宝翠，《硕士论文》 66；张军民 248；吴格奇，《合法化语码》 141；唐玮、林正

军 122）。一方面，这说明学习者倾向于使用积极意义转述动词来为自己的论点提供论据支

撑，从而构建起所属学科的身份，表现出学习者强烈的学术身份构建意识（鞠玉梅 934）；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学习者在学术写作中缺乏学术自信，避免直接批评文献，构建了学

术写作新手身份特征。这一结果与娄宝翠所说关于大学生使用最多的是中性意义转述动词

的发现不一致（《中英大学生》54），究其原因可能是研究对象的差异不同。娄宝翠研究的

是本科生毕业论文正文中转述动词的使用特征（50-55），而本研究重点分析硕士生毕业论

文摘要中的转述动词。

积极意义的转述动词被用来支持作者观点，而当作者不同意转述内容时，会用消极意义

转述动词提出不同意见。通过分析转述动词的使用语境，我们发现学习者有时忽略了这些转

述动词的评价意义，并且存在误用转述动词的现象，即用消极意义转述动词表达作者的积极

立场，这一结果与娄宝翠（《硕士论文》66）和刘应亮、魏依（73）的发现基本一致。例如：

例 11： Some studies claim that pragmatic transfer exist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while others show that there is no pragmatic transfer at all. Thus, an 

empirical study is designed....（硕士论文摘要 28）

例 12： The practice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uggests  that students under instructions 

of the same teachers using the same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perform various learning 

achievements. （硕士论文摘要 18）

例 11 中，抽象主体“some studies”和消极意义转述动词“claim”的组合，间接表示

作者不认同“二语习得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语用迁移”的观点，后面作者又用中性意义转

述动词“show”传达出“二语习得过程中不存在语用迁移”这种观点。通过阅读例 11 上下

文内容，我们发现作者其实支持语用迁移的存在，并且描述了语用迁移的特征，所以作者

误用了表示消极意义的“claim”来表示积极意义，同样也误用了表示中性意义的“show”

来表示消极意义。“suggest”是学术语篇中表示消极意义的高频转述动词（Charles 511；

Hyland and Jiang 17-20；娄宝翠，《硕士论文》66）。期刊论文摘要中，“suggest”常与表示

转折关系的连接词共同使用，表示作者怀疑或者不赞同所转述的信息。例 12 中，我们知道

作者支持从句中表述的观点，但由于缺乏对转述动词内涵意义的区分，学习者误用了表消

极意义的转述动词“suggest”，这样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增加了阅读障碍。这些例子表明

学习者意识到使用不同转述动词可以增强句子的丰富度，但他们未能精准掌握这些转述动

词的语用功能，忽略了不同转述动词在学术语篇中的评价意义，这说明作为学术写作新手

的学习者欠缺在学术语篇中恰当选择转述动词的能力（王月丽、徐宏亮 62）。误用转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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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不仅会影响作者立场的表达，而且还会给读者造成一定的阅读困难，同时也会降低文章

可信度，影响学习者构建权威可靠的学术身份。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对比的方法，分析中国英语专业学生硕士论文摘要中评价性that 从
句的引述特征。结果显示，学习者和专家作者都倾向于在学术论文摘要中使用抽象主体和

研究动词的组合，以降低作者凸显度，增强摘要的可信性。与专家作者相比，学习者较少

使用抽象主体和语篇动词的搭配以及消极意义转述动词。此外，学习者较多使用隐藏主体

和研究动词的组合，这不仅扩大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而且也表现出学习者缺乏学术自信

的特点。学习者有时还存在误用不同评价意义转述动词的现象，体现出学习者作为学术写

作新手，欠缺在学术语篇中合理使用转述动词的意识和能力。

本研究进一步说明在学术英语写作中，中国英语学习者应强化对摘要语体特征的认识，

减少隐藏主体的使用，敢于批评前期研究以凸显本研究的创新性。在学术英语写作教学中，

教师应引导学生重视语用环境，注意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作者与论文读者之间的关系，以

便合理地运用语言资源实现论文摘要的交际目的。学术写作中的引述句不仅仅是对研究结

果或者他人研究的陈述，还包含自己对转述内容的态度和评价立场。学习者可以通过借助

语料库工具、分析期刊论文等方式观察引述句的实例，以探究引述句如何实现身份建构、

与读者协商和语篇组织。今后的研究可以考察其他学科二语学习者学术论文中评价性资源

的使用情况，并通过回溯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从而更准确地

把握学术写作中评价性资源的使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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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二语习得中的词汇研究成为语料库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国内外语言学家不

仅研究语言词法、句法及用法，而且更多地开始关注语言所处的语境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整

体性意义（濮建忠，《语料库》41），并借助语料库工具，在扩展意义单位模型下，对语言

展开广泛的研究。扩展意义单位直观展现了语言使用横向的共选特征（Stubbs 309），该模

型为学者们对语言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了基础。

在英语中，谓语动词在句中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系动词高频出现于各类文本，在贯穿

句子结构，说明主语的身份、性质、特征等方面有其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以扩展意义单位为模型，在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中检索，多角度全方

位分析keep这一常见动词在充当系动词、实义动词时的搭配词、类联接、语义倾向，以及

语义韵，以期对二语学习者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一、扩展意义单位

（一）扩展意义单位概述

扩展意义单位是由辛克莱（J. Sinclair）在 1996 年基于共选理论提出的语言描述模型。

该模型由意核、搭配、类联接、语义倾向和语义韵五个部分组成。

其中“意核”是意义单位的核心，意义的扩展都以意核为中心向外延伸（濮建忠，《扩

展意义》 1）。费斯（J. R. Firth）认为搭配词是习惯性相伴的词，这体现了该词项在词汇

层面上的组合关系；对搭配词进行分析是加深对词汇的理解及熟悉词汇使用的重要途径

（182）。类联接指的是意核与周边成分所形成的语法结构，体现出该词项在语法层面上特

别是句法上的组合关系。语义倾向是指搭配词的语义特征，反映了意核与周边词项的习惯

性搭配，是对共现词项语义特征的概括。语义韵体现的是意核自身的语义特点，用来表达

交际的态度。语义倾向和语义韵反映的是意核与搭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体现了意核与共

现词项的语用特征。因此，扩展意义单位的五个组成部分实现了词法、句法、语义和语用

功能的共选。

（二）扩展意义单位研究现状

学者对扩展意义单位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为辛克莱的研究。他通过

对naked eye，true feelings，brook和place这 4 个意核的说明分析展示了扩展意义单位的结

构成分（75-106）。国内许多学者借助语料库软件来分析特定意核词项与意核词块的语义韵，

其中卫乃兴对比了 commit，effect，cause在英语本族语语料库和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中

的语义韵特征，发现学生英语中有大量中间语搭配实例，它们虽然符合语法规则，但是违

背了搭配规约，语义韵较弱（《学生英语》 50-54）。陆军和卫乃兴用可比语料库和平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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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库相结合的方法，从双语角度论证了语义韵在词汇、语法中起的作用，并从共选角度揭

示了翻译对等之间的对应关系（424-36）。韩浩（78-81）以扩展意义单位为模型对英语当

中的同义词进行对比辨析，还有对语言学习中的高频动词make等进行习得对比及教学启

示研究（仲亚娟 49-52）。除对特定节点词的分析外，对节点词块的分析也是学者们的研

究热点，如韩雪、卢卫中对 deal with和 cope with英语同义词组习得进行了对比研究（14-

17）。

学者们对扩展意义单位的大量研究都集中于高频动词、同义词及同义词组的辨析上，

其中对于高频动词的辨析集中于实义动词以及make等词类语义较虚的轻动词，该类词是

用于表达事件意义的功能词类。本文拟聚焦的节点词keep与现存文献研究所聚焦的轻动词

make，take，have存在一些共性，特此对这两类词作简要辨析。keep与make等词可作实义

动词与使役动词使用，当表示处于某个状态时，两者可以进行互换。除这两者外，keep还

可作系动词使用，直接与形容词与副词相连。因此，keep一词在语法结构上更加活跃，用

法更加多样，在语料库软件的辅助之下，对此类用法丰富的动词可做进一步探究。因此本

文试图借助COCA语料库对系动词keep进行扩展意义单位分析。

二、数据收集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

（1）keep一词在COCA语料库当中，其搭配及类联接有哪些特点？（2）keep一词在不

同的搭配及类联接中表现出哪些语义韵的特点及其搭配词的语义倾向？（3）keep一词的扩

展意义单位分析，对中国英语学习者有何启发？

（二）语料来源

本文借助COCA语料库进行分析。COCA即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是美国具有代表性

且使用较为广泛的大型英语语料库，语料库包含超过 10 亿字的文本，来自口语、小说、流

行杂志、报纸、学术文本等 8 种文本类型，涵盖广泛，并在类别间呈均匀平衡分布，能够

为本研究提供较为丰富的语料。

（三）研究步骤

本研究语料库部分的操作主要分为四步：首先，在COCA语料库界面检索keep一词，

并设定跨距（span）为 -4/+4 考察这一范围内该词所出现的搭配词。其中跨距是指节点词左

右词项构成的语境，跨距长度界定要视所研究文本语域等特点因素而定，将跨距界定为 -4/+4

或 -5/+5 是最适宜的（Jones and Sinclair 15-61）；其次，具体查询keep一词所在的语境信息，



138 第7卷 第2期
2023年6月

外国语言与文化

分析考察该词的类联接特点，由于索引行数量庞大，本文随机抽取了其中的 200 条索引行，

人工考察后建立类联接，加以统计形成表格；再次，分析keep一词在搭配词语义倾向方面

的特点；最后，考察随机抽取的 200 条索引行，统计语义韵信息并形成表格。

三、动词keep的扩展意义单位分析

在COCA语料库中输入keep作为索引词进行分析，根据索引行分别对其搭配词、类联接、

语义倾向和语义韵进行探讨分析，进一步探索keep的扩展意义。

（一）语域分布

表 1  keep在COCA语料库中的语域分布表

类别 频次 占比

博客 60335 15.05%
网站 52239 13.03%

电视/电影 86604 21.60%
口语 46859 11.69%
小说 48797 12.17%
杂志 52874 13.18%
新闻 39236 9.78%

学术文章 14046 3.50%
总频数 400990 100%

表 1 的统计结果显示：首先，keep一词在八大体裁中，在电视电影当中的占比最高，占

21.60%；其次是在博客中，可见该词在口语和网络用词当中非常常见，说明这个单词的使用

场合比较随意；再次，学术文章当中的使用频次在八大体裁中占比最低，说明该词在书面语

体当中的使用频次较低；最后，keep一词在新闻当中的占比较低，占 9.78%，再次佐证了该

词多使用于非正式语体；为英语学习者在不同文体写作当中使用该词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二）搭配词分析

如费斯所说：“应该通过一个词所拥有的同伴来认识它。”（179）即欲知其词，先知其伴。

学习一个单词，不仅要知道这个单词的意思，还要知道它的组合、搭配和韵律，并且要在

特定的语境中学习。首先，在COCA语料库中，搜索keep，设置跨距为 -4/+4，按照搭配频

率列出前 15 个显著搭配词，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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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keep在COCA语料库中前 15位搭配词

序号 搭配词 词频

1 try 17839
2 eye 16982
3 mind 15456
4 alive 8672
5 track 7211
6 safe 6140
7 secret 5990
8 quiet 3629
9 promise 3470
10 shut 3237
11 pace 2779
12 distance 2127
13 healthy 1875
14 straight 1620
15 walking 1388

按照词性对表 2 中keep的搭配词进行分类，可细分为动词性搭配，如 try，shut等；名词

性搭配，包括普通名词搭配，如eye，mind，track，secret，mouth，pace，distance等，和动名词

搭配，如walking等；形容词性搭配如alive，safe，quiet，healthy；副词性搭配如straight等。

通过具体分析发现，eye，mind，mouth，pace，walking，straight等词都与人的身体部位

或是行动类有关，搭配词义偏主观性。而其中 alive，safe，quiet，healthy等形容词性的搭配

也和人的状态有关，这与系动词所搭配的表语表达主语的身份、状态与特征这一说法相一致。

另外，通过搭配分析可知与keep相搭配的词汇大多属于具体词汇，虽仍存在promise这类抽

象词汇，但总体上具体词汇多于抽象词汇。

（三）类联接分析

不论是语义韵还是语义倾向都与语法结构息息相关（卫乃兴，《语义韵研究》 300-307）。

因此，研究一个词不仅要从词法入手，分析该词的搭配，更要从句法入手，研究该词的语

法结构，对该词进行类联接分析。类联接指的是意核与周边成分所形成的语法结构，通过

分析随机抽取的 200 条keep的检索行发现，与keep有关的类联接主要有七大类型，如表 3

所示：

1. KEEP+ADJ接形容词；2. KEEP+NOUN+ADJ接名词和形容词；3. KEEP+NOUN+ADV

接名词和副词；4. KEEP+NOUN+VERB-ing 接名词和动名词；5.KEEP+NOUN+VERB-en接名

词和动词分词；6.KEEP+NOUN+PREP接名词和介词；7. KEEP+PREP+NOUN接介词和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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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keep在COCA语料库中的类联接分布

类联接 频数 索引行

KEEP + ADJ 15456
So, I decided to keep quiet about it, until now

because they keep alive in the heart of the black man

KEEP+ NOUN+ ADJ 3436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keep kids safe 

The No. 1 thing is to keep people healthy and to keep them strong

KEEP+ NOUN+ ADV 2980

I’m glad you’re around to help us keep things straight

The purpose is to keep people together and connect in the spirit of Burning 
Man

KEEP + NOUN +VERB-ing
3378

He is experienced enough to keep things running

KEEP +NOUN +VERB-en We don’t need a specific issue to keep people engaged

KEEP+NOUN+PREP 16401 Challeng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the world around us

KEEP+PREP+NOUN 11798
but we should keep in mind that many of the problems we solve today were 
solvable yesterday

由表 3 可知，keep一词的类联接有七大类型，类联接强度在七大主要类型中分布不均衡，

其中主要以KEEP+ADJ和KEEP+NOUN+PREP/KEEP+PREP+NOUN为主，主要和keep pace 

with和keep in mind这两个固定搭配有关。

首先，在KEEP+ADJ类型的类联接中，keep一词为系动词，与后面的形容词构成主系

表结构，该词的词义被虚化，用于表达状态的持续，如keep quiet用于表达安静状态的持续，

keep alive用于表达活跃状态的维持。其次，在KEEP+NOUN系列的类联接中，keep一词为

及物动词，词义为“使……保持（某种状态）”，构成主谓宾宾补的结构。如表 3 索引行中

keep people healthy用于表达使人们保持健康的这种状态。其中，在KEEP+(N) +V-ing中，

keep一词作为实义动词，表示为连续不断地做某事，如keep things running表达维持事物的

持续运转。

（四）语义倾向分析

语义倾向和语义韵是词汇意义得以扩展、延伸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中，语义倾向是指

节点词的搭配词所呈现的语义特征，研究对象是搭配词，反映了意核与周边词项的习惯性

搭配。根据keep一词的七大类联接类型，在COCA语料库中，以keep为节点词，搜索搭配词，

提取各词性搭配词的前 5 位，如表 4、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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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keep在COCA语料库中前 5位搭配词的语义倾向表

节点词 +PREP 语义倾向 +ADJ 语义倾向

keep

in 中性 alive 积极

from 消极 safe 积极

on 中性 warm 积极

to 积极 busy 消极

out 消极 clean 积极

表 5  keep在COCA语料库中前 5位搭配词的语义倾向表

节点词 +VERB 语义倾向 +ADV 语义倾向

keep

try 积极 straight 中性

shut 中性 tight 中性

inform 中性 low 中性

struggle 积极 upright 中性

lock 中性 firmly 积极

通过分析keep一词的动词、形容词、副词和介词性搭配词可知，该词的语义倾向有积

极、中性和消极三种类型，其中大部分为中性词，占 45%，其次是积极词，占 40%，消极

词占 15%。因此keep一词倾向于与中性词共现，来保持主语状态和特征。在与形容词搭配时，

也倾向于与积极词共现，同时也存在一些介词如keep from（隐瞒）等表达出消极的语义倾向。

（五）语义韵分析

语义韵体现的是意核自身的语义特点，用来表达交际的态度，强调的是搭配时节点词

所呈现的态度。根据所搭配词的不同语义倾向，节点词所体现的语义韵也不同，同时，在

不同的类联接中语义韵也不尽相同。

1.褒义的语义韵的类联接

在使用KEEP+ADJ类联接时，节点词keep在动词性质上表现为系动词，主系表的结构

决定了在此类联接下keep的语义韵主要取决于后面所搭配的形容词的语义倾向。而在该类

联接下，该词主要和积极的形容词搭配，keep表现为“保证、保持、持续”等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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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KEEP+ADJ类联接在COCA语料库中的索引行（部分）

节点词 ADJ 频率 索引行

KEEP

quiet 1332 …I found myself in a position where I basically had to keep quiet…

warm 1167 …don’t even think about building a fire to keep warm or cook your food…

alive 369 …to move the conscience of the world, to keep alive the hope and dream of freedom…

good 198 …have them covered close, and they will keep good for several years…

safe 110 …to invest whatever it takes to keep safe our employees…

例 1： The task that has fallen to us as Americans is to move the conscience of the world, to 

keep alive the hope and dream of freedom.

例 2：Then put them in a wide-mouth jar, and pour the vinegar over; have them covered 

close, and they will keep good for several years.

例 3：The company is allowing us to invest whatever it takes to keep safe our employees.

以上三个例子都通过KEEP+ADJ的类联接方式，keep和积极语义倾向的形容词搭配，

使得keep表达了褒义的语义韵。例 1 中，除形容词外，还和积极语义倾向的名词alive、

hope、freedom搭配，“让自由的希望和梦想永存”。例 2 中，keep同样和积极语义倾向的形

容词good搭配，“保持好几年的良好状态”。例 3 中，keep与 safe搭配，使得keep表达出了“保

证”的正面意义，“保证我们顾客的安全”。

2.中立的语义韵的类联接

在使用KEEP+NOUN+/ADJ/ADV/VERB-ing/VERB-en，因后面与名词搭配，节点词

“keep”在此处表现出实义动词的含义，而该类联接着重描述主语所对应的状态和动作，在

此类联接下，节点词keep偏向描述客观现象，从而体现出中立的语义韵。

表 7  KEEP+NOUN系列类联接在COCA语料库中的索引行（部分）

节点词
NOUN+(ADV/

ADJ/VERB-ing/en) 词频 索引行

KEEP

things 2318 …once your own children start to arrive and try to keep things consistent.…

people 1907 …and choose and keep people in their homes.…

reading 440 …If they don’t appreciate it they don’t need to keep reading.…

secrets 391 …You are the only person in my life that doesn’t keep secrets from me.…

prices 266 …so there’s increasing pressure to keep prices low…

例4：If they don’t appreciate it they don’t need to keep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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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You are the only person in my life that doesn’t keep secrets from me, and I owe you the 

same.

例6：So, there’s increasing pressure to keep prices low and to give readers more for their 

money.

以上三个例子分别通过KEEP+NOUN（VERB-ing），KEEP+NOUN，KEEP+NOUN+ADJ

的三种类联接方式，通过和名词搭配，使得keep客观描述该名词的特征、状态以及物品。

keep在该类型的类联接中体现出的意义为“继续、保守、维持”，体现了中立客观的语义韵。

例 4 中，和动名词 reading搭配，表现为维持做某事的状态，即持续阅读；例 5 中，和名词

secrets搭配，保守秘密；例 6 中，和名词prices、形容词 low搭配，构成了主谓宾宾补的结构，

意为保持低价，以上keep都体现为客观描述，体现了节点词keep中立的语义韵。

3.贬义的语义韵的类联接

在使用KEEP+PREP的类联接时，其后的介词本身为虚词，无实义，通过与实义动词

keep搭配，从而引申出了不尽相同的搭配义，其大多数为贬义的语义韵。如表 7 所示：

表 7  KEEP+PREP系列类联接在COCA语料库中的索引行（部分）

节点词 PREP 词频 索引行

KEEP

from 2944 ...The simplest way to keep from having to use them should be....

out 564 ...that churches and other houses of worship should keep out of politics....

away 513 ...and everyone warned their kids to keep away from those poison plants....

off 104 ...But the characters aren’t just pretty faces who can’t keep off each other....

after 81 ...We learn that he named the dog, he was forced to keep after hitting him....

例 7：The simplest way to keep from having to use them should be to not enter into a 

foreclosure situ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Always prioritize your house payments.

例 8：And most Americans continue to say that churches and other houses of worship should 

keep out of politics.

例 9：Everyone warned their kids to keep away from those poison plants.

以上三个例子通过KEEP+PREP的类联接方式，通过实义动词keep与介词搭配，从而

使得keep产生新的语义韵，且其语义韵为贬义。例 7 中keep与介词 from搭配，产生了“避免”

的语义。例 8 中keep与介词out、of搭配，意为置身事外、杜绝、隔绝。例 9 中keep与介词

away搭配，意味远离。节点词keep与以上介词搭配，使此处的keep意为“隔绝、避免”、（因

不好的事）而保持距离之意，从而在该语境下产生了贬义的语义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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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借助COCA语料库，以动词keep为节点词来分析扩展意义单位，分别研究了该

词在语料库当中的语域分布，该词所出现的搭配词、类联接特点，搭配词的语义倾向方面

的特点，以及在不同的类联接类型下，该词结合语境所体现语义韵信息。通过统计信息及

分析考察，得出以下结论：

1.在语域（register）分布上，keep一词多用于口头语，极少用于正式严谨的学术文章写

作中；

2.在搭配（collocation）上，keep一词大多与人的身体部位或是行动类有关，搭配词义

偏主观性，且相搭配的具体词汇多于抽象词汇；

3.在 类 联 接 上，keep一 词 有KEEP+ADJ接 形 容 词；KEEP+NOUN（+ADJ/+ADV+/

NOUN/+VERB-en）；KEEP（+NOUN）+PREP 三大类型，七种子类型。其中keep为实义动词，

在和形容词搭配时，为系动词。

4.在语义倾向上，keep一词在和形容词搭配时，表现出倾向于积极的语义倾向，在和名

词搭配时，倾向于中性语义倾向，而在和介词建立类联接时，出现消极的语义倾向。

5.在语义韵上，keep一词在使用KEEP+ADJ类联接时，其语义韵主要取决于后面所搭

配的形容词的语义倾向，表现为“保证、保持、持续”等义；在使用KEEP+NOUN+ADJ/

ADV等类联接时，节点词keep着重于描述主语所对应的状态和动作，偏向描述客观现象，

从而体现出中立的语义韵；而在使用KEEP+PREP的类联接时，实义动词keep通过与虚词

搭配，从而引申出了不尽相同的搭配义，在相对应的语境下，大多数keep体现了贬义的语

义韵。

教师应引导学生通过扩展意义单位的学习，发现语义趋向和语义韵，提高口头表达能

力和书面表达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的语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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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论话语中的“肥”“瘦”概念及其语义认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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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肥”“瘦”本指人的外貌特征，但书论话语中，这两个概念最为频繁典型。研究表明，
“肥”“瘦”作为书论概念，表示笔画的粗细与劲道、字的大小及所占空间等，本身均无情感上的
褒贬倾向；“肥”概念进入书论话语晚于“瘦”；两个概念基于人的认知体验，通过隐喻、转喻机
制获得基本意义，再通过联想与类比，结合具体书法语境，完成其在线意义建构。

关键词：书论话语  “肥”  “瘦”  意义建构  认知机制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2023）02-0146-11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汉语书论话语隐喻分析的‘书法’认知模式研究”
（21YBA150）；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大学英语拓展课认知翻译能
力培养研究”（HNJG-2021-0764）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湖南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湖
南  长沙  410205

DOI: 10.19967/j.cnki.flc.2023.02.014

Title: A Cognitive Study of Calligraphic Concepts “Fei” (fat) and “Shou” (thin) and Their Meaning 
Construction

Abstract: “Fei” (fat) and “shou” (thin) are commonly used to describe a person’s appearance, but in 
calligraphic texts, these two concepts turn out to be the most frequent and typical. This study shows that, 
as calligraphic concepts, “fei” and “shou” generally refer to the thickness and strength of strokes, the size 
and the spac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neither with emotional tendency. The calligraphic concept “fei” 
appears later than “shou”. Based on cognitive experiences as well as encyclopedic knowledge mapped 
by metaphor and metonymy, “fei” and “shou” obtain their respective basic meanings, which are further 
constructed on-line through association and analogy according to their calligraphic contexts.

Keywords: calligraphic discourse, “fei” (fat), “shou” (thin), meaning construction, cognitive mechanism

Author: Huali Li, Ph.D. Candidate,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Hunan, China.



147李华丽  书论话语中的“肥”“瘦”概念及其语义认知研究 外国语言与文化

书论话语承载书法思想、书法理念、学书途径、书家特色、书法意境等各个方面内容，

包含大量描写人物的概念，如“瘦健”“遒劲”“温婉”“精明”“丰腴”“婉媚”“风流”“俊

朗”“痴肥”“端庄”“谨严”“温和”“素朴”“简约”“敦厚”等。其中以描述人体形体特征

的“肥”“瘦”概念出现极为频繁。那么，“肥”“瘦”两个概念的初始意义究竟是什么？经

典书论中包含“肥”“瘦”的相关概念及其主要的内涵意义是什么？“肥”“瘦”概念如何

进行意义建构？这是本文尝试解决的三个具体问题。

文献显示，将“肥”“瘦”用以品评书法滥觞于魏晋时期，这在之后对书法评论产生了

深远影响。因此，对书论话语中的“肥”“瘦”概念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也具备

一定的研究基础。江波对“肥”“瘦”的历史演变及二者的时代性和主观性进行了阐释（33-

37）。李传君从唐前中期书法“肥”“瘦”取向的审美传承与异化入手，分析唐宋各时段书法

的“肥”“瘦”风尚的联系、发展与嬗变，以及背后隐含着的社会因素和审美内涵（76-80）。

“以人喻书”的书法传统源远流长，上述研究均围绕此进行探讨，为人们更好地认识书法这

一中国传统艺术奠定了基础。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借助认知语言学理论，以频繁出

现的“肥”“瘦”概念为切入点，尝试对书论话语的意义构建提供认知阐释，有助于丰富前

人研究，促进人们对书法艺术的理解与欣赏。

一、“肥”“瘦”概念的语义溯源

《古代汉语词典》中“肥”的词义除了表示古国名和姓氏外，还有以下三项：①肌肉丰满，

脂肪多。《礼记 •礼运》：“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 ②丰厚、富足。《礼记 •礼运》：“父

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 ③土地肥沃。《国语 •晋语九》：“松柏之地，其土不肥。”

（张双椂、殷国光 363）

三个语义项中，“肥”分别用于形容人的肢体外貌丰满、土地肥沃和抽象层面的富足，

均与书法没有关联。

《说文解字》对“肥”的解析如下：会意字，会人肌肉丰满之意（许慎 1039）。原义为

人胖、脂肪多，如张志和《渔歌子》：“桃花流水鳜鱼肥。”该义又可延伸为土地肥沃，或者

衣裳、鞋袜宽大。

可见，“肥”这个概念最初用来形容人的外貌特征，而用来形容物的特征或者更抽象的

客体对象均为人的经验在概念层面的映射所致。书论话语中最值得回味的“痴肥”词条未

在以上两部著作中收录。

《古代汉语词典》中“瘦”的语义条目比“肥”更多，五条词义如下：

①肌肉不丰满。 《韩非子 • 内储说下》：“中山有贱公子，马甚瘦，车甚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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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草木、流水等细小、光线等微弱。《齐民要术 •种麻》：“截雨脚即种者，地湿，

麻生瘦；待白背者，麻生肥。” ③土地瘠薄。《戴肖望挽词》：“水肥应返钓，田瘦合

归犁。”④拘紧、不舒展。卫恒《四体书势》：“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 ⑤消损。

李清照《如梦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张双椂、殷国光 1371）

其中，第一条依然是形容外貌特征，但没有受限于人的外貌特征，而与书法相关的语

义“拘紧、不舒展”被列为第四条，固定在字典条目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书论话

语中反复出现的“瘦硬”词条，在此有收录，表示“笔画细削有力”，并附有杜甫的《李潮

八分小篆歌》中“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一句作为例证。而《说文解字》中“瘦”

的语义是肌肉不丰满，后延伸到指细小、不茁壮，也指字体细而有力（许慎 1300）。如宋

徽宗赵佶创造的书法字体“瘦金体”，其特点就是瘦直挺拔。这说明“瘦”比“肥”更早地

被运用于书论话语当中。

事实上，“瘦”和“肥”在各类话语中均有使用，且其意义扩张机制均与隐喻、转喻有关。

在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BCC语料库，bcc.blcu.edu.cn/）中，根据单一来源的多领域数

据对“肥”与“瘦”进行对比搜索，结果显示“肥”为 133856 频次，“瘦”为 98257 频次。

由于数量巨大，又缺乏相关的语义标注手段，因此我们以人工阅读方式进行考察，发现多

数“肥”与“瘦”语料表达的是其基本意义，即人身体的肌肉丰满与否或者土地肥沃与否等。

但也有诸多其他意义，如：

例 1：借减员之机“肥”个人私利。（《人民日报》）

例 2：我要给钱包瘦身 !（微博）

例 3：镇里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免费提供种子、专用肥并负责试销，收益归农户，

损失由政府承担。（《人民日报》）

例 4：管理食堂是个“肥差”，但管了 12 年食堂、每年经手近百万元经费的孙全周，家

中最值钱的也不过疗养院奖励的一台冰箱。（《人民日报》）

上述例子中的“肥”与“瘦”均在新的语篇中具备了新的意义，有的进行了转类，如“‘肥’

个人私利”和“瘦身”，其中的“肥”“瘦”不再表达身体丰满或者土地肥沃与否，而是在

这些基本意义的基础上，通过隐喻与转喻机制，表达“使个人的利益变大或变小”之义。“专

用肥”中的肥，也进行了转类，表达“能使土地肥沃的物质”之义，类似的还有“石灰肥”等。“肥

差”在语料库中共出现了 76 次，由于差事可以提供的好处越多就越是肥差事，这一特征与

身体越丰满人就越肥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其意义的建构也主要借助隐喻的认知机制。

鉴于书论话语中曾出现“痴肥”这样的概念，我们也在BCC语料库中利用篇章检索“痴

肥”与“肥痴”字条，均有不同数量的显示，但总体数量不多。其中，现代汉语无“肥痴”

字条，古代汉语中有 31 条。下面任意选用几条“肥痴”出现的语境如下：“古今的英雄豪

杰虽不尽是尖嘴缩腮，却也定有三分奇怪面貌，出人头地一步，决不是寻常肥痴可比”（《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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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 集藏/小说）；“饲粮常少患肥痴，僵卧廊间甘伏雌”（《晚晴簃诗汇》 诗藏/诗集）；

“若论美，北人见惯肥痴，若睹南妆，袅袅娜娜，自易生怜”（《两交婚小传》 集藏 /小说）；“木

龙体肥痴，重千余斤”（《陶庵梦忆》 史藏 /志存记录）。以上出现的“肥痴”，均表示人或者

动物的体型庞大、肥胖，并且可以明显看出，其语义色彩以贬义居多。同样，在BCC语料

库中搜索“瘦硬”字条，共出现有 456 项之多，主要出现在书法、绘画、文学作品中，意

义主要与人物描述相关。

以上关于“肥”“瘦”基本义项和使用语境的检索表明，“瘦”的语义涵盖范围更广，

其义项多于“肥”，《古代汉语词典》、《说文解字》和语料库中均有用来表示书法特征的

义项或者语例；相反，“肥”在《古代汉语词典》、《说文解字》中却没有义项用于书法特

征的描述，这说明“瘦”更早用于书论话语当中；另外，BCC语料中显示，包含“瘦”概

念的词条“瘦硬”出现频次远远高于包含“肥”概念的词条“肥痴”或者“痴肥”。下面

以《历代书法论文选》为语料来源，统计“肥”“瘦”概念的使用情况并就其书法审美内

涵作分析。

二、书论话语中的“肥”“瘦”概念及其审美内涵

“肥”“瘦”概念在书法家的谈话录或谈艺摘录、评论家对书法作品的介绍与鉴赏、中

国历代书法论文，甚至诗作中均有出现，其中以古代书论话语中的使用最为典型。在众多

书论之中，黄简编辑的《历代书法论文选》作为经典书论集，收录了清代以前著名书论文

章 69 家 95 篇，共 40 余万字，包括唐代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清代刘熙载

的《书概》等。《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作为《历代书法论文选》的补充，虽然也收录了一

些古代重要书论文献，但从重要程度及影响力来说，不及后者。本文之后选用的例子均来

自《历代书法论文选》。

现代汉语中，“肥”“瘦”往往用来形容人体外形。从审美的角度看，“肥”“瘦”在不

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中褒贬不一。中国历史上的唐朝，女子以肥为美；现代

社会，瘦成了人们追赶的潮流。那么，在书法审美中，“肥”“瘦”用以描述字的外形特征，

具备什么样的内涵意义？是以“肥”为美还是以“瘦”为美？这是统计与分析时需要同时

关注的问题。

对《历代书法论文选》进行搜索统计，结果显示包含“肥”“瘦”的概念分别为 105 个

和 90 个，其中不包括重复的概念或单独使用的“肥”“瘦”概念。在书论话语中，“肥”为“龟

临洞穴，没而有余”，“瘦”为“鹤立乔松，长而不足”（黄简 268），本身并无褒贬的感情倾向。

但从所收集的例子使用语境判断，“肥”“瘦”感情色彩大致可以划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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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书论话语中“肥”“瘦”概念及情感倾向

名称 褒义 贬义

肥 肥美、肥泽、丰肥、肥劲、肥纤
肥厚、肥钝、痴肥、肥俗、肥瘠、肥浊、秾肥、肥圆、肥弱、

肥软、熊肥、肥重、长肥、肥长、肥密、肥腯、肥艳

瘦 瘦硬、硬瘦、瘦紧、瘦健、瘦劲、瘦峭 枯瘦、疏瘦、瘦浑、长瘦、瘦怯

从上述概念大部分的使用语境看，“肥”与“瘦”相对，指字的大小，其所占空间；

“肥”偶尔与“细”相对，指笔画的粗细。在包含“肥”的 22 个概念中，“痴肥”仅出现一

次，出现频率最低；“肥钝”出现三次，从使用语境来看，意义同“肥腯”；“长肥”与“肥长”

同义，“肥”指笔画粗细程度，与“长”概念结合用以表达字体的形状和粗细大小；“肥劲”

与“瘦劲”意义相对。“瘦”用以描述字的大小，如“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黄简 46），“胡

书体肥，钟书体瘦”（182）等。包含“瘦”的 11 个概念中，“瘦硬”出现频率最高，“瘦硬”

与“硬瘦”语义相同，使用意义基本相同，侧重点略有差异。整体来看，“瘦”与“肥”意

义基本相对，除表格中的概念外多为单用。

如前所证，“瘦”较之“肥”更早地被运用在书论话语中。在BCC语料库中，“瘦硬”

出现的频次高于“痴肥”，在这里也得到了同样的印证。从书论话语的使用情况统计来看，“肥”

和“瘦”两个概念本身不存在褒贬意义，比如“太肥则质浊、太瘦则形枯”（黄简 566）。正

如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书法中也强调阴阳调和，有肥有瘦，中和适度，但“肥”“瘦”

与其他词搭配后就有了褒贬色彩，尤其以笔画的“肥”“瘦”区别书写风格、品评书作时常

带有或褒或贬的审美判断。如：

例 5：胡书体肥，钟书体瘦，亦各有君嗣之美。（182）

人们都知道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同期有另一位被称为孔明的隐士胡昭，他出生于公元

162 年的颍川，其书作豪迈大气。同时期的钟繇被誉为“小楷之父”，其书作小巧瘦硬。从

例 5 的话语语境看，“肥”“瘦”没有褒贬的情感倾向，二者各有其美，两位书家也各有千秋。

例 6：风姿宕往每乏苍劲，笔力苍劲辄少风姿，书趋沉着，忌似苏灵芝辈肥软。（580）

苏灵芝是唐代书法家，可与同时代李邕和颜真卿媲美，其书写的《易州铁像颂》现为

国家级文物，存于河北易县（图 1）。从此处的语境看，例 6 中的“肥软”具有笔画粗大、

软弱无力的审美内涵，是书家在创作时需要避开的极端情况。

例 7：欧、褚诸家提空笔作书，体皆瘦硬。（581）

例 8：子通亦善书，瘦怯于父。薛纯陀亦效询草，伤于肥钝，乃通之亚也。（191）

欧阳询精通书法，以“欧体”著称于世，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通”

是欧阳通，即欧阳询的儿子，父子被后人称为“大小欧阳”。下面对比欧阳父子的代表作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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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中，汉字笔画如例 7 中所言，比较瘦硬，给人刚劲有

力的视觉效果，明显区别于世人熟知的颜真卿作品的“丰腴雄浑”“结体宽博”“大刀阔斧”。

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则在笔画瘦劲这一点上更甚于其父欧阳询，因而更具险峻之势。

例 8 用“瘦怯”这一概念形容其字，明显表达了欧阳通作品瘦得过度而水平不及其父的情

感倾向。同时学习欧阳询的薛纯陀，其书作与欧阳询的书作相比，则肥钝有加。

书法作品的审美主要从外在形式和内在品质两个维度进行（Shi 485）。“肥”“瘦”主要

与书法作品的形式层面有关。从上述书作看，欧阳通的“瘦怯”与苏灵芝的“肥软”形成

了鲜明的对照，从“瘦怯”与“肥软”使用的语境看，二者是“肥”“瘦”两个审美的极端，

书法创作中都应该避免。“肥”“瘦”之辩显示出人们认知书法作品时，其笔画、结构两个外

在形式的视觉效果，应该居于中庸状态，尤其是笔画不能太粗，也不能太细，这与中国哲学

的中庸之道是一脉相承的。

三、书论话语中“肥”“瘦”概念的意义建构

书论话语中的“肥”“瘦”概念进行意义建构时需要结合书法语境，调用人与书法两个

认知域的知识，与其他话语类型中的“肥”“瘦”概念一样，也主要运用隐喻、转喻两种认

知机制完成。

▲图 2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图 1  苏灵芝《易州铁像颂》 ▲图 3  欧阳通《道因法师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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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肥”“瘦”概念意义建构的隐喻机制

“肥”“瘦”概念通过人与书法的相似性进行隐喻映射。概念系统是冰山，语言系统

是冰山的一角。将人体的知识结构映射到抽象的书法作品这一过程说明，书论话语中的

“肥”“瘦”是书法艺术概念化的语言表征，反映了思维的隐喻性特征。人们总是借助相对

熟悉的事物来理解相对陌生的事物。从人对认知规律体验来看，人的形体结构与形象生来

就伴随左右，为人所熟知。人在婴幼儿阶段往往首先认知的是自己的身体部位。对于成年

人来说，认知也通常是推己及人，不仅涉及人的身体结构、外形特征，还可以进一步深入

到人的精神品质等方面。在对社会进行认知时，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人对自身的认识

作为媒介，进而认识其他事物。由此，“肥”“瘦”概念原本用来形容人的形体外貌特征，

之后进入书论话语用以描述汉字的特征，具有体验基础，让人们可以将自己熟知的人体知

识结构映射到作为文化产物的书法作品中，帮助理解书法。

从外形特征来看，人与书作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书作中的汉字被概念化为站立的人，

其具体映射路径如下：

表 2  人与汉字的隐喻映射关系

源域：人                 目标域：汉字

头

脚

臂 /腿
血液

躯干

筋脉与肌肉

上部笔画

下部笔画

左 /右笔画

笔画的用墨浓淡

主体架构

笔画的粗细

上述映射表明，人与书作中的汉字存在形体上自上而下的对应性与相似性，而“肥”“瘦”

作为人的外形特征概念，适用于人的头、脚、手、躯干等各个部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

往有言不尽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体验，因此必须借助隐喻的方式进行认知。书论话语中，

这种情况尤其普遍。书作中的汉字与人的形体结构两个事物间存在的相似性是隐喻映射的

前提条件。用以描写人的“肥”“瘦”概念转为书论概念，是隐喻机制起作用。

（二）“肥”“瘦”概念意义建构的转喻机制 

将“肥”“瘦”概念映射到书作中的汉字是以转喻机制为基础的。“肥”“瘦”概念是人

的外貌特征概念，要产生作用首先需要激活人这一对象的百科知识，即通过凸显人的部分

形体特征的转喻机制而起作用。

转喻作为认知方式，是通过事物的某一特征或者与其他事物的特殊联系来理解和指代

事物整体，由此及彼，强调事物间的临近性、连续性与关联性（Lakoff and Johnson 40）。换



153李华丽  书论话语中的“肥”“瘦”概念及其语义认知研究 外国语言与文化

言之，转喻是一种参照点现象，通常由代表转喻的词语作为参照点，为接近欲表达的目标

提供心理可及。转喻的普遍存在是因为我们寻找参照点的能力与生俱来。束定芳在 2019

年 11 月东北师大“认知研习班”上曾说，表达人类概念系统的语言基本上是转喻性的，如

head for，“唱歌需要好嗓子”等。选择一个好的转喻词汇可以很容易地唤起一个难以命名

或者表达的目标（Langacker 199）。以点代面是转喻的特点，书论话语也不例外。以点代面，

需要结合宏观和具体语境，做出合乎常理的想象与推断。整体来看，转喻以小见大，以临

近见本体。消极地讲，因为语言限制了我们的表达能力，所以人们不得不使用转喻。积极

地看，转喻可以使表达委婉、形象、言简意赅，达到有效的认知和交际目标。

书论话语中，“肥”“瘦”概念首先激活与之相关的人的形象，因此是“人的外貌特征”

转喻“人”，是部分转喻整体。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人与书法汉字的隐喻映射。而在隐喻映

射的作用下，“肥”“瘦”成为专门的书论概念后，又进一步分两个阶段体现转喻性思维特征。

首先“肥”“瘦”作为书法作品中众多属性特征之一，转喻某书法作品给人的整体印象，如

前面提到的“胡书体肥，钟书体瘦”，胡书和钟书显然不止“肥”“瘦”两个特征，但由于

是最突出的特征，因此可以分别概括两个书体的整体特征，属于部分代整体。在此基础上，

“肥”“瘦”可以再转喻某种书法门类，用以唤起难以命名的部分书法属性特征。

可见，“肥”“瘦”概念首先借助隐喻认知机制由人概念转为书论概念，然后借助转喻机制，

经由部分代整体转喻某个书体。反言之，“肥”“瘦”概念意义建构的隐喻机制又是在转喻

机制的基础上起作用的。虽然隐喻与转喻是两个互相区别的认知机制，前者最明显的特征

是反映不同认知域间的映射关系，后者则是人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一种凸显关系，通常是

反映同一个认知域中的临近关系，但在意义建构中二者又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张辛未、

赵秀凤认为转喻和隐喻的互动和协同过程是基于想象或虚拟的隐喻场景来完成的（36-44）。

书论话语中，与“肥”“瘦”类似的“以人喻书”等属性特征，均需要读者借想象进入虚拟

的隐喻场景，把场景中所涉及的转喻、隐喻及其情境中隐含的态度、评价、逻辑推理等一

并映射到目标域，用以理解和评价抽象而复杂的书法现象或者书法作品。

（三）“肥”“瘦”概念的意义建构过程

书论话语中的“肥”“瘦”概念意义建构需要结合百科知识，经过隐、转喻机制，进入

心理空间，结合语境进行加工。下面以“痴肥”为例分析“肥”“瘦”概念的意义建构过程。

朱和羮的《临池心解》中有“楷法用墨欲腴，用笔欲圆转而有劲；乃墨沉痴肥，绝无锋颖，

似龟鳖之缩项足”（黄简 739），用“似龟鳖之缩项足”来说明“痴肥”的意义，确实非常形象。

但前面的研究已经说明，“肥”概念表示“肌肉丰满，脂肪多”之义最初出现在《礼记·礼

运》中，用来形容人的外貌特征。由于人在认知体验中的图式性特征，“肥”用来形容物的

特征或者更抽象的客体对象均为人的经验在概念层面的映射所致。

由于“痴肥”包含“肥”概念，因此已经通过隐喻、转喻机制获得了“人”概念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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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意义。“痴”的基本义项有天真、疯癫、着迷、不慧等，即在人的认知域中，“痴”的意

思是呆傻、不聪明，或者为发呆，佛家用语里表愚昧无知。“肥”的三个义项前面已经介绍

过，“痴”与“肥”的基本意义是构建人的形象的基础，再基于人的形象产生联想，同时激

发情感反应。尽管前面已经论述了人和书法作品的汉字存在对应关系，书论话语中的“痴肥”

概念意义却不同于其在人这一认知域中的意义。在人的认知域中，“痴肥”表示人的外表肥

胖，看起来没精神，因而给人痴呆感；书法认知域中，“痴肥”表示字的笔画很粗，不精干，

因而给人感觉不灵活、缺乏活力。

可见，在书论概念“痴肥”的语义构建过程中，关于人相貌的知识结构和汉字的笔画

知识结构都会被激活，并且在人脑中形成二者复杂的匹配活动。从跨域的角度看，这是将

源域人的属性向目标域书法中汉字的结构属性进行映射。但在此过程中，不是所有人的属

性都被映射到书法当中，而是有选择的，其选择的前提和限制条件是“楷法用墨”这一书

法语境。“痴肥”出现在书法域后，“不聪明”等含义会被过滤，只留下“粗大且没有精神”

的含义。然后，基于书法中书体门类的背景知识进行具体的形象构建，从而获得在线的意义，

激发对应的情感反应，达到对书法域中“痴肥”的正确理解。“痴肥”所出现的具体语境说明，

楷书在书写时用墨浓，用笔劲大，因而字的笔画“粗大”，相比别的书体，比如草书，缺少

了一些飘逸。

总之，书论话语的意义构建是动态的，需要借助联想或者想象的机制，在体验的基础上，

主要熔合认知模式中的物体图式、运动图式、力量图式和其他审美图式进行，拟构书论概

念的意义建构图式如图 4 所示：

书法语境

隐喻  转喻

类比联想

动
态
语
义
建
构

音系/形态/句法

语义—词汇概念

书论词语认知模型

选择

融合

物
体
图
式

运
动
图
式

力
量
图
式

…
…

▲图 4  书论概念动态意义建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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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 所示，在书论话语的意义建构中，书法语境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也是

“肥”“瘦”在书论话语与其他领域意义建构过程中最大的不同之处。书论话语的意义建构

首先需要激活人的知识框架。就“肥”“瘦”而言，二者实际上是一个物质形式的触发机制。

首先触发人这一对象的百科知识，其中物体图式起主要作用。然后在隐喻、转喻机制的作

用下，人和书法两个不相关但具有类似属性特征的认知域被并置起来，通过联想和类比，

完成了书论概念的意义建构，进而完成书法作品的审美与欣赏。书法是美的艺术，艺术不

能用客观的量化标准进行科学衡量。因此，相比其他领域，书论话语“肥”“瘦”的语义建

构过程中，联想的作用更为明显，而联想中人们对美的感知能力更是非常重要。

对“肥”“瘦”两个概念意义追根溯源，我们发现其初始意义均与人相关，但根据书

论话语中二者出现的语境，其意义均与汉字的大小、笔画的粗细有关，并且本身未含褒贬

的情感倾向。作为书论概念的“肥”“瘦”，基于人的认知体验，经由思维的隐喻和转喻

机制获得基本意义，然后在其基本意义的基础上，依靠所使用的大小语境，尤其是书法

这一大语境，以及人和书法两个空间的百科知识，在心理空间中在线进行意义的建构。“痴

肥”个例分析表明，意义构建过程中，心理空间中的概念映射机制需要首先激活关于人这

一客观对象的相貌与形体知识结构、汉字的结构笔画和书体门类等知识结构，结合语境进

行具体的形象构建，并激发出对应的情感反应，从而达到“痴肥”这一概念在书法域中的

正确理解。这也表明以人论书，尤其是以人的相貌来论字的结构形态受到语言表达的局限，

反映了人的认知特征与体验基础。因此，在意义建构过程中，需将人的空间与书法艺术空

间联系起来。

书论话语的意义研究对于书法的理念、思想、特色等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本文的发

现表明，对书法作品进行欣赏，远不止于掌握几个词汇，而是需要调用人的认知机制，激

活大脑储存的百科知识，结合具体的语境，从而达到审美的目的。因此，书论话语中“肥”“瘦”

概念的调查分析与意义建构探讨是有助于书法审美的一种尝试，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当

今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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